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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建设
[bookmark: _Toc16424]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税学科建设
来源：马海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税学科建设[J].财政研究，2022（11）：18-21.


摘要：学科建设与时代密切相关,学科演进推动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深化学科内涵。党的二十大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明确了下一阶段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和远期目标,其中关于“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论述细化了财税制度发展路径。新的使命呼唤新的理论,新的征途需要新的学科体系提供方向指引。财税学科是新文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理论研究应当建立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充分理解时代需求、准确把握财税学科特征,着重关注财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对于财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bookmark: _Toc3086]2.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难点及路径研究
来源：齐海丽，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难点及路径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6）：128-125.


摘要：每一个学科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通过概念陈述、范畴界定、命题判断、主题选择等方式，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起了自我容纳和精细固定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以管理主义的话语对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宏大叙事的概念阐释、对策研究的主题等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在国际话语体系的理论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的现实挑战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迫在眉睫。语境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为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设置了障碍，因此需要实现现代治国实践与传统思想的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从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bookmark: _Toc23519]二、文章精选
[bookmark: _Toc25043]3.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评估——以283个地级市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为例
来源：张月、王凤、吴燕杰，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评估——以283个地级市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为例[J].税务研究，2023（1）：43-49.


摘要：我国于2018年起开征环境保护税。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开征有效改善城市综合空气质量,但具体污染物中的臭氧治理效果欠佳;环境保护税税率提升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应更显著,但税率提升中的税率中等地区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治理效果欠佳;环境保护税对高污染地区的综合空气质量以及细颗粒物、二氧化氮和臭氧治理效果均欠佳。因此,建议将全部臭氧前体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并且税率提升的中等税率地区应将氮氧化物税率提高至较高税率水平,税率提升中等税率地区的山西省应将一氧化碳税率提高至高税率水平,将挥发性有机物中的细颗粒物的前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全方位效应。
[bookmark: _Toc32755]4.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来源：胡建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22（12）：55-65.


摘要：2022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认定200个左右集群，引导和支持地方培育一批省级集群。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开始向集群发展方向演进。本文通过分析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并比较美国、日本支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发展历程，尝试提出找准打通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支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bookmark: _Toc9483]5.中国特色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演进、特征与改革展望
来源：谢贞发、李艳旭，中国特色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演进、特征与改革展望[J].财政研究，2022（12）：10-28.


摘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回顾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县域内城乡间流转、省域内跨县域流转、省份对口协调三个阶段的实施背景、政策内容与阶段性特征，重点阐述了增减挂钩政策是如何解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和打破土地无法在空间上流动的固有属性，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建立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过程，并探讨了与之伴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如何得以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交易对象、交易范围、交易主体、交易规则、交易平台五个方面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市场化交易的设计思路，建议以增减挂钩政策作为模板与基石，推行和完善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与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bookmark: _Toc18698]文章结构框架
[image: IMG_256]
[bookmark: _Toc11820]6.治理周期与政策执行波动：基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观察
来源：吕德文，治理周期与政策执行波动：基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观察[J].公共行政评论，2022（6）：136-153.


摘要：政策执行波动是一个常见的行政现象。论文从城管执法波动现象切入，揭示了政策执行波动的内在特征。政策执行波动在执行力度的维度上具有动态均衡性，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周期性。政策执行波动是模糊性治理机制和注意力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执行者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特定问题的聚焦程度，塑造了不同的执行力度及其持续时间。正确认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有利于在政策实践中实现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持续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在政策实践中，应避免将政策执行波动反常化理解，避免在常规化和规则化的导向下，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被摒弃。
[bookmark: _Toc10908]7.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
来源：李文钊、徐文，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J].管理世界，2022（12）：104-123.


摘要：因果推理的可信革命正在对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生物学等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回归实验主义传统成为殊途同归之路。政策评估既是检验因果推理的重要场景，又可以通过引入因果推理提升其科学性。本研究试图发展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科学，重点讨论因果推理的理论基础，即潜在结果模型、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理论、选择性偏差模型以及因果图等4种理论，并阐明不同因果推理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一致性。同时，本文还将基于潜在结果模型，提出一个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并结合政策评估案例进行阐述，他们为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对于随机实验设计，重点讨论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对于准实验设计，重点讨论匹配法、双重差分、合成控制、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
[bookmark: _Toc5178]8.大数据如何更好提升“官僚能力”？来自中国贫困治理的证据
来源：Zhu, J., Xiao, H., & Wu, B. (2022). From big data to higher bureaucratic capacity: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1–18.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big data technologies can create an “information commons” shared by all policy stakeholders to alleviate the corrup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long endemic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We argu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transform discrete data first into information with clear policy purposes and then into actionable knowledge. This process increases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policy accura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augments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 by facilita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e substantiate our propositions through extensive field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and citizens in a Chinese province that is using China's first monitoring platform powered by big data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anti-poverty policies. Our stud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chains in improving governance.
[bookmark: _Toc21317]9.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及构建路径：一项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
来源：金红磊，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及构建路径：一项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11）：74-80.


摘要：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障。运用社会质量理论分析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发现社会发展是推进和提升社会保障质量的基础和保障，社会保障质量高低影响和制约着公民个体质量和社会整体质量。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四个维度分析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体系内容基础上，从政策制定、公民权利、价值理念等角度提出建立防冲击机制，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缩小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推进全民参与与增能，践行社会权利均等化；增进社会信任，树立共享价值观，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等路径，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标。
[bookmark: _Toc6245]三、期刊征文
[bookmark: _Toc8303]10.《财经研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征稿启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财经研究》决定开设专栏，即日起征集经济学学术研究论文，择优快速评审并组织刊发。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希望来稿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阐释。热忱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征稿选题：
1. 新发展格局2. 高质量发展3. 科教兴国4. 法治中国5. 民生福祉6. 绿色发展7. 统筹发展与安全
投稿须知
[bookmark: _Toc10113]一、投稿方式
在线投稿，网址：http://cjyj.sufe.edu.cn，投稿时请选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论文字数不少于20000字。
[bookmark: _Toc1129]二、截稿日期
2023年8月31日。
[bookmark: _Toc26692]三、征稿结果
论文将在投稿后一个月内得到编辑部初审结果，通过初审后，优先快速外审，择优刊发。
[bookmark: _Toc6702]四、投稿咨询
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编辑部邮箱进行咨询，Email：cjyj@sufe.edu.cn。
	关于我们

	《财经研究》创刊于1956年，是上海财经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类理论刊物。《财经研究》为高校经济学龙头期刊，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财经高校联络中心的主任单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和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成为“教育部经济学专业期刊示范基地”并进入教育部名栏。
《财经研究》是国内三大核心期刊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期刊。
《财经研究》设有公共经济与管理、金融研究、财务与会计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国际经济研究等栏目。
上海财经大学期刊社三刊《财经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实行网上投稿、查稿，所有刊文均可全文上网浏览及下载。网址：qks.sufe.edu.cn。微信公众号：上海财经大学期刊社。


[bookmark: _Toc17518]11.《管理世界》关于开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并征文的启事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决定开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公开征集论文，组织刊发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请作者通过《管理世界》网上投稿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投稿；论文格式、体例等参见本刊《投稿须知》。截稿时间：2023年8月30日。
我们将组织专家对应征文章进行评审。符合要求的，优先安排发表。
管理世界杂志社
2022年10月16日

投稿须知
一、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文章应主要围绕中国的现实经济和管理问题展开分析，力求资料详实、逻辑严谨、行文规范。文章须在系统阐述相关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不鼓励简单以中国数据重复国外已有研究的文章。
二、坚持原创性，严禁一稿多投。作者所投稿件须是自己完成的原创作品，且与该稿件内容无实质差别的作品，未曾被其他报纸、期刊、网络平台等公开发表或通知即将公开发表。对于“一稿多投”的情形，一经发现，本刊将在10年内不接收其投稿。
三、投稿的文章每篇不应超过5位作者，每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及署名单位只允许做一次更改，并向编辑部提供有每位作者亲笔签名的书面及电子版更改声明后（各一份），署名更改方能生效。
四、文章应对已有文献进行学理性梳理和评述，并在正文中明确说明其对本学科的学术贡献，需注重文献评述的逻辑性。
五、倡导研究方法多样化，包括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但所有的研究方法都须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如果是实验研究，我们一般不接受以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除非该实验样本相对于其研究问题是合适的。
六、编辑部在审稿过程中，若向作者索取文章所用的研究数据，作者应提供这些数据。为了促进知识传播，在文章发表后，若读者向作者索取文章所用的研究数据，作者也应配合提供这些数据；若作者出于合理原因无法提供研究数据时，应详细说明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
七、鼓励作者在投稿文章中阐述该项研究的背景（学术研究背景与政策、现实背景），以及未来研究的可拓展方向。
八、请作者在投稿前按照本刊的投稿格式要求对投稿文章进行核对，并仔细校对文章内容，避免出现语句、词语和文法等常见的错误。投稿文章的格式和文法内容，也将作为审稿依据。
九、投稿方式 《管理世界》实行网络在线投稿。请作者注册时用实名注册，方便投稿后编辑审稿。作者注册并通过系统审核后，即可上传自己的稿件，稿件上传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稿件编号，此后作者可以通过作者在线投稿系统查询到已投稿件的实时处理状态。
[bookmark: _Toc15462]十、版权
（1）请勿一稿多投。
（2）《管理世界》杂志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支付稿费。
（3）文章在《管理世界》发表后，其版权归《管理世界》杂志社所有。文章发表后，作者仍可以在正常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继续使用其文章，但若作者希望将文章用于商业用途，例如以书籍或网络形式重新出版其文章，则需获得《管理世界》杂志社的书面许可。
[bookmark: _Toc3147]十一、稿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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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难点 
 


及路径研究


齐海丽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201306）


摘　要：每一个学科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通过概念陈述、范


畴界定、命题判断、主题选择等方式，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起了自我容纳和精细固定的话语体系。


这种话语体系以管理主义的话语对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宏大叙事的概念阐释、对策研究的主题


等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在国际话语体系的理论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的现实挑战下，我


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迫在眉睫。语境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为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


化构建设置了障碍，因此需要实现现代治国实践与传统思想的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理


论与实证的结合，从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关键词：知识治理；话语体系；公共管理学科；本土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22）06-118-008


作者简介：齐海丽上海海洋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知识的增长，知识在改变人类命运、书写人类历史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知识治理被称为“第四种治理”。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和工具。


知识即是讲故事。关于公共行政的任何类型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基本上是根植于语言和话


语并通过对话以叙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故事。语言构成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的基础，语言


是世界知识的传达者 a。语言建构世界，话语应该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取向的媒介。


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并引入到中国学术界，依循着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路


径，国内学界对话语理论和话语体系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成果丰硕，但关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


主题和理论框架等宏观性议题的学术期刊则屈指可数。在中国知网上，以“学术话语体系”为篇名，


搜索到 239 篇学术论文。长期以来，在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方面，存在着以西方管理中心主义


为理论范式来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学术体系的学术研究倾向。引进西方概念、主流理论时，


没有足够重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契合性，也没有在中国社会实践或历史传统中形成、


a  （美）怀特 . 公共行政研究的叙事基础［M］. 胡辉华，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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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制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概念 a。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话语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形成和


主题选择四个方面都遭遇着难题 b。关于中国特色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必须把握“中


国”“时代”“公共管理学”“体系”四个维度，构建其独立的、原创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话


语体系 c。就“中国”这个维度而言，我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仍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为具体场景，


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基本条件，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和使命。要形成基于中国经验、


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概念，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知识体系，应用中


国概念讲好中国实践。在满足中国需要的同时，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


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哲学


话语体系中确立中国的地位 de。就“时代”这个维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


进行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 fgh。公共管理学科很多知名学者都表达了对于中国公共管


理学科西方化的隐忧，并提出了本土化建构的建议。公共管理学科具备知识性、政策性、应用性


相结合的特点，需要将公共管理定位于跨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非西方


语境中进行重新定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必须在学术思想史、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方


面加以强化 ij。就体系构建维度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持续梳理、总结和提炼出融通中外的标识


性概念，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历史叙事等方面来重建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 kl。总体来看，公


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已经有了较广泛的议题覆盖，在话语对象、概念阐释、研究方法、主题选择


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既有研究为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但仔细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在这个领域中，对所有的评论者而言，唯一的共识或


许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如何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中，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导向，构建中国


特色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需要研究者不懈求索。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现实背景


每一个学科在历史积淀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所谓的学科概念和表达形式


事实上就是话语体系。通过概念陈述、范畴界定、命题判断、主题选择等方式，公共管理学科建


构起了自我容纳和精细固定的话语体系。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变革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性，中


a  唐任伍，李楚翘.建党百年的公共管理：演进历程、学科建设与发展前沿［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02）：5-14.


b  薛澜，张帆 . 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反思与展望［J］. 学海，2018（01）：90-99.


c  顾荣 . 党建学科化建设要求学术及话语体系创新［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10）：51-54.


d  王郅强 .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J］. 学海，2019（01）：42-50.


e  侯志阳，张翔 . 作为方法的“中国”：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0（05）：


126-136.


f  何艳玲 .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05）：39-43.


g  竺乾威 .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比较的观点［J］. 学海，2018（01）：100-106.


h  陈振明 . 公共管理的实践变化与学科转型［J］. 公共管理评论，2019（03）：41-48.


i  周志忍 .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需要结构化辩论［J］. 中国行政管理，2017（09）：6-9.


j  刘祖云 .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逻辑、核心与基础［J］. 学海，2019（01）：33-41.


k  杜永峰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初探［J］. 新疆社会科学，2021（03）：31-38.


l  吴英 . 唯物史观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解释［J］. 史学史研究，2022（0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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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这


些问题和挑战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给予明确的回答。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面临着


国际话语理论的理论压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挑战以及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三个方


面的严峻挑战。


（一）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的国际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把语言问题作为


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且把语言学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与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紧密


相关，后现代主义主张把生存论意义上的语言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否认覆盖一


切的、被称之为“超验话语”的解释。法默尔基于后现代主义及其方法论功能的认识，将公共行


政理论视为一种语言，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应该致力于通过语言解释而不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射性解释，旨在通过反射性解释来探讨这个领域语言特征的因果关系来


加深人们对公共行政现象的理解。他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正是对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主张人文科学应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公共行政的理论和事实都是一种言说


方式。公共行政的语言是关于语言的语言，是反思的反思，也是范式的范式 a。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


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b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新征程，要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任务，提


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科


学解答。当今时代处于变革时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迁，公共管理学科需要不断调整分析框架，


更新研究内容，采纳新的研究方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以此促进该学科的吐故纳新。公共管理


理论与实践在近现代中国自发端便深深灌注了追求民主性、公平性和创造公共福祉的内在要义，


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必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同前进、共繁荣 c。


（三）公共管理学科自主性不强的发展现状


公共管理学历来有着较为浓厚的学科危机意识和反思意识。公共管理学产生伊始，就面临身


份困惑和自我认同危机。从学科来源来看，公共管理学依附于母学科政治学，并在政治—行政两


分法的学说影响下，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概念都是从政治学、


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移植过来的。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借鉴成分，学科发展面


临着自主性不强的问题。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公共管理学具有共同的对社会变革的渴望


a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 . 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 吴琼，译 . 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9：20.


b  习近平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7）［2022-09-01］.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c  唐任伍，李楚翘.建党百年的公共管理：演进历程、学科建设与发展前沿［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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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增长的要求，在实践发展中，公共管理学又面临着知识增长瓶颈。公共管理学科以培养经


世致用的公共部门管理人才为培养目标，是一门以“治国理政”为研究主题的应用型学科。现代


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其跨学科特性。跨学科特性要求多学科理论知识，但多学科理论知


识的融合与运用也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现状阐释


公共管理学科要通过各个层面不同的特征呈现自己的本质。话语体系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表现形式。一个学科完整的话语体系至少要包括话语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形成和主题选择四


个方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初步形成了话语体系，在概念建构、研究方法、话语对象、主题选


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被锻造成了汲取并


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和研究工具，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广泛理论探索与实践


应用场域的重要学科 a。


（一）管理主义的话语对象


话语对象指称的是某一个学科高度而广泛关注的话题，它反映了学科的认识视角和研究途径，


基本勾勒出了学科的轮廓。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也


发展出了多视角的公共行政观。政治、管理、法律三种视角是常见的公共管理研究途径。公共管


理学科发展路径中最常见的是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争。管理主义思想来源于早期政治—行政两


分法，并在科学管理运动等推动下予以强化。管理主义寻求管理的共性特征，追求“效率至上”


的价值理念。宪政主义针对管理主义倾向进行批判，以人本主义为组织主题，主张实现社会公正。


以弗雷德里克森和沃尔多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对管理主义的机械效率观进行了抨击，在传统的


关注效率和经济取向之外，增加了对公平取向的关注。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从政治学学科独立出来，其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基


本上是从美国借鉴过来的。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不


自信现象极为普遍，盲目追求一致性标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基础，也要牵强附会地迎合。


国内学术研究机械移植西方行政概念体系并直接套用西方国家的行政理论，缺少对制度情境的反


思和学科发展的本土化关怀，缺乏对公共管理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的系统性思考。新公共管理、


企业家政府理论、公共服务民营化等这些在西方国家比较盛行的改革实践，也同时成为我国地方


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指导和参考模板，我国行政改革实践都要与西方的行政理论对应和匹配起来，


并以此作为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准。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热门的理论跃


然活跃在诸多科研工作者的笔端，公民社会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频繁出现在民间组织研究者的


文献。貌似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任何一项改革创新，早就预设在了西方行政理论中。引用借鉴西方


的行政理论解释中国行政改革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公共管理学科的亦步亦趋。源于西方


国家制度实践的理论框架并不是每一个都适宜解释中国政治实践。比如我国长期的“国家与社会


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传统，无法呈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所诠释的途径。学术研究要找热点，


但不能陷入“蹭热度”的学术浮躁。


a  唐任伍，李楚翘.建党百年的公共管理：演进历程、学科建设与发展前沿［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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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话语对象确定了学科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以何种形式呈现这些研究内容则是陈述形式要解


决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定性和定量研究是学科话语内容的主要陈述形式。“政治与


行政两分法”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行政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活动成为科学分析的


合法主题。将科学的方法运用于行政管理活动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的优良传统，并在公共管理实践


中得以运用和强化。“效率至上”将公共行政学研究引入到科学化的方向，这种公共行政研究的


科学化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相生相长。通过科学实验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目标在于总结和归


纳行政原则，并用这些原理指导解决实际行政问题。西蒙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定义为“行政


谚语”，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需要对事实和价值予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行为


主义研究方法。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实证研究渐渐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流。长期以来在西


方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中，通过案例研究，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行政管理现象和社会问题，成


为一种学术偏好和时髦做法，这种偏好和做法搭乘了数字治理时代的便车，顺势而为，受到了越


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而这一偏好也以国际经验的方式正确无误地传输给了国内公共管理学界，


给了研究者极大的启发。


近十年来，国内行政管理专业中定量研究的地位被盲目地抬高、作用被盲目放大，以至于出


现了对模型和数据过度迷信的学术研究现象。学术研究要坐冷板凳，但要有热话题。但目前的情


况是：研究内容再好的话题，选取再好的研究视角，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或者如果没有运用


案例分析，没有做定量研究，论文很难写好，写好了也很难发表在较高级别的刊物上，这似乎已


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研工作者的共识。国内公共管理学科 A 类期刊的《公共管理学报》创刊近 20


年来，刊载了大量的代表了国内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以案例研究和定


量研究居多，但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了该期刊刊发的论文存在着研究选题的平庸，研究方法平庸，


研究预设的平庸等问题 a。


（三）宏大叙事的概念阐释


任何学科都会使用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释来界定学科研究范围，指明研究对象，体现学科特


色。大量的概念阐释在语言中进行，并利用语言媒介得以表达和传播。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存


在宏大叙事，它塑造了观念系统，并引导了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虽然公共行政领域容纳了众多的


地方性叙事，与目前美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强势地位相结合、受科学分析思维方式及工程


学心态主导的宏大叙事仍在幕后发挥着支配作用 b。


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基本概念辨识和意义探讨。公共管理以国家公共事务治理和政府


活动为研究对象，在概念形成和概念表述方面本身具有宏观性和统摄性的特点。很多微观层面的


社会现象都要置于宏观概念谱系的范畴中予以解释和说明。这种宏观叙事可以从话语来源和研究


方法两个方面来理解：体制性话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实证主义形态的科


学是所有叙事中作为宏大的叙事。在以政策文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体制性话语的影响下，治理现


代化等政策话语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流话语，这些政策话语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改革指明了政策


方向，也为公共管理学科的概念构建提供了研究思路。行政学应该对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各种“大


a  刘润泽，巩宜萱 . 回顾与反思：定量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滥用［J］. 公共管理学报，2020（01）：152-158.


b  薛澜，张帆 . 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反思与展望［J］. 学海，2018（01）：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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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加以规范性的思考，大问题作为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议题予以建构 a。


（四）对策研究的主题话语


如果想要理解为何行动者选择着力于某些行为过程而避免其他行为过程，我们就必定将这种


行为所指赋予所处的社会的流行道德语言，因为这看起来并不像行为主体的偶一为之，而是理解


其行为的关键因素。学者们对在公共行政中应该研究什么和应该如何研究有自己的信念，也有指


导其研究实践的共享信念、规范和价值观念。


公共管理学以治国理政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和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政策问题为研究目标，


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应用性。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目标是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国内很多学者都以充分的问题意识为指引，建构合理的分析框架，分析国内政府治理和公共事务


管理某一领域中集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大多以问题—对策型的研究思路为主线。即便是在研究方


法方面会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总体的研究框架还是跳不出对策研究，这已经成为国内公共管


理学术研究的主题话语。比如基于治理现代化等主题话语背景下的国家发展政策研究，大多都是


以问题的对策研究为学术主旨。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做到精准、政府购买服务如何提高服务购买效率、


社会保障政策如何提高普惠性等，这些对策性的研究既是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关注重点，也是公


共管理学科的主题话语。


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的构建难点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呈现出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嵌套中国治理实践的现实问题，本土


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处于复杂的语境中，并要处


理好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这两个难点为本土化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设置了障碍。


（一）语境的开放性与复杂性


本土化知识和理论传播受到语境的影响。话语建构的模式解决的是话语的生成方式问题，而


事实上，运用何种方式来建构语义体系关乎话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橘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


北则为枳”，语言所处的环境对了解语言的生成逻辑非常重要，而且关系到运用中的语言的成败。


语言作为表达偏好、传递信息的工具，切合情境至关重要。话语置身于特定的语境下来理解话语


的意义和行动取向。语境具有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在公共管理学科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和明显。


通过一种更加开放性的情境来考察宏观问题，这样情境可以使得这种“大”问题更加突出。学术


术语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开放的语境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概念阐释海纳


百川，具有超强的包容性。兼收并蓄、中西结合的话语情境，尤其是西方行政思想的移植，为中


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增加了难度。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随之带来了复杂性问题。


体制性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合、政策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偏差则从另一个层面增加了建构难度。如


果一个或者更多的有效诉求是有问题的，话语就会转向特殊的、与解决诉求的问题相一致的目的。


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确立某种规范或以话语来修正规范。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平衡


我国公共管理学以政治学为母学科，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都是以政治学为参考模式，来架


a  颜昌武 . 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回顾与展望［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1）：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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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公共管理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身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


在探讨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自身。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是在适应公共行政知识领域的特殊分支的呼


声中发展起来的。专业化是所有当代学科的主要特征。为了体现学科的专业性，就需要结构严谨、


内容完备、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然而，理论分析和规范研究所需要的不只是研究对象分析，它


还需要对研究内容的理解。这些都会对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创新、知识体系构建形成影响。这要


求研究者对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的把握 , 再以规范价值为基础构建起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知


识体系。学科的本源问题就是研究规范和价值问题，并应该根据规范和价值行动。与公共行政研


究中日渐强大的实证主义取向不同，公共管理学科要重视和讨论组织中的道德问题。如何寻求事


实和价值的整合，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必须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而非从管理技术的角度。


公共行政已达成某种比较广泛的共识框架。许多公共行政工作者希望通过客观主义和实证主


义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学术领域。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拒绝用理论指导实践，具有明显的事后评


判性质，缺乏提前规划从而导致这样的情况：因为期望实现了、行动成功了，所以想法才是真实的。


安于接受研究的单向度特性，从公共话语中剥离思想是保持公共空间稳定的单向度特征的一种方


法，这一方法否认人们有能力超出渐进改革的范围去对他们的处境加以概念化。因此，实证主义


不能准确地描述科学研究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适合解决行政决策主体少、政策问题比较简单的


方案，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使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手机和统计处理上，这样就只


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从而导致他们无法给出恰当、适用的知识。


五、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路径选择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社会规范体系和话语表达系统。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的主题，也需


要一个严格的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框架。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


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


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a。


（一）现代治理实践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结合


治国理政视角考察公共管理的传统知识和经验的目的，是矫正对西方知识和理论的一味依赖。


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从光怪陆离的新东西中抬起头来，认真补上早


先的一些重要思想史环节，实现一种具备历史感的纵向思维和眼光，将是当前学界这一类前沿性


研究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挖掘和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智慧，以构建


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当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b。中国公共管理学


的知识体系构建既要注重对传统伦理话语的转换，也要在全球伦理话语建构的框架下确立自身发


展的方向。何怀宏教授将中国传统思想总结为“三种传统”：一种是以周文汉制为核心的“千年


传统”，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一种是以启蒙革命为核心的“百年传统”；第三种是改革开


放以来以全球市场为核心的“十年传统”。这三种传统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不同


的层面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都真实地存在。它们是创新的思想资源和活力，又是创新的限制


a  崔运武 . 论当代公共管理变革与学科专业发展和教材建设［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04）：135-138.


b  葛荃 . 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中国话语—从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说起［J］. 行政论坛，2018（06）：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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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a。要持续有效地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融入现代治理实践中，挖掘中华优秀政治思想和


行政管理思想，传承中国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和优秀思想，深入研究我国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根据现代主义理念和时代精神予以转化和运用，使中华优秀政治文化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研究路径上以追寻意义的定性研究与以价值为主导的定量研究并重。真研究问题才能解决真问


题。前一个“真”指的是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后一个“真”则指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态度获取到的


真正问题。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从学科基础来看，社会学、政治学、


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重要的学科来源。公共管理学科要与社会科学学科充分沟


通和对话，运用和借鉴这些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但对于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以为做了资料收集、运用了定量分析、选取了案例，就是社会研究


方法的全部。科学系统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


学习实证研究的方法，注重定量研究，深度挖掘案例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个性表征，跳出中国政治


学科理论研究的思想藩篱，是我国公共管理科学科进步和公共管理研究者成长的表现。但除此之外，


还要将学术目光聚焦在案例研究背后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源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庞杂性、综合性以


及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复杂性，这三种研究方法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所必需的：具有哲学思辨性的、以概


念的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具有社会学背景的、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具有经济学基


础的、以数理统计为核心的量化研究 b。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强化自身的科学


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引入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深度提炼案例，深化方法背后的认识


论和本体论问题，从中理解方法论层面的“西方局限”，探究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突破口。


（三）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实践相结合


现代的理性思想已经给公共行政的语言设置了边界。反思性语言范式就公共管理语言的潜在


内容进行的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其作用就是弱化现代公共行政的正统教条并给


一种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潜能增加一些实质性内容，以便两者都能同时、同地并且以同样的语


气得到讨论 c。反思性语言范式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提供更多的借鉴，创建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


的自我反省式的实践范式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时代选择。新世纪前后，实践范式被多数人文社


会学科广泛关注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的实践转向还应向人文学科更近一步，将公共管理与人的个


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公共行政学科兴趣的特征和范围还有待扩宽，公共行政学


者和实际操作者要努力为社会发展设定适当的发展方向，并寻求达致这个方向的正确方法。公共


行政的研究要和政府的实际运作紧密联系起来，特别要高度关注政府的改革行动，因为政府的改


革行动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影响很大。要通过对其自身的产出和功能的本质给以一种更敏锐的理解


来做到这一点。政府管理关乎当前的“实践”或主流的“成事”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话


语唯有通过加强实际问题与公共管理视角的联系才能获得更长远和更根本的收益。


（责任编辑：杨云舒）


a  何怀宏，戴兆国.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转换与发明——如何构建具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点的伦理学对话［J］.


求是学刊，2021（05）：1-7.


b  刘祖云 .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逻辑、核心与基础［J］. 学海，2019（01）：33-41.


c  丁煌 . 西方行政学说史（第三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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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工业污染排放是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针


对工业污染排放问题，早期的排污费制度立法层次


和收费标准均偏低，致使减排降污效应不足（马蔡


琛 等，2020）。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环


境保护税法》，立法层级上升至国家法律高度，有


的地方还采用了高于原排污费的幅度税率中的较高


税率标准。环境保护税开征后，“费改税”对大气


污染治理是否存在绿色红利效应？不同税率地区的


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亟须探


究，以便为环境保护税的完善提供政策依据。


已有研究探讨了环境保护税的绿色红利效


应，认为其对解决环境外部性产生积极作用


（Pereira 等，2016），尤其是在重污染行业内效


果显著（Freire-Gonzalez 等，2018），并主要归


因于环境保护税倒逼污染企业使用清洁生产要素、


创新绿色生产技术（于连超 等，2021）。但也有


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势必增


加企业生产成本，挤压绿色创新支出，不利于末


端污染治理（Lyubich 等，2018）。上述文献多


从企业视角探究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尚没有


基于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果视角评估环境保护税


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文以我国 2016—2019 年


283 个地级市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精确评估


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进一步从环


境保护税税率探究不同税率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


为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供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环境保护税主要对企业排污者行为与地方政


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


政策效果评估*


——�以283个地级市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为例


  张  月  王  凤  吴燕杰


内容提要：我国于2018年起开征环境保护税。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


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


果。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开征有效改善城市综合空气质量，但具体污染物中的臭氧治理


效果欠佳；环境保护税税率提升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应更显著，但税率提升中的税率中


等地区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治理效果欠佳；环境保护税对高污染地区的综合空气质量以


及细颗粒物、二氧化氮和臭氧治理效果均欠佳。因此，建议将全部臭氧前体有机物纳入环


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并且税率提升的中等税率地区应将氮氧化物税率提高至较高税率水


平，税率提升中等税率地区的山西省应将一氧化碳税率提高至高税率水平，将挥发性有机


物中的细颗粒物的前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


的全方位效应。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  大气污染治理  税率  征税范围


 *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意愿和行为研究”（项目编号：2020D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10.19376/j.cnki.cn11-1011/f.2023.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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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加以双重约束，最终影响城市空气质量。


一方面，环境保护税倒逼高污染企业绿色生产


技术创新等以降低污染物排放，从而使空气质


量优化。“波特假说”认为，环境保护税作为市


场化的环境规制手段，将外部成本内生化以调


动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清


洁生产技术或在生产末端采取治污措施（温湖


炜 等，2020）。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通过立


法确立了征收的强制性，对政府征收行为加以


规范和约束，征收强度远高于排污费。因此，


从企业排污者与政府监管者两个视角，本文提


出假说 1。


假说 1：环境保护税开征对大气污染治理具


有良好的政策效果。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约束或治理效


果受到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税率水平等因素的


影响，而各地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是在法定幅度税


率范围内自行确定的，所以，不同的税率水平，


效应不同。环境保护税税率提升直接增加企业税


负，企业税负增加会迫使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或改


进污染处理排放设备，最终从生产源头和末端处


理对污染物进行治理。当税率较低不能对污染企


业造成成本压力时，污染企业容易产生“付费排


放”行为，不利于污染物治理。只有当税率提升


后的边际生产成本大于其清洁能源使用成本、改


进生产工艺成本或改进末端污染处理设备的边际


治污成本时，理性生产者才会倾向于在生产源头


使用可再生清洁能源或改进生产工艺，或在生产


末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优化排放设备（刘金科 等，


2022），而高耗能资源的使用量下降最终体现于污


染物减少（Cullenward 等，2020）。因此，我们


提出假说 2。


假说 2：环境保护税征收税率提升将进一步


优化大气污染治理效果。


三、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目前，我国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观测主要


以城市观测结果体现，所以，我们以不同城市在环


境保护税实施前后是否改变税率标准为分组依据，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对照组是环境保


护税实施后采取税负平移的 161个城市，实验组是


环境保护税实施后进行税负提标的 122个城市。通


过实验组和对照组内大气污染的对比来评估环境保


护税的政策影响效果。考虑到城市空气质量变化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i,t = β0 + β1Treati × Postt + ∑βj ×Controli,t + μi + ηt


        + εi,t  
j=2


n


� （1）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季度，Yi,t 表示 i 城


市第 t 个季度大气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水平（选择


6 项指标分析政策效果）；Treati 是二元分组虚拟


变量，Postt 为二元时间虚拟变量，Treati ×Postt 衡


量政策净效应的交互项；Controli,t 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j 代表控制变量个数（共 5 个控制变量），


n=2、3、4、5、6 ；μi 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在回归中加入城市与时间的双


向固定效应，能够识别出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


此外，为剔除其他随城市、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设置 εi,t 作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


析平台》公布的大气污染数据包括空气质量指数


（Air Quality Index，AQI）、细颗粒物（PM2.5）、


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一氧化


碳（CO）、二氧化氮（NO2）、臭氧（O3）共 7种。


在环境保护税大气污染物税目（以下简称“税目”）


下，可吸入颗粒物（PM10）不属于子税目，细颗


粒物（PM2.5）对应税目下 11 个子税目，①税目下


① ��细颗粒物（PM2.5），是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的直径小于2.5微米的二次复合污染物。依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1996）、《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质量标准：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657-2013），环境保护税的大气污染物


税目中有11个子税目属于细颗粒物（PM2.5），具体为：一般型粉尘、石棉尘、玻璃棉尘、碳黑尘、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


物、铍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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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个子税目是形成臭氧（O3）的前体物，①税目


下的氮氧化物子税目是形成二氧化氮（NO2）的


主要化合物，②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


均为税目下的子税目，所以，本文选择 AQI、


PM2.5、SO2、CO、NO2 和 O3 作为被解释变量，


AQI 是依据各种污染物浓度值换算的综合空气质


量数值。


2.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 i 在第 t 年是否进行


税负提标（Treati ×Postt）为核心解释变量。Postt


反映政策是否在 t 年实施，以 2018 年 1 月 1 日为


临界点，在此之后赋值为 1，否则为 0；Treati 是


城市 i 是否进行税负提标，若城市 i 属于实验组则


取值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借鉴陈弄祺 等（2016）、杨斯


悦 等（2020）的研究方法，控制变量选择经济发


展水平（GDP）、火电产量（TPO）、民用汽车拥


有量（CAR）、城市常住人口总数（TP）和就业


人数占比（EP）。


4. 数据。根据样本可得性，大气污染数据来


自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③。该平台发布的最


新大气污染月度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因而，本


文选取 2016—2019 年全国地级市作为初始样本。


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为保


证数据质量，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剔除数据缺


失的城市，最终构建283个地级市，16个观测季度，


共 2 424 个有效面板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从实验


组和对照组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值看，政策前的


PM2.5 均未达标，但政策后的对照组达标，实验组


未达标；两组的 SO2、CO、NO2、O3 政策前后均


达标，但是部分城市的个别污染物排放仍严重超


标。对比政策前后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可以


发现：除 O3 以外，两组其他污染物浓度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实验组政策后的 AQI、PM2.5、SO2、


CO 降低幅度均大于对照组，但 NO2 下降幅度略


小于对照组。可能的原因：实验组城市中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三个行业的氮氧化物排放量


占全国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的近 40%。④实验组


的 NO2 排放基数远大于对照组，从而导致实验组


NO2 排放量在政策前后变化比例小于对照组。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础回归结果


1. 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


果。 如 表 2 所 示，AQI、PM2.5、SO2 和 CO 的


政策交互项（Treati ×Postt）系数均在 1% 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为负，NO2 和 O3 的政策交互项


（Treati ×Postt）系数为负但未能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因为 AQI 是考量大气污染程度的综


合指标，其结果显著为负，说明与 2018 年之前


实施排污费时相比，环境保护税实施后城市的综


合空气质量（AQI）得到有效治理，这一结果验


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1。具体看其他 5 个单一指


标。环境保护税显著治理了 PM2.5、SO2 和 CO，


但对 NO2 和 O3 没有显著的治理效果，反映出环


境保护税未能很好地控制氮氧化物和臭氧排放。


O3 未得到明显治理的可能原因是，环境保护税


目前只将 7 种臭氧前体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而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规定，臭氧前体有机物共 70


① �臭氧（O3），是在光照条件下臭氧前体有机物能与氮氧化物等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的挥发性有机物。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空气臭氧


前体有机物手工检测技术要求》（环办监测函〔2018〕240号）、《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关于臭氧前


体有机物的说明，目前环境保护税的大气污染物税目中有7个子税目属于臭氧前体有机物，具体是：苯、甲苯、二甲苯、甲醛、乙醛、丙烯醛、


苯乙烯。


② �工业高温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主要以一氧化氮形式存在，但是一氧化氮在大气中极易与空气中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氮，因而大气中的


氮氧化物普遍以二氧化氮（NO2）形式存在。


③ �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https://www.aqistudy.cn/）。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EB/OL].（2021-08-27）[2022-09-26].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


sthjtjnb/202108/t20210827_861011.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EB/OL].（2021-08-27）[2022-09-26]. 
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sthjtjnb/202108/t20210827_861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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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①可以看出，90% 的臭氧前体有机物没有被


纳入征税范围。NO2 不显著的原因见后续分析。


2.环境保护税税率不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


果不同。考虑到环境保护税税率是影响企业污染成


本和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魏思超 等，2020），本


文继续探究不同环境保护税税率是否会导致大气


污染治理效果差异。以税负提标的实验组城市的


税率中位数每污染当量 4.8元作为分界点（实验组


征收的最低税率为每污染当量 1.8元，最高税率为


每污染当量 12元），划分实验组为高税率组（每污


染当量 4.8 ～ 12 元，包括山东、江苏、河南、河


北和北京 5个省份）和中等税率组（每污染当量


1.8 ～ 4.8 元，包括山西、湖南、四川、重庆、贵


州、海南、广西 7个省份），分别与税负平移的对


照组城市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见表 3。由表 3


结果可知：除了O3 之外，环境保护税高税率能够


使AQI、PM2.5、SO2、CO和 NO2 得到有效治理；


环境保护税中等税率能治理 AQI、PM2.5 和 SO2。


此外高税率时的各项系数绝对值均大于中等税率


时，因而认为高税率下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更加


明显，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 2。需要注意的是：


（1）高税率下CO和NO2 排放得到显著治理，而


中等税率下CO未得到显著治理，NO2 排放不降反


升，可能存在“付费排放”现象；（2）无论高税率


还是中等税率时，O3 均未得到明显治理。


（二）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


非对称性影响，本文从城市污染程度进行探讨。


依据 2016 年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将全样本划分为高污染地区


和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涵盖污染严重的京津


冀、环京津冀、中部平原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等在


① �环保部：《环境空气臭氧前体有机物手工监测技术要求（试行）》[EB/OL].（2018-02-28）[2022-09-20].https://huanbao.bjx.com.cn/


news/20180228/882628-3.shtml.


变  量


实验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值） 对照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值）


排污费


（2016—


2017年）


环境保护


税（2018—


2019年）


环境保护税


与排污费的


差值


环境保护税与


排污费的差值


比例（%）


排污费


（2016—


2017年）


环境保护


税（2018—


2019年）


环境保护


税与排污


费的差值


环境保护税与


排污费的差值


比例（%）


AQI 91.16 79.25 ―11.91 ―13.06 72.70 63.66 ―9.04 ―12.43


PM2.5 54.44 43.28 ―11.16 ―20.50 40.90 32.85 ―8.05 ―19.69


SO2 23.94 12.84 ―11.1 ―46.37 16.86 10.70 ―6.16 ―36.54


CO 1.138 0.84 ―0.30 ―26.19 0.96 0.78 ―0.18 ―18.75


NO2 37.18 32.03 ―5.15 ―13.85 31.04 26.51 ―4.53 ―14.59


O3 93.40 93.94 0.54 0.58 89.48 89.49 0.01 0.01


Treati×Postt 0 1 1 0 0 0


GDP 6.44 6.66 0.22 3.39 6.19 6.39 0.19 3.13


TPO 10.09 10.29 0.2 1.98 10.13 10.17 0.04 0.39


CAR 91.03 113.4 22.37 24.57 120.3 122.4 2.1 1.75


TP 595.2 594.1 ―1.1 ―0.18 431.3 446.6 15.3 3.55


EP 0.61 0.59 ―0.023 ―3.76 0.691 0.70 0.01 1.30


观测值 1 064 1 064 1 360 1 360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1）PM2.5、SO2、NO2和O3的单位为μg/m3，CO的单位为mg/m3。


　　（2）�根据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公布的标准，空气质量指数（AQI）标准：0～50为优，51～100为良，101～150为轻度污染，151～200


为中度污染，201～300为重度污染，大于300为严重污染。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规定，以下情况为未达标：细


颗粒物（PM2.5）35μg/m3以上，二氧化硫（SO2）60μg/m3以上，一氧化碳（CO）10mg/m3以上，二氧化氮（NO2）40μg/m3以上，


臭氧（O3）160μg/m3以上。







47《税务研究》2023年第1期 


税制改革Tax Reform


内的 143 个城市，低污染地区主要包括东北、西


北、南部在内的 140 个城市。分组回归结果①表


明：高污染地区的 SO2 和 CO 得到有效治理，而


AQI 以及 PM2.5、NO2 和 O3 治理效果不佳；低污


染地区的 AQI、PM2.5、SO2 得到明显治理，但


CO、NO2 和 O3 治理效果不佳。关于 O3 治理效


果不显著的原因前已述及，高污染地区的 AQI、


PM2.5 以及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的 NO2 治理


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如下。（1）关于 AQI。高污染


地区的高污染排放超过了地区环境承载力，从而


导致环境自我恢复能力较弱（魏思超 等，2020），


而综合空气质量是需要长时间才能改善的，因而


高污染地区的 AQI 治理效果暂未显现。（2）关于


PM2.5。PM2.5 的形成除了上述一般性粉尘等颗粒


物以外，还包括挥发性有机物（VOCs）。环境保


护税目前未对全部挥发性有机物征税，且相较于


低污染地区，高污染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比


重较大，大大影响环境保护税对高污染地区 PM2.5


的治理成效。（3）关于 NO2。高污染地区税负提


标城市中有 5个省份在高税率组、2个省份（山西、


湖南）在中等税率组。根据 2018 年和 2019 年《中


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山西和湖南工业源氮氧化


物排放占高污染地区税负提标城市氮氧化物排放


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并且两省均采用中等税率，


可能存在“付费排放”现象，从而导致高污染地


区环境保护税未对 NO2 产生治理效果。低污染地


区税负提标省份均在中等税率组，NO2 治理结果


同表 3 中税负提标征收中等税率城市的 NO2 治理


结果一致。（4）关于 CO。2018 年中国地级市中


CO 超标城市主要集中于山西、河北、河南三个


表2  环境保护税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AQI PM2.5 SO2 CO NO2 O3


Treati×Postt
―3.323*** －2.400*** －5.066*** －0.108*** －0.402 －0.812


（－3.39） （－2.83） （－4.73） （－5.46） （－0.93） （－0.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424 2 424 2 424 2 424 2 424 2 424


R2 0.808 0.834 0.650 0.810 0.891 0.692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税率划分 变  量
（1） （2） （3） （4） （5） （6）


AQI PM2.5 SO2 CO NO2 O3


高税率


Treati×Postt
－3.504*** －2.700*** －6.203*** －0.134*** －1.286*** －1.367


（－3.37） （－2.78） （－7.79） （－6.20） （－2.62） （－1.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036 2 036 2 036 2 036 2 036 2 036


R2 0.809 0.832 0.731 0.803 0.899 0.689


中等税率


Treati×Postt
－2.960** －2.459** －4.012** －0.021 1.181** －2.229


（－2.32） （－2.57） （－2.02） （－0.72） （2.00） －1.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748 1 748 1 748 1 748 1 748 1 748


R2 0.787 0.827 0.612 0.798 0.890 0.621


表3  环境保护税税率不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差异


① 因篇幅所限，具体回归结果省略。有需要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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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均为高污染地区）；低污染地区税负提标省


份 CO 排放浓度均值均小于 1mg/m3，远低于国


家标准（10mg/m3）。①因此，由于高污染地区中


征收中等税率的山西省 CO 治理效果不佳，但没


有对高污染地区的 CO 总体治理效果产生明显干


扰；而低污染地区由于 CO 排放浓度以及征收税


率均较低，所以治理效果不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


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有效性


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平行趋势假定，对此，本文


绘制全样本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城市大气污染物浓


度值的时间趋势图，结果②表明：环境保护税政策


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城市大气污染物各指标


浓度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因此可视为满足假定条件。


2. 安慰剂检验。为排除遗漏变量等问题，本


文通过随机分配税负提标城市进行安慰剂检验。


从 283 个城市中随机抽取 122 个城市作为实验组，


其他未被抽中的城市作为对照组。随机抽取重复


500 次，结果显示政策在 500 次随机抽样中基本


没有影响。


3. 时间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主要包含以下两


点：一是时间协变量检验，二是政策预期效应检


验（金友良 等，2020）。结果显示：（1）加入时间


协变量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情况与表 2 回归结


果一致，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2）将检


验区间置换为 2015—2018 年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环境保护税政策不存在预期效应，确保了政


策检验的准确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 论


本文以 2016—2019 年中国 283 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环境保护税的大气


污染治理效应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相


较于税负平移城市，税负提标城市的综合空气质


量（AQI）以及 PM2.5、SO2 和 CO 排放的治理


效果显著，但是 NO2 和 O3 的治理效果不显著。 


（2）除了 O3 的治理效果不显著之外，税负提标的


高税率组（每污染当量 4.8 ～ 12 元）的 AQI 以


及 PM2.5、SO2、CO 和 NO2 的治理效果均显著，


但税负提标的中等税率组（每污染当量 1.8 ～ 4.8


元）只有 AQI、PM2.5、SO2 的治理效果显著，而


CO 未得到有效治理，NO2 排放不降反升，可能


存在“付费排放”现象。（3）环境保护税开征仅


对高污染地区的 SO2 和 CO 有明显遏制作用，未


能对AQI 以及 PM2.5、NO2 和 O3 产生治理效果。


（二）政策建议


1. 将全部臭氧（O3）前体有机物纳入环境保


护税大气污染物征税范围。臭氧（O3）对眼睛和


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对肺功能也有影响，较高浓


度的臭氧对植物也是有害的。从环境保护税的大


气污染治理效应看，O3 是在环境保护税征收后未


得到显著治理的污染物之一。一定程度上，这与


我国环境保护税目前只对臭氧前体有机物的 10%


征税有关。有限的征税范围，没有充分发挥税收


对污染物排放的治理作用。因此，需将全部臭氧


前体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大气污染物征收范围。


2. 税负提标中中等税率的山西省应提高一


氧化碳的税率水平至高税率水平（每污染当量


4.8 ～ 12 元）。根据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2 月


冬季的 24 小时日度监测数据发现，中等税率组除


山西省以外的其他省份的 CO 24 小时排放浓度均


值均小于 1mg/m3，而 CO 24 小时平均排放浓度


标准限值为 4mg/m3，只有山西省 CO 24 小时排


放浓度存在超标现象，超标天数为 12 天。③因此，


建议提升山西省一氧化碳税率至高税率水平，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2020-06-02）[2022-10-09].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


zghjzkgb/202105/P020210526572756184785.pdf.


② 因篇幅所限，具体结果省略。有需要者，可以与作者联系。下同。


③ 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https://www.aqistud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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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山西省CO排放问题。


3. 税负提标的中等税率组（每污染当量


1.8 ～ 4.8 元）应提高氮氧化物的税率水平至每


污染当量 4.8 ～ 12 元。税负提标地区的中等税率


组共包括 7 个省份，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


海南、湖南、广西和山西，这 7 个省份的工业源


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103 吨，占税负提标地区工业


源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 53%，超过二分之一。① 


2020 年四川、重庆、贵州、海南、湖南、广西和


山西的GDP同比增长分别为 8.2%、8.3%、8.1%、


11.2%、7.7%、7.5%、9.1%。②可以看出，这些


省份承受环境保护税税负的经济能力在提升，因


此，这些省份氮氧化物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水平应


提高至高税率（每污染当量 4.8 ～ 12 元），以解


决NO2 排放治理问题。


4. 将挥发性有机物中的 PM2.5 前体物纳入环


境保护税征收范围。高污染地区税负提标未能对


PM2.5、NO2 和 O3 产生明显治理效应，从而导致


其综合环境质量治理效果欠佳。为此，应“各个


击破”，从而使高污染地区的空气质量治理产生


显著效果。上述政策建议 1 和 2 可以分别解决 O3


和 NO2 未得到有效治理的问题。关于 PM2.5，由


于高污染地区中由挥发性有机物二次转化形成的


PM2.5 占据一定比例，本文建议将挥发性有机物


中的 PM2.5 前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生


态环境部《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下文简称《方案》）指出，重点区域即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是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的主要地区，并且高污染地区中石化行


业、工业涂装行业等重点行业是产生挥发性有机


物的主要行业。《方案》列出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中 PM2.5 前体物共有 11 种：甲苯、


正十二烷、间 / 对二甲苯、苯乙烯、正十一烷、


正癸烷、乙苯、邻二甲苯、1,3- 丁二烯、甲基环


己烷、正壬烷。而目前的环境保护税仅对其中的


甲苯和苯乙烯征税，其余 9 种均未被列入环境保


护税大气污染物征税对象，所以建议将正十二烷、


间 / 对二甲苯、正十一烷、正癸烷、乙苯、邻二


甲苯、1,3- 丁二烯、甲基环己烷、正壬烷均纳入


征税范围，以便控制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更好


发挥环境保护税对高污染地区 PM2.5 的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蔡琛，赵笛. 构建以环境保护税为基础的绿色税收体系[J].
税务研究，2020（11）：39-45.


[2]  PEREIRA A M，RODRIGUES P G. A new carbon tax in 
Portugal：a missed opportunity to achieve the triple dividend？
[J]. Energy policy，2016（1）：110-118.


[3]  FREIRE-GONZALEZ J，HO M S. Environmental fiscal reform 
and the double dividend：evidence from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J/OL]. Sustainability，2018（10）：501. 
https://doi.org/10.3390/su/0020501.


[4]  于连超，孙帆，毕茜，等. 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提升企业
产能利用率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
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4）：32-47.


[5]  LYUBICH E，SHAPIRO J S，WALKER R. Regulating 
mismeasured pollution：implications of firm heterogeneity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Z].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2018（1）：1-19.


[6]  温湖炜，钟启明. 环境保护税改革能否撬动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来自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的启示[J]. 贵州财经大学
学报，2020（3）：91-100.


[7]  刘金科，肖翊阳.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杠杆效应还是
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22，57（1）：72-88.


[8]  CULLENWARD D，VICTOR D G. Making climate policy 
work[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20.


[9]  陈弄祺，许瀛. 北京雾霾污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2016（S2）：82-85.


[10]  杨斯悦，王凤，刘娜.《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效果
评估：双重差分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5）：
110-117.


[11]  魏思超，范子杰.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1）：57-66.


[12]  金友良，谷钧仁，曾辉祥.“环保费改税”会影响企业绩效
吗?[J].会计研究，2020（5）：117-133.


[13]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窦清红）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EB/OL].（2022-02-08）[2022-09-30].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


sthjtjnb/202202/t20220218_969391.shtml.


② 资料来源：相关省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image5.emf
环境保护税对大气 污染治理的...地级市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为例_张月.pdf


֧�֡�ר�����¡���С��ҵ��Ⱥ���·�չ�Ĳ�˰�����о�_������.pdf


FISCAL SCIENCE Vol.84 No.12 2022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胡建美


内容提要：2022年 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
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认定 200 个左右集群，引导和支持地方培育一批省级集
群。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开始向集群发展方向演进。本文通过分析中
央及地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并比较美国、日本支持中小
企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发展历程，尝试提出找准打通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与支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关键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集群发展 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1391（2022）12- 0055- 11


迈克尔·波特在 1990年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认为企业群落的竞争压力容易形成创新动力，
群落的企业之间容易建立起协调与信息机制，企业便于共享政府及公共机构提供的准公共物品，


并推动成本下降，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21世纪以来，美国和日
本政府都采用支持创新集群方式应对经济衰退，促进集群内中小企业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为例，2010- 2013 年成功支持 7 个集群，覆盖地理范围包括明尼苏达州等
16个州和圣地亚哥县；平均每个集群 4个大型商业参与者，28-251家小企业；平均每个小企业全职就
业人数每年增长 4.4%；集群小企业整体年化收入增长 6.9%，超过区域可比非集群样本 3.4%；集群工
资增长率 14.1%，远高于整体区域基准 3.2%（Monnard et al.，2014）。2020 年，在国际经济下行条件
下，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宣布新增 7个区域创新集群奖，以促进小企业增长①。


2022 年 9 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工信部
企业〔2022〕119号），规定“十四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认定 200个左右集群，引导和支持地方培育
一批省级集群。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开始向集群发展方向演进。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辨析


《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是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支持“专


① “SBAAnnouncesNewRegional InnovationClusterAwards toAdvance Small BusinessGrowth”，February 7，2020，https：//
www.sba.gov/article/2020/feb/06/sba- announces- new- regional-innovation- cluster- awards- advance- small- busines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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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之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有力举措。
两个政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方面，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举措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为基础并进行选择性延伸。一
是从企业范围界定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①特征的中小
企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就是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特色化中小企业主导的产业集
群发展。二是从政策支持的内容看，《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规定支持
重点推进的“五项”工作，包括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补短板”和“锻长板”；与
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支撑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改造，提品质和创品牌；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加强国际合作等；支持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规定重点集
群培育工作内容，在支持“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五项”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构建多层次集群创
新平台，集成和开放创新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推动集群与大型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稳
定的创新合作机制；开展主导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强化知识产权
运用和标准研制；加快集群绿色低碳转型；提升集群治理和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发力点又存


在区别。前者参与主体包括大中小型企业、各类服务平台和创新平台主体；而后者是指特色产业中
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
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与产业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非营利性机构、政府
机构等，在特定区域中组成的群体。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财政投入以集群为单位，目标是实现
集群内，以及集群间大中小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类平台协同创新、协同发展。
综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发展是指政府以特色产业中“专精新”中小企业聚集创新


为抓手，用财税政策激励产业上下游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产业主体聚集，从而形成
特色产业各主体地理空间集群。产业集群内或产业集群间不同主体通过协同创新，提高特色产业
核心产品竞争力，延伸与之相配套的产业链。这样既可以提高特色产业行业标准和产品质量，又
能培育新的中小企业，进而提高特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财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集群效应凸显


（一）中央财政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政政策集群带动功能性强。《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规定，


2021- 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00 亿元以上奖补资金，重点支持 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支持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带动 1万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群效应凸显。首先，地理空间群集明显。2019- 2022年，我国培


① “专精特新”定义源于 2016年 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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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达 8997家。数量排名前十的省（直辖市）分别为浙江省
1073 家、广东省 882 家、山东省 768 家、江苏省 715 家、北京市 598 家、上海市 509 家、安徽省 494
家、湖北省 483家、湖南省 415家、福建省 363家①。其次，行业聚集明显。“小巨人”企业主要分布于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5G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制造强国重点领域。最
后，经济效益明显。《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1年“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总
额超 3.7万亿元，同比增长 31.5%，比规上中小工业企业高 11.6个百分点。利润总额近 0.4万亿元，
平均每户企业利润 4000万元，是规上中小企业的 3.4倍②。
（二）地方财政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北京、上海、浙江、山东、重庆、湖南、山西、四川等地相继出台《关于大力培育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用可量化的
激励措施，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高质量发展。


1.“补短板、锻长板”：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成果产业化
加大创新投入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围绕“卡脖子”技术和产


品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参与工业强基、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浙江省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对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按 2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标准给予奖补。湖北省围绕北斗全产
业链和北斗融合产业，对总投资 2000万元以上的北斗产业技改项目，按规定给予 100万-1000万
元的设备购置补助。陕西省对产业链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年度新增部分奖补。黑龙江省按照企业上
年度研发投入存量和增量部分给予不同比例补助。上海市项目支持额度按项目总投资的 50%给予
支持。
促进成果转化方面，上海市按照科技成果实际许可、转让金额的 10%给予奖励。四川省按照不


超过创新成果转化项目新增设备、软件投资额的 10%给予奖补，对认定的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大
规模产业化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设备投资额 20%的比例予以奖励。湖北省规定在科技成果
转化成功投产后，可连续 5 年每年从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10%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作出贡献的
人员奖励份额不低于总额的 70%；对购买先进技术成果并在鄂转化、产业化的北斗企业，省、市财
政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给予 10%补助。


2.补链延链固链：强行业龙头、促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
强行业龙头。为培育百亿龙头企业，福建省对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100亿元的，省级财政


给予一次性奖励。陕西省对产业链重点企业实施梯度奖励；对产业链单个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
突破 100 亿元及以上的，一次性分别给予 300 万-1000 万元进档奖励。北京市围绕龙头企业薄弱
环节，组织企业开展揭榜攻关和样机研发，根据项目投入给予最高 5000万元支持；支持整机（系统）
与关键零部件企业开展协同开发和产业化，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资金补助。
并购重组、招商投资补链延链固链。引导龙头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开展兼并重组、投


① 第一、二、三批数据来源于《4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如何颁？哪些行业最密集？》，产业运营咨询公众号，
2022年 4月 13日；第四批数据来源于《总计 4357家！全国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名单》，小巨人智库公众号，
2022年 11月 18日。第四批统计数据略有差别。


② 数据来源：《2022 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部分发布成果》，https：//www.miit.gov.cn/jgsj/qyj/gzdt/art/
2022/art_4e1fefb7ffbc4e3ea5bf8f02c750ab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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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参股）、外包服务等方式补链强链延链。福建省对企业兼并重组重大项目发生的评估、审计、法
律顾问、财务顾问等前期费用和并购贷款利息予以补助。北京市按产业链梳理“专精特新”企业，支
持“小巨人”企业围绕产业链布局开展并购重组，吸引上下游企业在京落地。


3.数字化提升：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
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方面，一是奖励省级以上优秀示范企业。云南省对每年评选出的


重点数字经济园区、行业平台，分别给予 2000 万元/园区、300 万元/平台（平台项目实际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一次性补助；省级首次确认的数字商务企业，省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 50万、25万元奖
励。宁夏回族自治区对获批国家、自治区大数据与软件优秀产品、解决方案等示范项目，给予投资
额 20%资金支持。获得国家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的，给予一次性奖补。二是对企业重点环节提
升项目，自动化设备购置与改造、信息化软硬件购置、系统开发与服务等费用，按投资额（或固定资
产贷款额）给予奖补。江苏省给予不超过 1000万元补助或贴息支持，河北省、福建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按照不高于 5%- 30%的比例给予支持。三是奖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化企业。黑龙江省对接
入 20家以上企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省级财政给予建设单位一次性补助 500万元。


4.资本化与国际化：支持企业加快上市、加强国际合作
支持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北京市支持企业在新三板挂牌、A股或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市


级财政给予每家总额不超过 300万元的资金补贴，区级财政资金补贴不低于市级标准。河北省给予
企业一次性前期费用补助。陕西省对成功挂牌、上市的企业给予奖励。黑龙江省对拟在境内上市的
后备企业、在境内成功首发上市的企业、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上市融资额 2 亿元以上的企业、新三
板挂牌企业成功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企业，省级财政分别补助 200万-800万元。
加强国际合作。上海市支持新片区“专精特新”企业设立海外技术转移中心、海外研发中心、海


外创新中心，经认定三年内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的资助。北京市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新设或并购企业、开展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等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和投资一次
性补助；对近两年内通过 FDA、EMA等国际机构注册，且在本市生产并在相应国外市场实现销售的
药品和高端医疗器械，给予奖励。福建省支持龙头企业引进国（境）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在本省实施
转化，按照该项目实际支付的技术交易额不超过 30%的比例。


5.服务社会化：支持公共（研发）服务示范平台提供服务
对新认定（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任务的，江苏省、福建省、云南省、河北省、湖
北省分别给予奖励性补助。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宁夏回族自
治区、黑龙江省、云南省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对被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
的单位，福建省、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分别给予资金支持。黑龙江省一次性奖励认定
的省级、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安徽省一次性奖补省级、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综上所述，地方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以针对性的专项奖励和


补助为主，引导和带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从培育效果看，截至 2022年 9月，全国范围认定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万多家，入库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1万多家。


（三）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到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转型重点
地方政府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系列财税政策为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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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但也存在政策优化空间，譬如，地方各项支持政策多以配套中央
的各项奖励为主，自主政策培育不足；有些地方支持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促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
套的财税政策不足。
同时，在构建支持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方面，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可为我们提供经验借鉴。


例如，推动集群中大型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机制，开展主导产业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等。


三、美国和日本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启示


美国和日本的科技竞争实力雄厚，得益于产业集群发展。例如，马斯克创立的“超级产业”集
群，包括特斯拉星链、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荷兰光刻机巨头 ASML公司加入的由美国英特尔以
及美国能源部共同发起成立的 EUV LLC联盟；日本九州半导体产业集群、传统纺织业升级为以碳
纤维产业为代表的“东丽合成纤维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既为产业领跑全球提供先进技
术支持，也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先进技术支持。


（一）美国促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及主要措施


20世纪，美国的产业集群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虽有政府资助，为产学研结合创新提供财政政
策支持，但没有政府的主动设计和干预。2009年，在经历经济衰退后，奥巴马政府发表《美国创新战
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首次提出总统预算案在经济发展署（EDA）内提供了 5000万美
元的区域规划和配套赠款，以支持创建区域创新集群。


1.21世纪以来美国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模式
2010 年，白宫区域创新集群特别工作组成立，由白宫与商务部经济发展局、小企业管理局、能


源部、国防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联邦部门组成，联合推进区域创新集群建设。以小企业管
理局启动的“区域创新集群”为例，2010 年倡议 10 个创新集群：Project17 农业技术集群和绿色航空
集群（集群生命周期从新兴阶段过渡到发展阶段）；东北电化学储能集群、FlexMatters东北俄亥俄州
技术联盟和伊利诺伊州智能电网区域创新集群（发展阶段）；卡罗来纳州的核集群、国防联盟、亨茨
维尔先进防御技术集群、创新地理空间集群和圣地亚哥先进防御技术集群（成熟阶段）。国防部通
过政府采购方式与小企业管理局联合支持国防联盟、亨茨维尔先进防御技术集群、圣地亚哥先进
防御技术集群三个国防集群。由于经济衰退期间联邦资金的全面削减，2013年剩余的 7个集群均
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每个集群在 2013年获得的资金量均低于 2011和 2012年（其中，2011年
处于新兴阶段到发展阶段的 Project17农业集群和绿色航空集群退出）。到 SBA倡议的第 3年（2013
年）结束时，7 个集群包括 8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7个商业协会、12个公共部门机构和 10个非营利
组织；7个集群有 28个大型商业参与者，比 2010 年增长近四倍；参与小企业从 2010 年的 179 家小
企业增加到 2013年的 1228家，增长 6.86倍；所有集群的工资增长率（14.1%）远高于整体区域基准
（3.2%）（Monnard et al.，2014）。


2.美国产业集群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财税制度基础
产学研合作发源于美国，已有 150多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形成了系列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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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制度。首先，美国政府制定财税政策引导和整合产学研资源合作发展。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
《经济复苏税收法案》，规定对投资大学研究与实验、国家研究和实验、教育机构研究或实验资金的
工业企业采取税收减除和税收抵免政策。其次，美国联邦政府打通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投入路径。
拜杜法案（1985 年）规定，联邦政府原则上将其出资形成的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交给大学；大学将
联邦政府出资开发的专利技术优先转让给小企业；大学的科研经费 60%来自联邦政府。第三，美国
政府还积极建设科技园，园区内设有科技孵化机构，促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最后，公共
采购也是财政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


3.美国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人才培育
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是科技人才的主要培育部门。长期以来，NSF 通过资助工程研究中心、


科学技术中心等机构，将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以及工业企业资源整合起来，促进学科交叉
研究、科研和教育整合；并鼓励大学与产业界联合申请有一定应用前景的科研项目。NSF通过资助
研究中心和科研项目将资源聚集，培养高端科技人才；参与项目研究和开发的大学教师将各类科


学技术问题带进教学和科研，从而使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
争法案》和《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明确将科技人才培育作为项目申请、平台打造的基础条件和重
要考核指标。


4.美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评估
从公开可获得的产业集群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果评估资料看，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做法值得


借鉴。2012- 2014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对其启动的 10个现有的和新兴的区域集群开展了三次年
度评估，评估标准包括旨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五个维度：（1）产业集群参与主体维度：集群股东、参
与集群的小企业数、参加集群的原因、集群服务和活动。（2）产业集群短期和中期成果维度：小企业
参与集群后新建立的联盟数和合作关系情况；参与集群的小企业获得合同和分包合同的金额；小


企业因参与集群而获得的外部融资（包括贷款、风险基金和天使投资、私人股权投资、赠款等）；因
参与集群而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实现新技术商业化的小企业数量；小企业因参与集群创新能力和
技术转化能力提高情况；小企业因参与集群而增加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申请和授予情况；协助修


订营销策略，以及增加出口情况。（3）产业集群长期成果维度：包括小企业的就业、平均年收入、平
均工资水平、创立新企业数、企业新增业务等同比增长情况，以及与本地平均行业水平对比情况。（4）集
群特点的介绍，即集群的地理范围、产业范围、集群结构、成熟阶段和商业模式。（5）集群运营中的
经验教训。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区域集群专项资金使用年度评估结果运用看，2011年支持 10个产
业集群，2013年度减少到 7个。


（二）日本促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财税政策的主要做法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为增强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振兴衰退地区，2001年，
日本启动产业集群计划和知识集群计划。


1.21世纪以来日本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模式
2001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产业集群规划，涵盖 9 个主要区域的 19 个产业集群，包括制造


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境/能源四个领域，涉及科学、工业与商业的网络，实施周期 15- 20 年。
2002 年经济产业省安排 294 亿日元预算来发展产业集群计划；2005年增加到 568亿日元；随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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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集群政策来源于日本产经省官网，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sme_chiiki/industrial_cluster_en.html。


度逐渐减少，2010 年财年及以后，产业集群进入自主增长期，主要以区域驱动集群开展的形式，由
私营组织和地方政府负责①。文部科学省实施知识集群计划，第一阶段（2002- 2006年）资助 18个集
群，每年每个区域 5亿日元；第二阶段（2007- 2011年）资助 9个集群，每年每个区域 5- 8 亿日元；第
三阶段（2012- 2020年），国家根据集群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投入资金。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
与地方公共当局通过共同合作，促进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联合研究，创造新的技术种子、支持初
创企业和产品，以刺激日本国民经济发展。


2.日本产业集群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财税制度基础
日本产学研合作机制形成于二战后，迅速发展于 20世纪 90年代，主要以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


为主。例如，1999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日本版拜度法）颁布，规定国家委托研究开发所得
的专利等知识产权 100%归属受托企业；2001年《增加试验研究税制的适用期限延长》规定，对与国
家试验研究机关及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企业，延长减免试验研究费税额的期限；2003年《特别共同
试验研究税额扣除制度》规定，同大学、公共研究机关等进行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减免相当于研究
开发总费用 12%的税收等。


3.日本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人才培育
日本产业集群由产业省中小企业厅负责，产业省中小企业厅培训集群经理人，负责集群网络管


理；培训孵化器经理人，提高孵化器管理水平。中小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培训，由中小企业厅
设立的中小企业大学负责。道府县不定期举办的中小企业技术人员进修班，由国家提供补助金。另
外，政府还提供一定补贴鼓励科技人员到中小企业工作。


4.日本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评估
日本产业集群规划长达 20 年，因此，在规划实施的第二个阶段引入了计划—执行—检查—行


动（PDCA）的循环政策评估模式，有助于在计划期间正确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工业趋势，并灵活
实施项目。PDCA评估方法包括：一是单个项目计划的评估。二是项目整体评估。每个财政年度，产
经省会根据个别项目计划的前后评估结果以及监测研究结果，对整个产业集群政策进行评估。三
是总体计划评估。在每年对产业集群计划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在第一年进行事前评估，在第三年进
行中期评估，在第五年进行事后评估。四是外部评估。产业集群评估指标包括：一是项目后续调查
指标。访问公司和研究人员次数；举办的研讨会和参与者数量；交流会议和参与者数量；商业配对
会议（举行的会议、参与者和人与人的磋商）次数；匹配成功次数；转让的技术数量；开始新的业务
数量；成立新公司和风险公司数量；IPO等。二是监测调查指标：项目参与的影响（合作伙伴关系、研
发、新业务、公司成立以及对销售、利润和员工的经济影响），以及项目的使用程度、满意度和期望。
评估结果的运用：一是以快速和灵活的方式审查该计划，以便加快、重组或整合、废除集群，或修改
集群规划目标。以知识集群计划为例，第一阶段资助 18个集群，第二阶段浓缩到 9个。二是将评估
结果运用于预算资金分配。


（三）美国和日本促进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启示


美国和日本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既是财政作为调节宏观经济重要手段的体现，也是使


国内产业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其做法给我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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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税政策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财政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主要是提供产业集群公共服务或产品。如支持产业集群战略规划，


构建产业、学术、政府网络；设立新兴产业产学研联合研发补助金、传统产业集群振兴补助金、跨集
群联合研发补助金等；增强集群孵化功能；召开相关贸易公司、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会议，以支持
市场培育；补助集群内公共服务平台用于中小企业培育创新文化氛围项目，以及专门为集群内小


企业提供的其它公共服务。


2.产业集群财税政策最大的特点是促进产学研结合
美国和日本有针对企业与科研院所横向“产学研”结合的税收激励政策，以及纵向上中下游产


业链协同创新的财政补贴政策。我国当前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中，政府
对企业一次性补助、奖励的政策多，促进企业、科研院所自主结合联合研发、联合创新、创新技术孵
化的财税政策不足。


3.产学研创新人才的培育和一般技能人员的培训
产学研结合促进集群创新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动性，培训


一般工作人员在技术迭代升级后的操作适应能力，财税政策激励要使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利益一致，


才能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4.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财政资金及使用效果评估
美国和日本将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财政资金纳入预算，并对资金取得的效果进行追踪评估，并


根据财政资金投入总量的增减、集群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灵活调整下一年度财政资金投入数量，
以及决定是否重组或整合、废除集群，或者修改集群规划目标。


四、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根据集群组织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规划和构建集群，第二个阶段是招募参与者和组织建设


能力培育，第三个阶段是向参与者提供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并确保集群的可持续性。不同于我
国现有成熟的产业集群，“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首先是要以特色产业的“专精新”企业聚集创新
为中心，招募与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与产业相关的专业
化服务机构、合作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非营利性机构、政府机构等集群主体。
（一）财政激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其它主体集群发展
首先，公共研发平台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联合打造产业集群。国家财政资助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制造
业创新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以其为抓手，打造产业集群（见图 1线路①）。借鉴美国半导体集群
打造模式，国家财政用资助项目的形式，以国家级实验室、创新中心等为中心，以现有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聚集为依托，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或者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培育一批新
的“专精特新”小企业。
其次，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见图 1 线路②）。从地方的财税政


策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成链主；鼓励链主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并购、兼并重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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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服务等方式补链强链延链。龙头企业和链主培育成熟后，成为产业集群群主，与高校、科研院所联
合创新，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联合创新，或者通过技术转让，获得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新技术，成果
转化成功聚集成产业集群，并培育一批新的小企业。
第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创新和成果转化（见图 1 线路③），从而培育


一批小企业，对这类自主创新聚集的企业集群，财政要奖励集群各自主联合创新主体。
第四，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见图 1 线路④），由于新技术或新工艺的使用，而引起产品或


服务改进，进而上中下游企业聚集而自发形成集群，并培育新的小企业，财政需要奖励集群上中下


游各企业主体。


图 1 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构建路径示意图


（二）财税政策激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产学研融合创新
财税政策扶植产业集群发展，目的是培育产业集群内各主体协同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


我国中央和地方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主要以财政补助、财政奖励为主；
财税政策激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产学研融合创新，从美国和日本经验看，还可以用税
收政策发力。
首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委托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形成实用性成果（产品）的费用双倍或以


上加计扣除。“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可以实现“多赢”：一是通过参与国家课题
形式制定行业标准，促进了行业标准的研制；二是提升了企业（行业）的科技含量；三是实现了共性


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下一步，要转变当前对高校、科研院所委托研发的评价机制，形成以实用性
成果（产品）为主，专利、论文为辅的评价机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同时，对于试验研发成功率低的
合作，实行（按一定比例）减免贷款本金的融资制度。
其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购买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专利促进成果转化的费用，双倍或以上加


计扣除。提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研发创新成果，以及购买研发专利促进成
果转化的所得税加计扣除力度，有利于加快技术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融合创新。
最后，大中型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研发，以及购买科研成果进行


成果转化，所发生的费用均按双倍或以上加计扣除；财政贴息方式奖补龙头企业担保上下游“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贷款研发创新或成果转化，促进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创新、协作创新；对大中型企业
投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与实验，可减除或抵免（一定比例）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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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税政策激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培育各类人才
增强产业竞争力，财税政策重点要激发“人”的创造性。因此，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人员人工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让企业乐意为研发人员的付出支付高工资；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要创新激励制度，引导国外高端人才回流，为我国原始发明和创
新提供人才支撑；财政补贴产业集群管理人员、研发人员、财务审查人员等培训；财政奖励集群内提
升集群竞争力、集群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的各类主体及个人。
（四）精准定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内公共服务平台功能
集群内公共服务平台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包括：（1）增加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机会，例如，协助小


企业融资、协助寻找合作伙伴以提高资金申请的力度、投资者（如风险投资公司）和集群参与者之间
的介绍；（2）促进小企业对新技术的开发或商业化，如组织技术转让和新技术商业化讲座、一对一技术
转让商业咨询、联系小企业与大学或其他研究组织协助技术转让、提供新技术直接进入试验设施的
通道等；（3）促进集群参与者之间及其与外部组织的联盟和合作，包括集群成员或集群外部实体之
间关系网络构建（例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人才、技术、资本、资源等合作，以集群为单
位参与国际合作机制和交流活动），将小企业推荐给合适的大公司、组织或区域资源等；（4）协助处理
知识产权问题和专利申请，包括召开如何将知识产权考虑因素纳入商业计划和战略的研讨会，一对


一协助专利申请等。
（五）精准财政奖补，保障“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数字化发展
我国地方财政奖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奖励优秀企业、龙头企业和大企


业。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最大难题是成本。因此，地方财政奖补可重点补
贴自动化设备、信息化软硬件、工业互联网、工业集成应用软件、标准和系统解决方案生产服务商，
引导企业生产降成本、优性能，促使成果使用普及化，引导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转型水平。
（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财政预算资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产业集群政策评估的五个维度指标，适应于我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中的产


出和效果指标；日本的 PDCA循环管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以每个财政年度为周期，
用评估结果不断地创新知识集群评估指标和下一年度计划，以促进知识集群管理水平和科研水平


不断创新和提高。美国和日本的做法为我国财政支持产业集群资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
可吸收和借鉴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估结果运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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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演进、特征与改革展望


谢贞发 李艳旭


内容提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回顾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县域内城乡间
流转、省域内跨县域流转、省份对口协调三个阶段的实施背景、政策内容与阶段性特征，重点
阐述了增减挂钩政策是如何解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和打破土地无法在空间上流动的固有属


性，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建立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过程，并探讨了与之


伴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如何得以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交易对象、交易范围、
交易主体、交易规则、交易平台五个方面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市场化
交易的设计思路，建议以增减挂钩政策作为模板与基石，推行和完善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


与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增减挂钩政策 土地要素市场 横向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1391（2022）12- 0010- 19


一、引 言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后文简称
《意见（2020）》）提出要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
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022年 4月 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2022）》）进一步强调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完善要
素市场化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应对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良性增长，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是“十四五”时期推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强力支撑。
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健全、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等，劳动力、资本、


技术与数据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障碍逐步打破，要素的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得到激发。然
而在《意见（2020）》中处于改革首位的土地要素，却仍受限于空间上不可转移的实物形态约束（夏
方舟、严金明，2015），资源配置效率仍亟待提高。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当前及未来市场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的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18ZDA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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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城乡间、区域间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的配置改革特征及未来
改革导向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和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特别重要


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为了充分发挥土地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近年来我国已积


极推进了农地与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促进了土地要素在
城乡之间的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有效提升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曲福田等，2021）。这些改革部分
解构了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初步建立了同地同权的城乡土地要素市场，但是土地要素在区域之间


的流动限制并未完全打破，只是在局部城乡范围内流动起来。
为了健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意见（2022）》明确指出，“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


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区域交易机


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后文简称增减挂钩政策），不仅能够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
还能实现跨区域乃至全国统一的土地资源配置。一方面，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置换
为城市建设用地，改变了城乡土地市场分割的局面；另一方面，置换过程可以在不同空间下进行，


打破了土地无法在空间上流动的固有属性。相较于以往土地改革政策的单一维度，增减挂钩政策
在城乡与区域的双重维度上促进了全国土地要素市场的统筹，为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


场打下了基础。
得益于增减挂钩政策打通了土地在城乡、区域间的流通路径，即使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


存量模式下，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也有所提高。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迈进，农村劳动力持
续外流，农村空心化情况愈发严重，以宅基地为主的农村闲置建设用地不断增多。将低利用、低产
出的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进行置换，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在控制建设用


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率的优化。此外，通过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复垦为耕
地，不仅符合“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提高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还守住了“十
八亿亩耕地”红线，在疫情肆虐各国“抢粮大战”的当下为国内粮食的供给与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由禁止跨县使用、到省内跨县交易、再到跨省域统筹协调的发展，增减


挂钩政策不仅充分发挥了在城乡和区域之间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初步构建起了以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为载体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财政转移支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时，
缩小区域之间财政能力、实现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我国主要采用的是纵
向转移支付模式，即由上级政府将发达地区政府上缴的财政收入无偿拨付给欠发达地区政府，而


规范意义上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发达地区政府直接将财政资金划拨给欠发达地区政府）还未形


成①。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无偿援助特性对欠发达地区会产生负向激励（李万慧、于印辉，2017），越
穷的地方越容易得到上级政府的关注，因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跑“部”才能“钱”进、不愿摘下贫
困县帽子等怪相在过去屡见不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则不同，抛开上级政府的行政性命令，发达地
区政府并没有直接动力向落后地区提供无偿援助，解决“为什么转”是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的关键。


① 对口支援是否属于横向转移支付，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本文认为对口支援是一种中国式的横向转移支付，
但是尚未规范化、法制化（石绍宾和樊丽明，2020），因此中国仍需建立规范意义上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此外生态补
偿中虽已体现横向转移支付的雏形，但中国仍处于实践探索起步阶段（单云慧，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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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挂钩政策则为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发达地区政府是以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为载体、购买欠
发达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而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①。因此，增减挂钩政策为我国建立起一
套先富带后富、缩小区域差距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搭建了平台。
本文首先回顾了增减挂钩政策的演进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将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县域内城乡


间流转、省域内跨县域流转、省份对口协调，并详细梳理了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背景、实施内容以及
阶段性特征。在此过程中重点阐述了增减挂钩政策是如何一步步打破土地要素在城乡间、县域间、
省域间的配置障碍，以及伴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是如何得以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本文说
明了将增减挂钩政策作为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因，并从交易对象、交易范围、交易主体、
交易规则、交易平台五个方面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市场化交易的设计思路，提
议以增减挂钩政策作为模板与基石，推行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与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二、县域内城乡间流转（2005- 2015 年）：土地集约利用，统筹城乡发展


（一）实施背景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为了珍惜与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我国根据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结合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会对一段时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安排进行规划。《1997-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后文简称《纲要（1997- 2010）》）指出，1997-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目标是“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明显
改善”。为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该纲要还明确要求，要有效控制建设用地规模，2001- 2010年
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 204.8万公顷。但现实是，仅 2002- 2005 年，我国累积新增建设用地已达
153.66万公顷②。不断扩大的建设用地规模是以日益缩小的耕地面积为代价，相较于 2001年，2005
年耕地总面积下降了 553.1万公顷，年均下降超过 100万公顷。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要素的投入。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面临着可使用总量受限的困境，


改善土地资源的内部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成为了解决用地矛盾的有效手段。这一思想在《纲要
（1997- 2010）》中有所体现，“到 2010年城乡居民点用地总规模将减少 56.33 万公顷左右，城镇用地
增加约 133.47万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约 189.80万公顷”。此规划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发展
趋势。从图 1中可以看出，自 2000年以来，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城镇常住人口不断增加，并
于 2011年首次超过了农村。尽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扩张，但其增速远不及城镇常住人口的增
速。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则仅是略有下降，并未随着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趋势而相应缩小。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的快速扩张与农村建设用地面积的稳定存量，导致了我国建设用地面积总量规模难以得


到有效控制。一味地限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也并不符合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速迈进，农村人口不断转入城市地区，农村土地闲置问题加剧，土地利
用效率不断降低，化解农村的存量建设用地成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的必然选


① 土地发展权是指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人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
② 2002- 2005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40.9万公顷、42.78万公顷、26.78万公顷、43.2万公顷。数据源自


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1年未查询到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数据。


研究探索


12







FISCAL SCIENCE Vol.84 No.12 2022


择。在上述背景下，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首次
提出了“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指导思想，
以达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的目的。


图 1 2000- 2020 年城乡常住人口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资料来源：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


（二）政策内容


在提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指导思想后，2005年原国土资源
部印发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土资发
〔2005〕207号）（后文简称《意见（2005）》），为后续实施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提供了主要纲领。增减挂
钩政策以项目区为载体，项目区由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拆旧区）和拟用于城镇建设


的地块（建新区）构成。政策通过周转指标来管理和控制规模，即项目区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周转指
标进行建新，后在不超过三年的时间内将建新区占用的耕地面积用拆旧区内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的耕


地面积进行偿还，以此保证项目区内建设用地面积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及质量不降低，达到项目
区内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效果。《意见（2005）》中还指出，“建新和拆旧地块在地域上要尽可能
接近，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并避让基本农田”，表明此时的增减挂钩政策只是在局部范围
内对土地进行城乡统筹规划，空间的限制仍未打破。在《意见（2005）》的指导下，原国土资源部于 2006
年 4月批准了天津、江苏、山东、湖北、四川五个省份 183个项目区，共计下达周转指标 4923公顷。
由于《意见（2005）》的重点还停留在优化城乡之间土地要素配置的层面，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出


现了大拆大建、侵害农民权益等行为。因而 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169号），明确提出要“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
合法权益；建新地块中实行招标拍卖挂牌供地所得收益，要按一定比例返还农村，支持农村集体发


展生产和经济”。同时对增减挂钩项目的选址范围做了进一步指导，“优先考虑城乡结合部等有条
件的地区开展试点”。
在经过两年的试点工作与经验总结后，2008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国土


资发〔2008〕138号）（后文简称《管理办法（2008）》）正式出台，为增减挂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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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该办法不仅明确了增减挂钩政策在保护耕地、集约利用土地、优化用地结构的作用，
还赋予了其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的使命。相较于《意见（2005）》，《管理办法（2008）》
的改进如下：


1.坚持优化土地结构、节约集约用地的宗旨，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意见（2005）》仅提出拆旧区
复垦的耕地数量与质量不低于建新区，《管理办法（2008）》则要求拆旧区应比建新区的耕地数量、质量
都有所提高。


2.进一步明确增减挂钩政策的适用空间范围。《管理办法（2008）》不仅指出项目区不得跨县域、
建新区和拆旧区要相对接近、优先考虑城乡结合部地区，还指出项目区应具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大、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潜力大、有足够经济实力确保建新安置和拆旧整理所需资金等条件。


3.从土地和资金双重角度保障农民权益。一方面，要求建新区应当优先用于被拆迁农民的安
置，并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预留空间；另一方面，建新区所获得的收益应该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地区


的建设，达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目的。
尽管《管理办法（2008）》充分吸取了两年试点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增减挂钩政策的实行目的与


条件进行了多方位的限制，但随着政策试点范围的扩大，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中的相关问题也充


分暴露：擅自扩大试点规模；在非试点地区进行土地置换；跨县域建设项目区；拆旧区耕地复垦不


及时；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迁；预留农村发展用地比例低……①为


及时纠偏，2010 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
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后于 2011年 7月联合七部门对 14个省（市）工作进行巡视，严
肃查处了上述问题；2011 年底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24号），再次从统筹重点、试点条件、维护农民权益方面引导和规范增减
挂钩试点工作，自此在县域内、城乡间实施的增减挂钩政策得到了稳定运行。
（三）阶段性特征
为了直观反映增减挂钩政策如何一步步打破城乡间、区域间的土地要素流动壁垒，本文绘制了


该政策的演进过程图。图 2中最外层的虚线矩形代表省份，实线矩形代表省份内的区县，区县可分


① 引自《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工作完成》，http：//www.gov.cn/zhuanti/2011- 11/25/content_
2594670.htm。


图 2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在城乡与空间范围内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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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镇、农村近郊区、偏远农村，用同心圆进行划分。为简化分析，将省份简化为欠发达省份与发达省
份，欠发达省份内部分为发达县与欠发达县①。箭头表示土地在城乡与区域间进行置换，虚线表示
该情况不一定发生。I、II、Ⅲ分别对应增减挂钩政策县域内城乡间流转、省域内跨县域流转、省份对口
协调的三个实施阶段。增减挂钩政策在县域内城乡间流转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六点。


1.解构了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的二元结构，打破了土地无法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限制
受限于种种历史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的土地制度呈现出城乡分割的二元局面，农村土地只有通


过政府征收后才能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实质上是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的矛盾（张勇、包婷婷，2013）。
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将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联系起来，打破了农村建设


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的格局，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多了一条新出路：复垦为耕地后，与


城镇土地进行置换。通过打通在县域范围内农村建设用地在城乡之间的流通路径（如图 2中 I所
示），农村建设用地的土地发展权得到了充分体现，农村土地开始在县域内、城乡间流动起来。


2.统筹城乡土地发展，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耕地得到有效保护，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得到有效控制


此处以安徽省为例进行说明。2015年安徽省共审批通过 144 项增减挂钩项目，涉及拆旧区面
积 70425.60 亩，建新区面积 64174.5 亩，其中用于城镇建新 51327.75 亩，农村建新 12846.75 亩，这
意味着农村地区整理出了 38481亩土地置换到城镇地区②，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都得
到优化。与此同时，拆旧区面积比建新区面积多出 6251.10亩，说明复垦出的耕地面积大于建新区
占用耕地面积，达到了增减挂钩项目范围内耕地面积不减反增的目标。此外，2015年安徽省审批建
设用地面积 208203.45亩③，增减挂钩项目中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59399.25亩④，这意味着增减
挂钩政策减少了该省约 1/4的建设用地扩张面积，对于扼制土地低效利用所导致的无序扩张起到了
显著效果。


3.打破土地区位限制，让农民享受到土地发展权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为农民提供
了稳定的财产收入来源


在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中，拆旧区的农民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牺牲了土地发展权来保障


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但不同于以往通常只考虑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地模式，增减挂钩政策将保
障农民利益放在了首位，把建新区建新地块实行有偿供地所得收益返还给农村地区，让农民也能


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不仅体现在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或者农民得到货币补
偿，还体现在农民可享受到土地作为财产所带来的财产收入。根据规定，增减挂钩项目中拆旧区复
垦出来的耕地仍然为农民集体所有，这些耕地可通过规模化经营、农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成为


① 发达省份内部也可以分为发达县与欠发达县，并在 II阶段进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跨县域交易，这里进
行了省略。


② 数据是通过搜集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 2015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方案审批表手工整理
得到。


③ 数据源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016》。
④ 通过搜集安徽省征地信息公开平台的数据手工整理得到。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挂钩项目建新区审批建设


用地面积（59399.25亩）不同于本年审批的项目区建新面积（64174.5亩）。这是因为本年的审批建设用地面积可能是
往年的挂钩项目所申请的，而本年的挂钩项目申请建新区建设用地面积可能发生在以后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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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稳定的财产收入来源，为农民更好的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保障（郁俊莉等，2015）。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阶段农民所能享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受限于县域经济发展程度，或者说项


目中建新区所在位置的土地价格，即拆旧区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建新区土地出让价格呈现正相


关。这对于身处经济欠发达县域的农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其可享受到的收益仍然受限于土地的区
位条件（即土地所处的县域），甚至会有可能出现拆旧区土地整理成本大于建新区土地出让收益，


从而发生放弃增减挂钩项目、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的现象。这一情况在图 2中以虚线 I来
反映。


4.优化了土地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但更大范围的土地要素空间错配问题依然
存在


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土地作为一大生产要素，受限于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物理上
不可移动的特性，其活力和创造力一直难以得到激发。随着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可以置
换进城市，土地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阶段的增减挂
钩政策严禁挂钩项目跨县域实行，将土地要素市场按照县域行政边界进行了人为分割，使得土地


资源在更大的物理空间上仍未得到有效配置，土地要素空间错配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5.增减挂钩项目在实施中优先考虑近城市地区，具有亲富性的同时加剧了县域内的不
平衡发展


《管理办法（2008）》中明确鼓励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要在城乡结合部进行，因而在图 2 中由偏远
农村向城镇进行土地转换的 I阶段用虚线表示。城乡结合部是位于城市边缘、与乡村接壤的过渡地
带，同时受到农村和城市的双向辐射。对于规模急速扩张的城市地区来说，将与其紧挨的城乡结合
部土地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能够直接缓解城市规模所受限制，将增减挂钩


指标的收益最大化。但相较于远离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本就具有较大的地理区位优
势，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受城市地区辐射而更为发达，因此这一阶段实施的增减挂钩政策具有一定


程度的亲富性，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加剧县域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陈
颀、燕红亮，2021）。


6.增减挂钩项目集中在经济基础较好而非土地整理潜力更大的地区，使得土地整理效
用未能最大化


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面临着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短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受限的局面，另一方面
拥有足够的财力去承担增减挂钩项目中拆旧与建新所需要的资金周转，这也是《管理办法（2008）》
中鼓励进行增减挂钩项目的目标地区。此外，发达地区的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决定了其能够通过
建新区的土地出让金补偿拆旧所需成本，而欠发达地区的建新区收益可能无法平衡增减挂钩项目资


金，因此这一阶段的增减挂钩政策仍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图 3中横轴为湖北省各地级行政区和
省直辖行政单位，纵轴分别为 2010- 2015年各地区累计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和
各地区年均 GDP①。从图 3中可以看出，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而


① 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实际上就是地区所使用的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因此用该面积来体现
各地区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情况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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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土地整理潜力大、土地整理投入产出比比发达地区更高的欠发达地区，却往往因无力承担项
目所需的周转资金而没有实施增减挂钩政策（马宗国、田泽，2011），这使得最大化土地整理效用的
目标未能实现。


图 3 湖北省 2010- 2015 年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与年均 GDP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 2011- 2016 年《湖北统计年鉴》。建新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根据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公


布的建设用地审批情况统计表手工整理得到。
注：图中没有武汉市是因为武汉市为省会城市，其 2010- 2015年均 GDP为 8293.05亿元，约占全省的 1/3，体量过于庞


大。此外，武汉市 2010- 2015年增减挂钩项目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 373.02公顷，并不与其 GDP呈比例，本文认为这是武汉市
土地城镇化水平高、土地整理潜力低造成的。


三、省域内跨县域流转（2016- 2017 年）①：
省域内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横向转移支付助力脱贫攻坚


（一）实施背景


2005- 2015 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增减挂钩政策在解构城乡土地二元市场、优化土地要素配置、
统筹城乡土地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各地将增减挂钩获得的收益返还农村，有效解决
了试点地区新农村建设缺资金的问题，落实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要求，支持了农民住房、农村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②，这为增减挂钩政策由亲富性向兼具亲贫性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让
贫困地区也分享到增减挂钩政策的收益。但正如上文总结，局限于县域范围内的增减挂钩政策更
加有利于发达地区，因为发达地区有足够的能力去平衡项目资金，而土地整理潜力大的欠发达地


区则因为资金限制无法享受到该政策的红利，贫富差距反而有加大的风险。随着政策的稳步推进，


① 需要说明的是，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内容是叠加的。尽管本文将 2016- 2017年划分为省域内跨县域流转阶
段，但是在省份对口协调阶段仍然可以进行省域内跨县域流转。因此本阶段内容中，会出现使用 2017年之后的省内
交易数据进行分析的情况。


② 引自原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2013年度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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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发达地区可供整理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下降，县域内农村建设用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


的可用规模逐步下降；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对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往往较少，拆旧区复垦的耕地


面积通常大于其使用的建新区面积，节余出来的面积（即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问


题。在此背景下，发达地区跨区域购入节余指标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欠发达地区用卖出指标所
获资金完成土地整理的交易模式应运而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整体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需要强调的是，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对象并不是因上级政府规划所赋予的新权利，而是土地


本身所具有的未来发展权利，即土地发展权（张占录，2021；姚艳等，2020）。一块土地上的权利不仅
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用益物权、担保权等，还包括土地发展权。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用地同地
不同权的主要表现就是农村土地没有发展权（李江涛等，2020），即农用地无法直接转为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农村建设用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其背后逻辑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


地后，限制其土地发展权，以农村未来的发展机会换取城镇的发展机会，实现土地发展权从农村地


区向城市地区的有偿转移。随着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内跨县域进行交易，土地发展权
转移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在此过程中，财政资金也在地区间完成了横向转移，形成了以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为载体、对土地发展权进行交易的转移支付模式。


（二）政策内容


原国土资源部《关于下达 2015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通知》（国土资函〔2015〕681 号）
中提出，各省（区、市）在下达增减挂钩指标时，要向贫困地区倾斜。这是增减挂钩政策亲贫性的首
次体现。2016年 2月原国土资源部通过《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号）再次要求增减挂钩指标要向贫困地区倾斜，且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老区开展增减挂钩的，可将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流转过程中，可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指导价格，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通过竞价方式确定节余指标价格，以此充分显性化土地级差收益。土地增值收益要按
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及时全部返还贫困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四川、河北等地共
流转使用节余指标 7.16万亩，流转收益 169.83亿元①。原国土资源部借势再出新规《关于进一步运
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41号），明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
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且提出“要适当减少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
用地安排，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指标，以提高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进一步加大
增减挂钩政策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力度。2017年底政策再次加码，原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10 号）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增减挂钩，可不受指
标规模限制”；“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方案批准后，可按规定预先使用或交易一定比例的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复垦”。


（三）阶段性特征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在省域内进行流转，表现为图 2中省域内部欠发达县农村地区的土地流
转到发达县城镇地区（II）。这一阶段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七点。


① 数据源自原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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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统筹范围由县域内城乡之间向全省范围扩大，
省域范围内的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初步建立


仍以安徽省为例进行说明。2016年该省出台了《安徽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当年年底成功组织了省内首批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交易。2018年安徽省一
共组织了 20批次交易，包括 10个区县总计出让了 22319.63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总金额高达 95.26
亿元①。而这 10个区县在 2015年所申报的增减挂钩项目面积仅为 375.05亩（2015年增减挂钩节余
指标不能流转，申请的增减挂钩项目只能自用），在 2018年自用的增减挂钩项目面积也仅有 411.31
亩。不难发现，允许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县域流转，让欠发达地区有了足够的资金与动力扩大土地
整理范围，将农村建设用地与省域范围内发达地区城镇建设用地进行置换。这一举措不仅让欠发达
地区内部通过集约利用的方式提高了土地生产率，还促进了省域范围内统一土地要素市场的建立。


2.因地制宜，不再片面追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使得具有生产和区位劣势的土
地要素也能得到优化配置，县域内土地的空间限制进一步被打破


从《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可以看出，这
一阶段的增减挂钩政策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紧密相连。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本就是居住在生态环
境恶劣、自然条件不适合生存与生产的农民，如果强行要求将其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既不符合科
学发展的要求，也很可能因复垦耕地无法达标从而使农民无法参与到增减挂钩项目中来，也就无


法实现通过易地搬迁来完成脱贫增收的目标。通过放宽复垦限制，不仅让具有劣势生产条件的贫
困地区农民借增减挂钩政策完成易地搬迁，还可以让这些劣势的土地要素物尽其用，实现收益最


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增减挂钩项目的选址范围从城乡结合部等近郊地区向偏远地区进行扩散，让
具有区位劣势的土地也能通过与城镇土地置换的方式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使得县域范围内偏远


地区土地固有的空间限制被打破。


3.初步建立了省域内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实现了先富带后富的省域内协调发展目标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019年共有 21个区县售出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成交面积 15556.36亩，


总金额达 40.09亿元②。图 4给出了其中 19个区县在 2019年的节余指标交易金额、节余指标交易
金额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③。之所以列出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比
例，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流转收入计入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科目下设的其他收入科目④。此外，通过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出节余指标
交易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相对财政资金规模。


① 安徽省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相关数据是通过搜集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流转使用挂牌转让交易结果公示》手工整理得到。之所以选择 2018年进行说明，是因为在政策实施的头两年交易批
次与总量较少。此外该省自然资源厅完整公布了 2015年、2018年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方案审批表，
有助于将县域自用增减挂钩指标与流转节余指标进行对比。


② 广西自治区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数据是通过搜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网站公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节余指标挂牌出让结果公示整理得到。


③ 缺少的 2个区县分别为龙圩区和右江区。其中龙圩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数据缺失。右江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只有 569万元，而其节余指标流转收益为 37874.01万元，可能是该区政府的收益计入到百色市本级政府收入。


④ 《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有关财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2014〕7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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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这 19 个区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平均交易额为 12526.38万元，分别占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1%和 36%。从图 4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区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
收益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比例都在 50%以上，仅有少部分区县没有超过。一是因为有一部分
区县在 2019年已被允许跨省域节余指标交易，其在省内交易量较少，因而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的比重较低，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二是一部分区县当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
关收益激增，表现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过高。例如，藤县在 2018年未发生节余指标交易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为 76561万元，2019年尽管结余指标交易总额达到 8331.41万元，但
因国有土地出让等原因使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达到 190026万元，导致节余指标交易收
益占比较低。但总的来说，跨县域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了一笔不菲的资金，
甚至会出现节余指标交易收入超过该县级政府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如上林县、合山市），足见其为
落后地区带来的财政支持力度。


4.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购买方集中在省内发达经济体，因此横向转移支付的上限受
到省内发达地区经济状况的制约，可能出现指标供应充足、需求相对较少的情况


2016- 2021 年，安徽全省范围内共流转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70472.30 亩，其中合肥市（包括下属
区县）购入 37150.77亩，占比达到 52.72%。广西在同一时间段节余指标交易总额 49887.50亩，由自
治区本级和南宁市分别购入了 7766.11亩、11802.58亩，累积占比达到 39.23%。尽管省会城市作为
省域内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资金转移，起到了先富带后富的示范性作用，但


这也不禁让人担忧，一旦省域范围内的发达城市因诸如城市规划调整等原因对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的需求下降（Chen et al.，2020），欠发达地区整理出的节余指标应该何去何从。此外，对那些整体都
较为落后、没有经济增长极点但却又极具土地整理潜力的省份来说，通过推行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


图 4 广西 2019 年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总额及占比
数据来源：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总额是通过搜集广西自然资源厅网站公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挂


牌出让结果公示整理得到。占比数据是根据《广西财政年鉴 2020》进行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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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跨县域交易、实现省域范围内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充满困难与挑战。
5.增减挂钩结余指标交易价格省际差距较大，间接表明土地要素并未在全国范围内达
到最优配置


统一市场应当具备要素自由流动、要素价格趋于一致的特点。然而在 2016- 2021年安徽省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平均出让价格为 38.17万元 /亩，广西仅为 25.71万元 /亩。显然，成交单价如此巨大
的差异源自两个省份自身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想象，如果土地要素能够在全国统一市场范围内进
行流转交易，发达省份愿意向欠发达地区支付的价格将远大于落后地区省域范围内最发达经济体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价格机制将会最敏感且最有效地将土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配置，使得土


地资源能够发挥出更大效用。
6.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范围内跨县流转呈现半市场化交易的特征
市场化交易是用价格自由调节产品供需平衡状态的一种交易模式。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范


围内跨县域交易并非一种完全的市场化交易。一是因为各省份在制定规则时，往往会出台相关指导
价格。如广西 2016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周转指标交易暂行细则》中规
定增减挂钩节余周转指标的交易起始价不得低于 10万元 /亩，并于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办法》将起始价提高到 25万元 /亩。表面上这是指导价格，但在交
易过程中，却往往成为实际成交价格。例如，2021年广西的平均成交价格为 25.27万元 /亩，基本上
就是文件中所给出的指导价格。二是因为各省份可通过各种手段来调节发达地区对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的需求。在原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41
号）中，提到要“适当减少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安排，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
指标，”说明省级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来提高其对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的需求。


7.由亲富性到兼具亲富性与亲贫性，实现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双赢
如果说增减挂钩政策规定项目只能在县域范围内进行的第一阶段使得该政策具有亲富性，那


么在允许省域范围内跨县域交易的阶段则同时体现了亲富性与亲贫性。一方面，发达地区能够通过
购入节余指标获得土地发展权，让城镇的发展不受限于土地规模；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参与政策


的积极性、可享受到的政策红利也得到了提高。正如前文的例子所展示的，在增减挂钩项目只能在
县域内选址进行时，安徽省 2015 年 10 个贫困县仅使用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375.05 亩，占当年全省
周转指标（4278.30 亩）不到 10%，但当节余指标可以在省域范围内流转后，2018 年这 10 个贫困县
流转了 22319.63亩节余指标。这充分说明在允许跨县域交易后，落后地区更有动力、有激励参与到
增减挂钩政策中来。此外，增减挂钩政策使得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得到丰厚的财政转移资金后，不仅能
够通过征地补偿在短期内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还能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就业等方式在长期内为
农民收入提供稳定保障，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省份对口协调（2018 年至今）：东西部土地资源统筹，实现共同富裕


（一）实施背景


自吹响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以来，我国在 2016年、2017年已分别有 28、125个贫困县提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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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摘帽申请，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剩下的 600多个贫困县，贫困程度更深、贫困规模更
大，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硬骨头”和“最短板”。为了在 2021年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壮举，党和政府积极探索实践，结合实际出台了包括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等一系列超常规政策。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的出台，缘于中央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增减挂


钩政策的优越性。据报道，2012- 2017 年，增减挂钩项目收益返还农村资金总额高达 2753亿元，项
目区内农民人均年收入提高了 30%以上；仅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9月，省域范围内的节余指标流
转已使贫困地区获得土地级差收益 461亿元，超过了同期中央财政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投资规模①。但
是正如前文所说，省域范围内增减挂钩政策的帮扶上限取决于省域范围内的最发达经济体，对于


那些自身经济实力较差的省份，想要通过内部帮扶的形式彻底让贫困地区脱离贫困，其可行性与


成功率都较低。因此，贯彻先富带后富精神、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
策应运而生。


（二）政策内容


2017年 11月原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10号）
提出要拓展增减挂钩政策，“深度贫困地区节余的增减挂钩指标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框架
内跨省域流转使用”。紧接着 2018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16 号）（后文简称《管理办法（2018）》），明确“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
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跨省域调剂使用②，由国家下达调剂任务，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


取和支出，实现区域统筹、精准扶贫的目标。
随着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成为了“十四五”


时期的重要目标。2021年自然资源部出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
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自然资发〔2021〕178 号）（后文简称《管
理办法（2021）》），相较于《管理办法（2018）》，政策做出了如下调整：


1.跨省域节余指标交易不再由国家下达调剂任务，而是在省际协商基础上由国家统筹跨省域
调剂使用。


2.财政资金不再经中央统收统支，由相关省份自行对接。
3.强调对耕地的保护。相较于《管理办法（2018）》中要求的“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复


垦原则，《管理办法（2021）》中明确指出，“调出的节余指标，必须来源于增减挂钩拆旧复垦产生的、
可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


（三）阶段性特征


随着节余指标可在省份之间流转，增减挂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土地要素空间流动限制，


图 2中土地要素流动路径Ⅲ得以实现。在此阶段增减挂钩政策表现出了以下四点特征。


① 引自 http：//news.cctv.com/2017/12/06/ARTINm0PqDZIMbfX2UUAxGDl171206.shtml。
② “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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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了土地要素的跨省域流转，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全国统一的
土地要素市场建设奠定了基础


尽管现阶段的增减挂钩政策所允许的节余指标交易限于（原）深度贫困地区和扶贫协作、对口
支援省份之间，但这一举措相较于上一阶段的省域内流转，再一次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让土地要素


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流转起来。将（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到国内最发达地区，土
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且随着在部分区域实行的节余指标跨省域流转机制的成熟与完
善，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能够建立相对完善的全国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


2.（原）贫困县所获增减挂钩政策收益不再受限于省内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增减
挂钩政策助力脱贫攻坚效果显著，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得到进一步体现


虽然增减挂钩政策省域内节余指标流转交易已为部分贫困地区送去了“及时雨”，助力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但是该政策仍在部分省份进展缓慢。例如，甘肃省于 2019年才首次进行了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省内流转交易①，且涉及的交易量及交易总额都较小。然而在同一年甘肃通过跨省域节余指
标调剂获得 523014 万元资金②，表明甘肃省省域内节余指标交易不活跃的原因并非土地整理潜力
的欠缺，而是其省份整体经济实力不佳，省内的发达地区无力向欠发达地区进行帮扶。因此通过将
增减挂钩政策拓宽到省域间节余指标流转，能够让增减挂钩政策平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先富带
后富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 19个深度贫困地区所在省份
分别调出节余指标 19.43万亩、20.88万亩，可获得调剂资金 607.28亿元、647.30亿元③，已超过中央
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的一半④，充分体现了增减挂钩政策在脱贫攻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到相关省份自行
对接，省域间横向转移支付体系初步建立


2014年财政部在《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有关财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2014〕7 号）
中规定，省域内跨县域交易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是计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科目。2018年财政部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
法》（财综〔2018〕40 号）则规定将节余指标资金计入到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中，指标流入方计入一般
公共预算转移性支出中的“2300602 专项上解支出”，指标流出方计入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的
“1100208结算补助收入”科目。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了中央政府将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收入纳入常规化管理的导向。尽管《管理办法（2021）》中规定相关资金仍由一
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和支出科目反映，但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由省份自行


对接完成节余指标的相关交易与资金结转，同级政府间进行横向转移支付的体系初步建立。
4.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交易体现出了非市场化交易的特征
在脱贫攻坚阶段，增减挂钩政策跨省域交易是中央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发布的超常规政策，


① 引自《甘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首次在首域内流转》：“甘肃兰州新区以总价 1.64亿元的价格从
镇原县和环县共购得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1306亩，其中镇原县 866亩，环县 440亩”，http：//www.gov.cn/xinwen/2019- 01/
22/content_5360050.htm。


② 数据源自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9年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的通知》（财预〔2019〕111号）。
③ 引自新闻报道《自然资源部助力脱贫攻坚成效综述》，http：//www.mnr .gov.cn/dt/ywbb/201910/t20191017_


2471911.html。
④ 2018年、2019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总额分别为 1060.95亿元和 1260.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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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央政府会带着政治目的统一下达指标调剂任务。尽管此举违背了市场化交易原则，但在中
央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统筹交易能够保证交易价格、交易量的确定性，从而保证发达地区向欠发达
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在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后，中央政府不再硬性下达调剂指标，由
省份自行进行交易。这体现了中央已在逐步推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土地
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建设。但在价格方面，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放松管制，无论在《管理办法（2018）》还
是《管理办法（2021）》中，都对节余指标交易价格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节余指标调出方，复垦为一
般耕地的 30万元 /亩（《管理办法（2018）》中还包括其他农用地），复垦为高标准农田的 40万元 /亩；对
于节余指标调入方，北京、上海 70万元 /亩，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50万元 /亩，福建、山东等其他
省份 30万元 /亩。因此现阶段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交易仍是一种非市场化交易。


五、改革展望：建设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完善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自 2004年首次提出要将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增减挂钩政策在
我国已经实施了近 20 个年头。从挂钩项目仅在县域内实施，到节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内自由交
易，再到全国范围内统筹交易，增减挂钩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与优化，成为了我国土地要素


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军，并在此过程中逐步体现其作为财政横向转移支付载体的优越性。尽管中国
暂未形成一套完整且规范化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但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现行的对口支援、生态横
向补偿制度，已经具备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特征（石绍宾和樊丽明，2020；杨世能，2018）。相较
于对口支援、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本文认为将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标流转模式规范化为中国
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更具有可行性。
首先，增减挂钩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意味着以此为基石建立的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


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对口支援可分为应急性支援（如支援地震灾区）和常态化支援（如援疆、
援藏）（李楠楠，2020）。前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灾区进行的紧急援助，后者的援助对象多为少数
民族边疆地区，是国内公认的发展落后地区，因而其援助过程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但如果将
对口支援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哪些地区应作为横向转移支付的贡献者，哪些地区应成为受益者，


将会具有很大争议，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生态横向转移支付则更加具有地域特色。现阶段实施的
生态横向转移支付通常是针对流域的治理，因为水质是较为容易检测到的环保指标。对于界内没有
河流的区域，就会被直接排除在横向转移支付的实施范围之外。即使后期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解决
其他环境保护指标测量的难题，纳入更多的环保指标，但是环境保护的影响对象往往具有区域性特


征，即对邻近地区才会产生最显著和直接的影响，一旦地区内整体经济实力欠佳，很难在区域内部


找出横向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贡献者。增减挂钩政策则不同，其交易的对象是土地发展权，这是每
块土地都固有的权利，因而能够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覆盖到全国任意区域。
其次，增减挂钩政策是以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为载体，对土地发展权进行交易的横向转移支付模


式，其交易标的明确且处在可控范围内。对口支援虽然符合传统横向转移支付的无偿特征，但是在
政策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负向激励情况，且如何确定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的贡献方仍是难题。生态补偿
横向转移支付虽然能够以环境保护作为交易对象，但环保效果如何评估与监督、转移支付金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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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确定等，都可能引发诸多争议。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标流转模式则不同，其交易标的明确为土地
发展权，交易过程可由多个节余指标流入方与流出方进行自由竞价，通过市场决定交易价格，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具有的优势。此外，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指标的分配，对横向转移支付过程进行总量控制，加强横向转移支付与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协调配


合，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现代化财政体制。
最后，增减挂钩政策不仅将土地外部性内在化，优化了土地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的配置，更


具有先富带后富、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意义。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实质
上是限制了土地的用途，剥夺了未来土地发展的权利。但这一过程保障了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社
会边际收益远大于私人边际成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外部性。因而通过增减挂钩政策节余指标流转，
让土地发展权受损地区得到补偿，将部分外部性内在化，有助于加强对耕地的保护。此外，主动放
弃土地未来发展权利的地区，通常是那些地理位置偏僻、生态资源匮乏、不适宜生产生活的落后地
区。放弃土地未来发展权利是地方政府在衡量土地未来发展带来的收益与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入
收益后进行的决策。转入土地发展权的地区，则通常是那些经济发达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受限的区
域，这些区域新增建设用地带来的收益大于流入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通过发达
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就土地发展权交易进行横向转移支付，符合各区域利益最大化原则，并实现了发


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目标。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未来可利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模式促进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与横向转移


支付制度的建设，但仍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增减挂钩政策交易对象及其衡量方式。首先要认识到增减挂钩政策交易的不是规划
指标，而是土地自身所具有的发展权，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确立如何衡量土地发展权。从国外的
实践来看，土地发展权的衡量不仅可包括面积，还可涵盖容积率或建筑密度等。以美国马里兰州南
部卡尔弗特县为例，该县将土地分为了农村农业区、农村社区、居住区和城镇中心区，在未引入土
地发展权转移之前，这 4个区域允许的建筑密度分别为 0.2单位 /英亩、0.2单位 /英亩、1 单位 /英
亩、4 单位 / 英亩。1981 年该县引入土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农村农业区可将土地发展权转移到其他
区域，在交易后农村社区、居住区和城镇中心区的最大建筑密度可以达到 0.5 单位 /英亩、4 单位 /
英亩、14单位 /英亩（McConnell et al.，2006）。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上广深等最发达地区所购入的相同面积土地所能获得的收益肯定


大于其他城市，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用同样的成本可获得更大的收益，或将导致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


展差距不减反增。因此在指标交易时将建筑密度考虑进来不失为一种方法。在交易过程中，针对每
单位指标，不仅规定其直接可用的土地面积，还规定其上可以容纳的建筑面积。购入方在使用指标
时，必须同时满足不超过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的规定，如果超出其中一个，则需要购入更多指标。
这样不仅能保证购入指标方的收益与成本成正比，还能实现“富得多帮得多”的区域协调发展局面。
（二）逐步扩宽交易范围。一是要扩宽指标的产生渠道。现阶段增减挂钩政策所交易的主要是
原贫困地区所产生的节余指标，但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思想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等，劳动力加速流入城镇、农村人口快速城镇化的发展已是必然趋势。可以预
见，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继续外流，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会愈发严重，宅基地闲置增多，即使经济基础


良好的农村地区也将具备较大的土地整理潜力。因此可以逐步放开指标必须来自原贫困地区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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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外，随着农村土地整理潜力被开发殆尽，还可将指标的来源拓展到低效利用的城镇建设用地，
尤其是对“鬼城”“空城”进行土地整理。通过放宽指标的来源限制，土地要素市场将从农村与城市
之间拓展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真正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要素市场的统一。
二是要拓宽指标的利用渠道，逐步用增减挂钩指标代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分配。《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版）规定，我国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包括：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计划指标、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指标。其中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都要求新
增建设用地的扩张需要保证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平衡，但前者通常是通过开垦未利用土地，而


后者则是通过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来实现。此外，前者会使得建设用地面积总量扩大，而后
者则能保持建设用地面积总量不变，通过流动与置换，使得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过去为
了提高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益，原国土资源部已经“适当减少节余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安排，
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指标”，这一举措使得指标购入方的土地增值收益能够尽可能多
地转移到指标卖出方。通过逐步用增减挂钩指标代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分配，既能完成我
国建设用地总量规模不扩大的目标，又能加速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还能够


提升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三）确定交易主体。当交易指标的来源不再局限于“三区三州”或原深度贫困地区，交易主体
也将扩展到全国范围内所有区县。但现阶段所进行的跨省域节余指标交易中，大部分是由省级政
府出面进行协商，再将相关指标进行下放。这一过程中，既可能出现省级政府强行向县级政府下达
指标，也可能出现因交流不畅或逐层审批等原因导致区县无法及时卖出或购入节余指标的情况。
相较于省级政府，市县级政府应当更了解区域内部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因


此将市县级政府作为交易主体更为合理。
（四）设计以自由竞价为核心的交易规则。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建设，其中股票市场可以说是较为完善且成熟的自由交易市场，因此建议在土地要素市场中


借鉴股票市场交易的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价格确定，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将交易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换算成标准耕地面积和建筑物面积。根据《耕地质量等级》


（GB/T 33469- 2016），我国耕地根据质量由高到低可划分为一至十等。为了方便交易，可以将不同等
级的耕地根据系数换算成一等，如 10亩十等耕地可折算为 1亩一等耕地。此处仅为换算方式的说
明，具体的换算系数需要由相关部门联合专家进行合理划定。建筑物面积则可依据中国城镇单位
面积上所修建的平均建筑面积进行确定。
第二，参考股市交易方法采用集合竞价机制。指标交易双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统一交易平台中


分别报出卖价和买价，根据成交量最大原则确定指标交易标准价，报价大于标准价的买方订单和


报价小于标准价的卖方订单全程可以成交。结合表 1进行说明。当报价为 55万元 /亩时，除了报价
恰为 55 万元 / 亩的买方 b 愿意购入，愿意出 60 万元 / 亩的买方 a 也会愿意购入，买方需求量为
100+100=200亩。但此时只有卖价小于等于 55万元 /亩的卖方愿意出售指标，合计 50+100+200=350
亩。综合买卖双方，可以得出成交量为 200亩。同理可以计算出其他不同价格时的可成交量。根据
成交量最大原则，标准价格设定为 50 万元 /亩，此时指标是由卖方 D卖出了 200 亩、C卖出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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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报出同样价格的买方或卖方可能不止一个县域。例如，这里的买方 c可能是由 2个县在 50
万元 /亩的价格上分别愿意卖出 120亩、80亩。那么此时 c购入的 100亩，可以按比例分摊到这两个县城中，即分别
购入 60亩和 40亩。


亩，买方 a、b都购入 100亩，买方 c购入 100亩①。通过集合竞价机制，在保证交易市场透明的同时，
让交易双方能够根据指标对自己的真实收益与成本进行报价，充分体现价格市场交易制度的优势。
以上只是简单的机制设计，更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


表 1 集合竞价交易表


卖方
卖方出售


指标量（亩）


价格


（万元 /亩）
买方


买方购入


指标量（亩）


可成交量


（亩）


A 200 60 a 100 100


B 50 55 b 100 200


C 100 50 c 200 300


D 200 45 d 300 200


（五）中央政府建立统一交易平台。为了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优势，中央政府将不会
直接参与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的竞价过程，但其应当在交易过程中扮演重要的“守夜人”角
色。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平台，中央政府不仅需要承担前置审批、委托申请、信息发布、组织交易、
成交签约、价款结算、交易鉴证以及权属变更等辅助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发挥监管作用：既要核查
指标卖出方复垦耕地是否达标，还要监督指标买入方是否合理使用节余指标，是否超过了土地规划


的限制等。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需要提前制定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能够在交易前给予地方政府
引导，并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进行合理处罚与及时纠偏。
增减挂钩政策作为土地发展权交易在我国的一次特色实践，无论是在促进农村地区发展、改善


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还是在实现“先富带后富”、建立横向转移支付体系方面，都是重要的制度性尝试。
通过增减挂钩政策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未来我国可以以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为模板，将可交易的


土地权益进一步扩大，构建全国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与横向转移支付体系。但也要意识到，现阶段节
余指标交易是一次性买断制，横向转移支付带来的资金并不是可持续的，通过优化机制或将其他土


地权益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交易中，或将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例如，将耕地保有量
纳入全国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允许地区之间进行耕地保有量的自由交易。在此情况下深圳可将 4.03
万亩耕地保有量指标转移到西部农业大县，且不同于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的一次性买断，深圳每年都


需为这些区县承担的额外耕地保有量提供财政资金。此举将不仅可以保证横向转移支付的可持续
性，也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了全国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和耕地的集约化规模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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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kag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urse, Effect and Prospect


Xie Zhenfa Li Yanxu


Abstract: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re the
important supports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 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policy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nkage Policy in three stages: using the Linkage Quota within county, using cross county within province,
using cross province. Then we focus on how the Linkage Policy resolve the urban- rural land divide, so a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land factor market. We also discuss how the accompanying hori-
zont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o improve the
Linkage Policy from five aspects: object, scope, subject, rule, and platform. Thus, the Linkage Policy could be
taken as the template and cornerstone to implement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fied national land factor
market and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Key words: The Linkage Policy; Land Factor Market;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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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周期与政策执行波动：
基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观察


吕德文*


【摘要】政策执行波动是一个常见的行政现象。论文从城管执法波动现象切
入，揭示了政策执行波动的内在特征。政策执行波动在执行力度的维度上具有
动态均衡性，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周期性。政策执行波动是模糊性治理机制和注
意力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执行者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特定问题的
聚焦程度，塑造了不同的执行力度及其持续时间。正确认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
有利于在政策实践中实现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持续性与灵
活性的平衡。在政策实践中，应避免将政策执行波动反常化理解，避免在常规
化和规则化的导向下，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被摒弃。


【关键词】政策执行波动　 政策周期　 模糊性治理　 注意力分配　 城管执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２）０６ － ０１３６ － １８


一、问题意识


政府机构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确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
秩序，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尽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当前基层
治理的历史条件与环境条件和农业社会时代有明显区别，但是基层工作重心的
周期性转移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农村的基
层政府行为仍然受季节性的影响，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中心工作；公安、城管等
执法部门的组织运作仍然习惯于在常规工作的基础上，每隔一段时间安排一个
专项行动或集中整治，这导致其政策执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波动性。既有研
究关注到了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的交替现象（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
但对这一交替现象表现的周期性特征却并不重视。那么，治理的周期性特征和
政策执行波动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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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境下，政策执行波动往往被视为政策缺乏稳定性、持续性的表征。
一般而言，政策执行研究有三种路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控制模式视角、自下
而上的上下层互动模式视角以及政策规划／执行过程的整合视角（李允杰、丘昌
泰，２００８；丁煌、定明捷，２０１０）。从自上而下的视角看，学者们普遍将政策执
行的阻梗、偏差、失真等视作“反常”现象，进而探讨如何设定正确的执行模
式（丁煌，２００２；金太军等，２００５；张爱阳，２００６）。而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
发，研究者广泛关注政策变通、共谋、选择性政策执行等行政现象，并试图做
出理论解释（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１９９７；周雪光，２００８；欧博文、李
连江，２００６）。


某种程度上，整合视角为政策执行波动现象进行了正名。在整合视角看来，
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是交互行动、相互议价的过程（李允杰、丘昌泰，
２００８）。实际的政策执行并不是一个完全受决策者控制的“完美行政”，也不可
能由基层执行者自由操纵，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政策执行波
动是上下级政府间根据制度和任务环境的变化及政策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
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过程（魏姝，２０１２；杨宏山，２０１６）。


应该说，既有研究解释了政策执行波动偏离均衡状态而出现的政策阻梗、
变通、共谋等行政现象，但对政策执行的连续谱及其转化机制缺乏分析，因此
无法有效解释政策执行波动这一行政形象。少数学者对政策执行波动进行了正
面阐释，试图从政策适用性、执行压力等角度来解释这一行政现象的内在机制
（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不过，政策执行波动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行政现
象，其内在的结构和机制仍缺乏有效呈现。


本研究尝试把政策执行波动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现象给予观照，具体包括
三个研究目标：一是呈现政策执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描述波动幅度、时机及
执行力之间的组合关系；二是分析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机制及其在塑造政策执
行波动中的作用；三是探讨政策执行波动在公共政策执行经验中的理论意义。


本文的经验叙述和理论分析均建立在动态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笔者以Ａ
市Ｂ路城管中队协管员的身份，参与式观察了城管的执法过程。笔者的调研工
作包括４项：（１）跟随中队长全天候地参与日常执法活动，并参加了大、中、
小型等规模不等的执法整顿活动；（２）深度访谈Ｂ路城管中队的９名城管队员，
并随机访谈了１０名协管员；（３）访谈Ａ市城管局局长、副局长、法规处处长，
以及普通小贩等相关人员；（４）系统收集了相关政策法规、通知、领导批示、
执法日志、市长热线及数字化城管平台的投诉和回告数据，以及相关事件的媒
体报道等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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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周期：一个分析视角


政治周期是经济发展中常见的政治经济现象。它是指国家干预和调节，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的直接投资、经济政策、选举等行为都对经济
行为有重要影响。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治结构会使得对立的两极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周期性消长，导致政治呈周期性波动（夏涛、夏庆宇，
２０１７）。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党委会换届、五年规划等周期性的
政治事件会影响资源配置（周黎安等，２０１３）、财政努力（周世愚，２０１７）、环
境治理（郑石明，２０１６）和反腐败（聂辉华、王梦琪，２０１４；倪星、孙宗锋，
２０１５）等政治经济行为。可见，从长周期和宏观制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政治
周期不仅存在，还对政治经济行为有显著影响。


借鉴政治周期的概念，本文尝试提出“治理周期”的概念。治理周期指的
是，一些周期性变化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会导致治理行为呈现出周期性的变
化。治理周期内在于政府机构的治理活动中，它不仅可以体现为宏观的治理周
期，如众所周知的“治乱循环”或央地关系“收－放”轮回，还可以体现为中
观和微观的治理周期，如具体政策在宽松与严格、失败与创新、常规与非常规
之间的周期性变化。


对于大多数基层部门而言，自然时间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环境条件的不同，
比如对于街头执法部门而言，白天和黑夜是完全不一样的执法环境；对于基层
政府而言，不同季节也自然有不一样的治理事务，如夏季防汛、冬季防火，这
是很多地方基层工作的常态。而“两会”、迎检、突发性事件等重要事件，会塑
造出不同于往常的“特殊时期”，一旦这些事件过去，治理环境则又重归
“日常”。　


据此，周期性是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共同形塑的结果。在政府机构尤其是
基层部门的运作过程中，治理周期并不完全是一个外在于科层组织的无关紧要
的环境因素，而是渗入到了组织的决策、执行过程中。政府机构对环境的适应
性，形成了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工作秩序。治理周期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即稳定
再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治理周期性有许多表现。借鉴既有的研究，并结合田野观察，本文重点探
讨两个周期性要素及其对政策执行波动的影响。一是在治理对象的维度上，讨
论政策模糊性的周期性对政策执行波动的影响。在实践中，治理事务的复杂性
是政策模糊性的直接动因。与表面的条理化、清晰性和准确性相反，实际的政
策过程充满了模糊性，处于清晰与模糊光谱的某个节点上（韩志明，２０１７）。治
理事务的复杂性和政策的模糊性会随着政策执行过程，在清晰和模糊之间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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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变化，从而触发政策执行波动。二是在治理主体的维度上，讨论治理者注
意力分配的周期性变化对政策执行波动的影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保持政策
的长期均衡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偏好是稳定的，但对偏好的注意力能够迅
速发生改变（琼斯，２０１０：９），注意力在集中、分散、转移、收缩等状态中的
周期性变化，直接触发了政策执行波动。


根据治理周期的内在构成要素，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观察政策执行波动现
象。一是从政策执行风格转化的角度观察。在一般情境下，政策执行普遍秉持
按部就班的风格，以“命令－服从”作为基本遵循；但在特殊情境下，政策执
行风格依据上下级之间的互动结果而定，既可能是刚性模式，也可能是柔性模
式。二是从领导注意力持续和转变的角度观察，不同政策执行风格的持续时间
和交替轮回在自然时间的分布上具有规律性，由此形成趋势性的特征。特定时
间节点所具有的治理意义，恰恰是诸多“治理事件”所构成的，即周期性发生
的事件会赋予自然时间以社会行动的意义，政策执行的“时间表”也就有了
“社会时间”的属性。


为了分析方便，本文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出发，将治理周期对政策执行
风格及其持续时间的影响，具体化为执法等级和时间序列。前者指的是城管执
法机关对执法力度的选择，后者指的是不同执法力度的持续时间及其交替轮回
的状况。


具体而言，执行力度是执法机关投入的人员、装备、政策工具等执法力量
的综合，最终呈现为不同的执法等级。从执法机关的内部视角看，其执行力度
从低到高之间，存在一个连续谱。任务不同，时间压力不一样，其执法等级也
会随之调整。事实上，执法机关对工作时间表的调整，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执行
力度的调整。比如，执法机关在遇到紧急重要的任务时，会选择性忽略一般性
的任务。执法机关本质上还是一个科层组织，这就决定了其运转具有一定的负
荷，执法等级必须在其可承受的负荷范围内。


时间序列指的是某项执法活动及其特性（如执法风格）在时间刻度上的连
续谱。时间序列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时间概念，它是执法活动在自然时间上的规
律性表现，自然时间的特性会影响工作的时间安排，比如夏季和秋季的作息时
间安排就会有差异。然而，执法活动的要求才是规定治理周期的直接因素，比
如大任务量往往意味着周期较长，但如果投入较多的执法力量，就可以缩短治
理周期。因此，执法活动的时间序列背后，是一系列执法事件所构成的社会
过程。


执法机关是一个特殊的科层组织。一方面，其遵循一般组织的特征，根据
自然时间的变化制订工作计划，并通过时间表的方式开展执法活动；另一方面，
执法机关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执法活动受环境的影响极大，需要随时调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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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适应执法需求。由此，相较于其他科层组织，执法机关的政策执行波动现
象更具有典型性。


三、城管执法波动现象


从本节开始，本文将以城市小贩监管政策执行为例，呈现城管执法波动现
象。在Ａ市，城管中队是城市小贩治理最基层的执法单位，具有典型的街头官
僚特征。街头官僚具有自由裁量权和实际政策制定的能力。政策执行过程是由
一系列决策构成的，城管中队在小贩治理过程中，通常会对小贩的身体特征、
经营内容、空间及时间的敏感性等做综合评估，采取政治化、策略化及规则化
等不同的治理策略（孙志建，２０１２）。根据笔者对Ｂ路城管中队的动态观察，不
同的小贩治理策略主要表现为执行力度的差异。而将这些具有差异的执行力度
数据置于时间序列中，就形成了波动现象。如果以特定的时间维度（如日、周、
月、季度、年）去观察执行力度的分布，就会发现其具有典型的周期性。


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以Ｂ路城管中队的中队长日志为线索，辅以通知、
领导批示、市长热线及数字化城管平台的投诉和回告数据，以及相关事件的媒
体报道等文字资料，笔者绘制了城管执法波动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５年Ｂ路城管执法波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执行力度
Ｂ路城管中队共有９名正式城管，５１名协管员。其中，城管队员及内勤按


行政事业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表正常上下班（每天８小时工作制），周末轮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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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协管员（主要是外勤）则实行两班倒（早班７：００ － １４：００；晚班１４：００ －
２２：００），每班７ － ８人，每周休息１天。在日常执法过程中，Ｂ路城管中队采取
班组制来调配执法力量。班组制设计呈金字塔状，塔尖是中队长及其辅助的工
作人员，对小贩监管政策执行作出决策，并巡查、指挥政策的执行；塔尖下是３
个片区，每个片区设１名片长（带队城管），进行现场指挥；每个片区设２个班
组，全部由协管员构成，实行两班倒；而每个班组又设立若干个点位，每个点
位投放２ － ３名协管员，组成１个行动小组（见图２）。


图２　 Ｂ路城管中队班组制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班组制设计使得Ｂ路城管中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配人员。这主要表
现在几个方面：（１）增员。通过加班、取消轮休，甚至改变两班倒的工作模式，
可实现不同规模的增员。（２）重组。在没有人员增减的情况下，不同片区、点
位之间的执法队员可以灵活调动、相互支援，从而改变特定时间和点位的执法
力量的配备。（３）减员。如允许队员休年假、请事假，实现减员。


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装备的投入与执法手段的选择之间是
相辅相成的。比如，如果执法手段只是守控，则因其控制范围较少，所需执法
人员就不会很多；如果要结合驱赶措施，则必须要扩大巡查范围，增加执法队
员；如果还要采取暂扣措施，则还需要辅以大量执法队员以控制现场，并需要
配备执法记录仪；如果是大规模的联合整顿，人员、装备都要求更多。故而人
员、装备的调配实际上是服务于特定执法手段的运用。


因此，执行力度首先是一个客观指标，是执法人员、装备的投入量以及执
法手段的选择综合调配的结果。执法人员投入越多，执法手段越是严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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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就越大。根据Ｂ路城管中队的组织运作情况，小贩治理政策的执行力度共
分为５个等级（见表１）。


表１　 Ｂ路城管中队执行力度
执行力度 人员配备 装备 策略 负荷


等级１ 少于１ ／ ２人员：
两班倒；部分人休假 无 守控 低负荷


等级２ １ ／ ２人员：
两班倒；不允许休假 无 守控、驱赶 常规负荷


等级３ ２ ／ ３人员：
部分加班；不允许休假


对讲机
执法记录仪


守控、驱赶为主
辅以暂扣 重负荷


等级４ 全员上岗，全员加班 对讲机
执法记录仪


暂扣为主
辅以守控、驱赶 满负荷


等级５ 全员上岗、全员加班，
大队支援


对讲机、盾牌
执法记录仪 整顿、暂扣 超负荷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于城管队员而言，执行力度既是一个客观指标，也是一个主观指标，这
主要体现在工作节奏的差异化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执法风格的不同上。在执行
力度较低的情况下，城管中队工作节奏较慢，中队领导和带队城管要求放松，
协管员多会表现出懒散状态，面对违规情况，城管队员倾向于采用劝说、提示
等柔性执法风格。而随着执行力度的加大，中队领导和带队城管会加强巡查频
率，强化对协管员的监督，协管员工作责任心会加强，城管队员会采取“驱赶”
等按章办事的风格。在特殊情境下，全体执法队员的精神高度紧张，对各种违
法违规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对执法冲突有充分预期，其执法风格具有
“不由分说”的特点。


（二）时间序列
不同于日历时间，社会时间对于解释人类行为规律和周期现象具有重要意


义。在决策上，小贩监管政策并无时间考量。对于市政当局而言，法律法规所
规定的小贩监管政策适用于任何时候。因此，单纯从日历时间看，小贩监管政
策执行不可能有波动，也谈不上周期性。


但是，对于基层执法单位而言，昼夜之分、四季交换等往往是一种行动时
间，它涉及小贩监管政策执行目的、手段及其他成分间的关系调配。即便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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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执行力度的选择，也具有社会时间含义。比如，执行力度所内含的工作节奏
感，本身就是对“速度”的感知，超负荷状态下的高节奏、高度紧张感，是组
织运作的结果。将不同执行力度的选择置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可发现诸多
规律。


概言之，Ｂ路城管执法波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政策执行波动
虽是执行者一系列决策的结果，但其决策始终受制于时间压力，其行动策略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支配的过程。由于城管中队可以灵活调整执行力度，执
行力度的差异性可以在社会时间序列中自然延展，使得城管执法波动兼具有间
断均衡特征。


首先，城管执法波动具有均衡性。有研究已经发现，街头行政执法存在
“平衡”机制（刘升，２０１８）。如图１所示，Ｂ路城管中队的执法波动具有明显
的均衡性，执行力度在高低之间交错进行，一段时间的消极执行之后，紧随而
来的总是积极执行，或间隔一段时间的常规执行，但总体趋势上是保持均衡。
以执行等级３作为平均力度，以一年为测量周期，消极执行、常规执行、积极
执行所占时间大致相当。具体而言，年初的１ － ２月、年中的５月下旬到６月上
旬、７月中下旬到８月上旬，大概４个月时间处于低负荷或常规负荷状态；而
３月中旬、５月中旬、８月中下旬、１１ － １２月的绝大多数时间，也是接近４个月
的时间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状态；其他４个月左右的时间则维持在重负荷水平
线上下。


对于Ｂ路城管中队而言，其工作计划（主要是执行力度的调整）虽按机械
时间来安排，但总是指向特定的社会时间。正常情况下，Ａ市小贩治理具有两
个敏感时期，即每年的７月初和１２月底，分别持续６天的电视问政。由于电视
问政的社会关注度高，且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而城管往往又是问题
较为集中的部门，故而城管系统内部称两次电视问政为“期中考”和“期末
考”，“备考”的主要措施便是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强度执法。


此外，Ｂ路周边高校云集，寒暑假对小贩经济影响巨大，故而，这两个时期
往往是小贩监管政策执行压力较小的时期，消极执行总是适时出现。从长时段
看，Ｂ路城管执法波动的时间序列由电视问政及寒暑假这两个“事件”所决定。


事实上，将观察周期缩小到周、天，城管执法波动也会呈现出显著的均衡
性特征。周、天虽是机械时间，但对Ｂ路城管中队而言，它更是一种工作时间
的尺度。城管一周休息两天、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协管员一周一休、一天两班
倒，在客观上制造了执行力度的差异性。早、中、晚等休息时间总是监管较弱
的时候，而工作时间总是监管力度较强的时候。


其次，城管执法波动现象具有间断性特征。公共政策变迁存在间断均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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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政策的剧烈突变和长期稳定同时存在（鲍姆加特纳、琼斯，２０１１）。一线城
管虽是政策执行者，但街头官僚的身份使得其事实上拥有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
其执法过程也受注意力分配的影响，进而制造了城管执法波动的间断均衡特征。


在执法过程中，在短期内将执行力度维持在一个等级范围之内是可能的，
但长时间保持执行力度的均衡是不可能的。比如，１ － ２月虽属于执行力度较低
的时期，它从趋势上看却是持续下滑的；１１ － １２月是执行力度较高的时期，但
它也存在波动。哪怕是常规负荷，虽有一系列的组织规则、资源所保证，也很
难长期维系。１月份维持一段时间的常规负荷后，执行力度便不可逆地向低负荷
下滑；１０月份维持一段时间的常规负荷后，执行力度也被迅速拉升。


非常有趣的是，城管执法等级之间的变换并非是渐进式的，它往往是突然
之间、毫无预兆地发生的。如图１所示，波动曲线并不圆滑，而是跳跃式地在
时间序列中延伸。如５月份的波动曲线，它虽然在绝大多数时间内维持在较低
的执行等级上，但中间有两次突然跳跃到最高执行等级上，随后又迅速下滑；８
月份的波动曲线也很明显，执行等级的转换极其频繁；甚至于１１ － １２月这两个
月的波动曲线，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这两个月总体上保持在较高的执行等级
上，执行力度却也变化频繁。


四、城管执法波动的转换机制


城管中队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社会时间的不均衡性，只是让城管执法波动有
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执法波动的实现，却源于执法风格及其转换机制。就Ｂ
路城管执法的经验看，城管执法受小贩事务的复杂性和政策执行者的注意力分
配的影响。


（一）小贩事务的复杂性及模糊性治理机制
小贩监管看似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政策，但在执法过程中却甚为复杂。小贩


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其政策目标是否存在冲突，政策执行手段是否模糊，并非
由相关法规及决策者事先给定，而是取决于执行者对小贩问题性质及其处置办
法的即时判断。


可是，即时判断小贩问题性质并给出处置办法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
线城管对小贩问题的即时判断，至少包括４个方面：（１）是否属于城管部门职
权；（２）有无时间压力；（３）符不符合“切事化”原则；（４）问题的情境是否
敏感。只有同时掌握小贩问题的多维信息，才能做出合适的决策（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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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小贩问题的构成
问题的构成 问题描述 问题的可处置性


交叉职权


小贩监管政策主要源于： （１）违法
占道； （２）无证无照经营。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之规定赋予了城管部门
小贩治理主体的地位


在执法过程中，与工商、食药
监、交管、动物检疫等部门交叉
的行政执法权并未集中到城管
部门


时间压力


小贩问题的线索主要源于： （１）巡
查发现；（２）群众投诉；（３）上级
督办。问题来源不同，小贩监管政策
执行的时间压力也会有差异


在执法过程中，城管中队并非总
是有充分自由裁量权，且面临不
同利益群体、不同观点之间的
冲突


“切事化”原则


小贩身份特征主要有： （１）普通小
贩；（２）弱势群体；（３）特殊人群。
不同身份特征的小贩，会导致问题的
复杂程度不同


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一般都会牵
扯到权益保护、社会稳定等复杂
问题，使得小贩治理很难“就事
论事”


问题显著性


小贩问题的情境要素主要有： （１）
空间；（２）时间；（３）事件。空间、
时间、事件的敏感性。特征，会直接
影响小贩问题的显著性


很多情况下，小贩问题的“事
实”并未发生变化，但事实的含
义因情境要素而变化，增加了问
题处置的难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绝大多数小贩存在用特定的经营物品和工具占道，造成政策执行时职权有
交叉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需要引入一些相关执法事项。比如，占道经营物品如
果是熟食，会涉及与食药监相关的执法事项；如果是活体家禽家畜，会涉及与
动物检疫相关的执法事项；如果是野生动物，会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如果利
用机动车占道经营，则会涉及交管部门对机动车的执法事项。


相关执法事项的政策目标与市容管理目标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小贩监管政
策目标的冲突性的高低。很多普通的小贩问题同时夹杂着其他社会问题，小贩
多重身份的组合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在特定的情境下，城管部门如果只按照
法律法规，一味严格执法，则意味着在执法的同时还要承担连带后果。比如，
如果小贩是下岗工人、残疾人、少数民族、“两劳”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站在
社区和市政当局的视角，治理很容易触及政治问题；但对于城管部门而言，如
果要考虑到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特殊人群社会稳定的问题，就容易削减小贩监
管政策的严肃性。


通常情况下，“疏堵结合”是城管部门执行小贩监管政策的普遍原则，一线
城管虽然有自由裁量权，但这也意味着政策执行手段会具有模糊性。同时，政
策目标与执行手段间往往会存在巨大冲突。比如，上级督办案件的政策目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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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确、也有极大的时间压力，但这些小贩问题往往都因为容易造成执法冲突
事件而比较敏感，不易使用单一的政策工具；而因自主巡查和群众投诉发现的
案件，问题的显著性虽不一定高、时间压力也不一定大，一线城管有较大的自
由裁量权来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但它没有接收到明确的上级指示，因此造成
政策目标冲突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决策者的市政部门，往往将小贩监管政策视为一个单
独的公共政策，它或属于市容管理问题，或属于无证无照经营问题，或属于机
动车违停问题，不一而足。但作为执行者的城管中队，更倾向于将小贩监管政
策视作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治理问题，服务于哪个政策目标、采取何种政策工具，
取决于对小贩问题性质的即时判断。


模糊性和冲突性是政策的两个本质属性，各类政策在模糊性与冲突性上的
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执行过程（Ｍａ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５）（见表３）。


表３　 Ｍａｔｌａｎｄ模糊冲突模型
冲突性


低 高


模糊性
低 行政性执行 政治性执行
高 试验性执行 象征性执行


资料来源：Ｍａｔ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从城管执行力度的维度看，政治性执行往往通过联合整顿等运动式治理方
式来实现，执行力度最高；而行政性执行以常规化的治理方式呈现，执法力度
处于中间状态；象征性执行则以消极治理的方式呈现，执行力度最低。试验性
执行则会根据试验的目标和条件，选择不一样的治理方式，既具有典型的选择
性政策的执行特征，执行力度也具有不确定性。


政策执行的模糊性，会产生复杂的治理效应（韩志明，２０１８）。近些年来，
中国城市的小贩治理已经从过去的强秩序模式，稳定为模糊性治理（孙志建，
２０１４）。城管执法具有“模糊性治理”的特征，其选择哪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
策略，其实是对小贩问题界定的结果，而其最明显的效应是在不同的治理模式
之间转换，构成了城管执法波动现象。


（二）基层执法者的注意力分配机制
从城管执法过程看，政策执行波动是一种常规现象，期待政策执行保持长


期均衡反而是不现实的。城管对执法等级的选择，取决于小贩问题的显著性及
基层执法者对问题的聚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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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小贩治理存在一种选择机制。对于基层执法者
而言，各种类型的小贩问题随处可见，如Ｂ路城管中队副队长所言：“在城管眼
里，一眼望去，Ｂ路全是违规违法现象。”当然，“状况和问题是有区别的”（金
登，２００４：１３７），基层执法者并不会将所有违法违规现象都视作问题。某个特
定的小贩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城管之所以关注到一些问题而忽略了另一些
问题，取决于问题识别机制，包括指标、事件、反馈等。


通常而言，某个特定的小贩问题引起城管的关注，并被采取相应措施，源
于基层执法者对街面状况的常规性监控。Ｂ路城管中队对小贩问题的常规性监
控，主要通过守点和巡查的方式，以此来发现小贩问题。只不过，守点和巡查
发现的违规占道经营现象，仅仅是表明了既定问题已经存在，而问题是否重要、
是否发生了变化，则只能依据特定的指标体系来作出判断。


Ａ市实行大城管考核机制，由市城管委聘请第三方对城管执法的所有工作进
行考核，考核结果每月、每季度、每年进行排名。Ｂ路每个月的考核基数是问
题数１９０个／月，每超过１个扣１分。由于“占道经营”问题易于检查，它自然
而然成为第三方考核的重点。Ｂ路城管中队基本上按照第三方考核的指标、规
律来对小贩问题进行日常监控。


通常情况下，如果问题数在正常范围内，且变化不大，其执法就会遵循常
规。但如果反馈过来的问题总数过多，或总数无大变化，但某个片区、点位的
问题数出现了异常，则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有可能增强对关键点位的守控、
巡查。长此以往，城管中队的常规性监控也迎合了第三方考核的规律。如交通
要道较之于犄角旮旯，更容易被第三方检查到，城管中队自然对交通要道上的
小贩问题更为重视。


虽然指标本身就有影响，但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因为指标而自明，它需要
一些事件来引起关注。在Ｂ路城管中队，指标所能反映出的问题基本上已经纳
入到了常规性监控中。客观上，小贩问题总是出现在敏感空间，而这些地方也
是日常守控和巡逻的关键点位———指标的变化，很可能只是促使城管强化日常
监控力度而已。


但是，一旦这些指标的变化有焦点事件的“伴奏”，则小贩问题的性质就很
可能发生根本转变。比如，Ｂ路Ｘ点位是卖菜小贩的聚集之地，屡禁不止，虽
每次第三方考核都可从中找到问题，但Ｂ路城管中队已习以为常。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０日，当地一家媒体曝光了这个现象，区委书记明确批示“认真抓好落实整
改”，分管区区长及城管局领导也作了明确指示，Ｘ点位的小贩问题因此转化成
了一个媒体事件。在这个事件的推动下，Ｂ路城管中队一改常规性监控措施，
对该点位进行了持续一周的执法整顿，终于将马路市场取缔。


某些时候，来自不同渠道的反馈信息也会影响基层执法单位的问题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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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Ｂ路城管中队有关小贩问题的信息反馈渠道主要包括了系统监控、
群众投诉及官僚经验。系统监控包括第三方考核、市长热线和数字化城管平台、
质检站的定期报告、各级领导的马路办公等。其中，绝大多数群众投诉会通过
市长热线和数字化城管平台来反馈。


官僚经验则主要来自于带班城管及协管员，他们凭着丰富的执法经验，可
大体判断某个具体小贩问题的性质。绝大多数反馈信息仅仅被当做是一种情况
反映，只有少量反馈信息才会被解释成“问题”。比如，绝大多数市长热线和数
字化城管平台移交的信息以及例行的评估、检查报告，仅仅是表明客观上存在
的小贩问题而已，基层执法单位却并不会将注意力聚焦于此。


一些反馈信息转化成基层执法单位聚焦的问题，主要是因为：（１）反馈渠
道的特殊性。很多情况下，反馈的信息内容虽不一定重要，但存在因反馈的渠
道而改变问题性质的可能———如舆论发酵、领导追责有可能把普通的小贩问题
转化成责任事件。市长热线及数字化城管平台的渠道重要性虽不一定高，但这
一渠道的重要特征是便捷、通畅，普通小贩问题在反复投诉的情况下，很可能
演变成为政府“不作为”事件。对于Ｂ路城管中队而言，反馈信息如果来自媒
体公开报道、“大领导”批示及群众反复投诉，都会引起重视。（２）反馈信息
内容的异常性。不管是何种渠道反馈过来的信息，如信息内容异常，如小贩的
身份特殊、摊点敏感性高、经营方式夸张等，凭反馈信息即可明确定义某个具
体的小贩问题非同寻常，则这些信息一般都会引起基层执法单位的重视。一些
反馈信息的内容虽普通，但附带了上级行政意图，则基层执法单位也会尽力不
折不扣地执行。


可见，在小贩监管政策执行过程中，小贩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取
决于小贩问题的客观构成，还取决于基层执法者的问题识别机制。基层执法者
在识别了小贩问题之后，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加以关注并采取措施，而对不甚重
要的问题，则可能予以忽视。这意味着，基层执法者通常会将有限的注意力非
均衡地分配在各类小贩问题上。


基层执法者的注意力分配主要受两个维度的影响。第一，注意力的集中与
分散。注意力意味着特定兴趣、思维的开启或阻碍，存在广度和深度之别。通
常而言，某个小贩问题越是复杂、可识别度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基层执法者的
兴趣，其投入的注意力的强度就越大，集中度就越高。而如果各个小贩问题都
处于“常态”，基层执法者需要进行问题搜寻，注意力的范围就将扩大。


第二，注意力的持续与转移。无论是对组织或个人而言，将注意力持续指
向一个对象，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敏感而快速地转向一个新对象，都是一种重要
能力。专注力及敏捷性是合理分配注意力的前提。但是，就基层执法者对小贩
问题的聚焦状况而言，注意力的持续和转移是一对矛盾体，对某一小贩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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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愈久，就愈不可能关注新问题；而不断转移注意力，也就意味着不可
能持续关注某一小贩问题。


根据集中度的高低及持续性的长短，基层执法者的注意力分配存在４种状态
（见表４）。从Ｂ路城管中队的实践来看，基层执法者注意力的非均衡分配，不
仅表现在其注意力会在集中、分散、转移及收缩状态间转换，还表现在基层执
法者会根据小贩问题的构成及识别要素，客观上形成程度不同的问题聚焦。


表４　 基层执法者的注意力分配状况
持续性


短 长


集中度
低 收缩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
高 转移注意力 集中注意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集中注意力，指的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在特定时间
内持续关注，且充分调动主动性的状态。在Ｂ路城管中队，集中注意力具有显
而易见的主观指标，即全队上下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之中，不仅加强常规性监控，
而且对各项指标、事件异常敏感。一般情况下，有明显时间压力，且时间、空
间及事件等情境因素较为敏感的小贩问题，Ｂ路城管中队必定会集中注意力加
以解决。如果伴随着考核结果异常，或有上级的明确指示等事由，Ｂ路城管中
队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都会对特定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２）分散注意力，指的是注意力同时指向多个对象，且并无哪个特定的对
象获得持续而有力的关注。在Ｂ路城管中队，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异常指标，
也无外在事件影响及上级指示，基层执法者通常会广泛关注各类小贩问题。某
种程度上，常规性监控建立在分散注意力的基础之上，日常巡查、处理群众投
诉线索，都要求对各类问题投入一定的注意力。只不过，哪怕是分散注意力状
态，注意力的分配仍然是非均衡的。比如，日常巡查中对重点点位、有特殊身
份的摊贩会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群众投诉的问题中，如果是反复投诉的，也会
予以更多的关注。


（３）转移注意力，指的是在特定时段内，注意力在各个对象间转移，注意
力虽集中，却无持续性。在注意力稀缺的情况下，转移是注意力合理分配的一
种形式。具体体现在Ｂ路城管执法过程中，基层执法队员通过注意力的转移，
可以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对象上。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同区域和
点位之间的转移，确定重点监控点位；二是不同小贩问题间转移，如依据执法
对象、经营项目及经营方式的不同，确定重点监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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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收缩注意力，指的是注意力的对立面，对所有的小贩问题都表现出心
不在焉的状态。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注意力涣散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
种社会现象。比如，在Ｂ路城管中队，中午往往是注意力较为涣散的时段，这
是因为临近换班的早班队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其精神状态自然而然会松懈。
而在组织时间上，中午时分恰是“休息”时间，内勤及正式城管队员都已下班，
呼台、市长热线及数字化城管平台等常规性监控平台也一般处于静默状态。


基层执法者对小贩问题的关注，既可能源自主动关注，亦可能源于接受外
部指令或受某个事件的影响而被动关注。就特定时刻的注意力分配状况而言，
注意力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并不重要。但是，从长时段考察，主动的注意力往往
意味着集中度更高、持续性更长，被动的注意力则容易随着指令的失效及事件
影响的消散而分散、转移。可见，注意力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城管执行力
度以及每一个执法等级的持续时间，由此塑造了有规律的波动现象。


五、结论


“波动”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各种形式的波动的共同特征具有周期性。
政策执行波动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周期看，政策执行大体
上会保持一个均衡状态（如图３所示）。首先，就政策执行模式而言，从消极执
行到积极执行之间存在一个连续谱系，政策阻梗和运动式治理处于政策执行力
度的两端。其次，就政策执行的性质而言，非常规的政策执行机制与常规机制
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相互矛盾，它们往往是并存共生、相互替代的连续体。


图３　 政策执行动态平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对城管执法波动的观察可以发现，政策执行波动有深厚的组织和社会
基础。政策执行波动的组织基础是执行者建立的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组织结
构，这样的结构为执行者集中或分散治理力量提供了可能性。而其社会基础是，
治理环境具有复杂性，无论是治理空间和时间，都具有不均衡性。这也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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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执法者将根据时空特征，根据日历时间来建立合乎政策目标的工作时间表，
而不同的治理活动在时间延展中便形成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


政策执行波动是由各种治理模式的周期性形成的。从长期的趋势看，政策
执行模式存在“常规”，执行力度也有“常量”。模糊性是国家治理的内在特
征。尤其是在基层执法过程中，模糊性治理的特征更为显著。而在模糊性治理
机制中，规则化的治理模式仅仅是常规之一，许多看似非常规的治理模式，也
会周期性发生。由于治理对象和环境具有不均衡性，没有任何一种政策执行力
度可以永久持续。在组织资源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治理负荷也有一定的限度，
高负荷和低负荷之间也需要切换。因此，模糊性治理机制的后果是不同治理模
式需要不断切换，以便采用合理的执行力度。


政策执行波动不仅是模糊性治理机制的产物，也是注意力分配的结果。在
现代社会，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注意力的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决
策产生的方式， “时间”和“动员”都是其中很重要的问题（马奇，２０１３：
１８ － １９）。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治理模式的转化和执行力度的选择并不遵循
循序渐进的规则，而是具有显著的间断均衡特征。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的偏好
可能是稳定的，但其注意力却有不确定性。注意力的集中与分散、收缩与转移，
直接决定了执行力度的选择。注意力分配并非是一个运用个人技巧或计划安排
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组织、制度甚至是社会的问题（练宏，２０１５）。在这个意
义上，注意力的动态分配所带来的城管执法波动，并非单纯的领导艺术或技术
安排的结果，而是组织运作的产物。


模糊性治理机制和注意力分配机制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注意力分配包括了
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一是聚焦原则，即决策者决策的制定取决于其关注的问
题；二是情境化原则，指决策者关注什么问题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案，取决于他
们所处的特定情境；三是结构化配置原则，指的是决策者对情境的理解，取决
于组织规则、资源及关系如何将各种问题、方案及决策者分配到具体的沟通和
程序中去（Ｏｃａｓｉｏ，Ｗ． ，１９９７）。可见，模糊性是注意力分配的“情境”，而不
同的治理模式是结构化配置的依据。政策执行波动可谓是组织注意力配置系统
的产物。


从政策执行波动现象的内部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公共政策执行的
中国经验。政策执行波动不等于政策波动。如果说，政策制定和决策需要稳定
性和持续性，那么政策执行还需要兼顾灵活性。这就意味着，兼具了稳定性和
灵活性的政策执行波动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有加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
能把政策执行的波动现象等同于“反常”现象。比如运动型治理，由于它具有
临时性、非制度化和非专业化的特征，可谓是常规治理的“间断”机制。但运
动型治理本身具有常态化特征，它虽短暂悬置、替代了科层制行政，却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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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和任务环境的转变而顺利回归到科层制行政的轨道，让政策执行长期保持
稳定。事实上，所谓的常规和非常规，其在政策执行波动的连续谱上，很大程
度上是因执行力度需要而选择的。从周期性的视角看，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执行
力度具有动态均衡的趋势。


迄今为止，作为一个独立行政现象的政策执行波动还是一个较新的学术话
题。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研究，对政策执行波动中的各个“反常”现象有
较为充分的阐释，也合理解释了政策执行波动存在的制度根源。本文的贡献在
于，将政策执行波动操作化，观察了波动的周期、时机和幅度，解释了政策执
行波动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微观机制。正确认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有利于在政
策实践中实现政策统一性与差异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持续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在政策实践中，应避免将政策执行波动反常化理解，避免在常规化和规则化的
导向下，摒弃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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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宏（２０１５）． 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 社会学研究，４：２１５ － ２４１．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５）．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４：２１５ － ２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升（２０１８）． 街头行政执法中的“平衡”机制研究———以城管执法为例．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６３ － ７７．
Ｌｉ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ｂ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６３ －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奇（２０１３）． 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王元歌、章爱民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Ｍａ，Ｑ． （２０１３）． Ｐｒｉｍｅｒ 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Ｈｏｗ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Ｈａｐｐｅｎ． （Ｗａｎｇ，Ｙ． Ｇ． ＆ Ｚｈａｎｇ，Ａ． Ｍ． Ｔｒａｎ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倪星、孙宗锋（２０１５）． 经济发展、制度安排与地方反腐败力度———基于Ｇ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５：９２ － １０３．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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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Ｘ． ＆ Ｓｕｎ，Ｚ． Ｆ． （２０１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５：９２ － 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聂辉华、王梦琪（２０１４）． 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４：１２７ － １４０．
Ｎｉｅ，Ｈ． Ｈ． ＆ Ｗａｎｇ，Ｍ． Ｑ．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１２７ － １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欧博文、李连江（２００６）． 中国乡村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 唐海华译． 中国乡村发现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ｇｘｃｆｘ.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６８２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访问．
Ｏ'Ｂｒｉｅｎ，Ｋ． Ｊ． ＆ Ｌｉ，Ｌ． Ｊ． （２００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ｎｇ，Ｈ． Ｈ． Ｔｒａ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ｚｇｘｃｆｘ．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６８２３． ｈｔｍｌ．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琼斯（２０１０）． 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 李丹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Ｂｒｙａｎ Ｄ．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ｉ，Ｄ． Ｙ． Ｔｒａｎ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志建（２０１２）． 城市政府的“边缘性治理”：一项摊贩监管政策的比较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３：３０ － ５８．
Ｓｕｎ，Ｚ． Ｊ．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ｅｎｄ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３０ －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志建（２０１４）．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甘肃行政
学院学报，５：２８ － ４３．
Ｓｕｎ，Ｚ． Ｊ． （２０１４）． Ｗｈ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ｕｚｚ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Ｖｅｎｄ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５：２８ － 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姝（２０１２）．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５：５５ － ６３．
Ｗｅｉ，Ｓ． （２０１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ｓ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５：５５ － ６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夏涛、夏庆宇（２０１７）． 政治周期运动现象的形成机理分析． 国外社会科学，３：６６ － ７３．
Ｘｉａ，Ｔ． ＆ Ｘｉａ，Ｑ． Ｙ． （２０１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３：６６ － 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宏山（２０１６）． 情境与模式：中国政策执行的行动逻辑． 学海，３：１２ － １７．
Ｙａｎｇ，Ｈ． Ｓ． （２０１６）．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３：１２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爱阳（２００６）． 公共政策执行缘何失真． 探索与争鸣，２：３１ － ３２．
Ｚｈａｎｇ，Ａ． Ｙ． （２００６）． Ｗｈ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Ｖｉｅｗｓ，２：３１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石明（２０１６）． 政治周期、五年规划与环境污染———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为例． 政治学研究，２：８０ － ９４．
Ｚｈｅｎｇ，Ｓ． Ｍ． （２０１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８０ － 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１９９７）． 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１９９７）． Ａｓ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赵鹰妍、李力雄（２０１３）． 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 金融研究，３：１５ － ２９．
Ｚｈｏｕ，Ｌ． Ａ．，Ｚｈａｏ，Ｙ． Ｙ． ＆ Ｌｉ，Ｌ． Ｘ．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１５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世愚（２０１７）． 中国式政治周期影响财政努力吗． 社会科学，１：２１ － ２９．
Ｚｈｏｕ，Ｓ． Ｙ． （２０１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２１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０８）．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６：１ － ２１．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６：１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社会学研究，５：６９ － ９３．
Ｚｈｏｕ，Ｘ． Ｇ． ＆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５：６９ － 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ｌａｎｄ，Ｒ． Ｅ． （１９９５）．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１４５ －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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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果推理的可信革命正在对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生物学等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回归实验主义传


统成为殊途同归之路。政策评估既是检验因果推理的重要场景，又可以通过引入因果推理提升其科学性。本


研究试图发展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科学，重点讨论因果推理的理论基础，即潜在结果模型、内部效度和外


部效度理论、选择性偏差模型以及因果图等 4种理论，并阐明不同因果推理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一致性。同时，


本文还将基于潜在结果模型，提出一个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并结合政策评估案例进行阐述，他们为


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对于随机实验设计，重点讨论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对于准实


验设计，重点讨论匹配法、双重差分、合成控制、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


关键词：因果推理 潜在结果模型 政策评估 随机实验设计 准实验设计


一、引言


因果推理是有关原因和结果关系的推理，它是人类认识社会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对此，很多学者进行


了类似阐述，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实证信息进行因果推理，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及解释（金


等，1994；王天夫，2006；景怀斌，2015）。而政策评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探究政策和影响之间的因


果关系更是主要学术旨趣。事实上，现实中的政策争论本质上是因果推理的问题，如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于经


济增长的讨论。传统的政策评估过于关注政策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且使用的方法难以进行因果推


理（王思琦，2018；卡格莱姆、托马斯，2010）。可见，建立某项公共政策（原因、干预）与某种影响（效果、结果）之


间可信的因果关系对于发展政策评估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要发展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科学，其核心需要处理因果推理中密切联系的两个关键问题，即因果关


系的定义和因果推理的方法。关于因果关系的定义可以追溯到哲学中有关因果推理的思想，哲学领域的学者


们主要遵循“连续性或相关性的规律”这一范式，认为因果关系是发现规律的过程。其中，休谟是对因果推理


作出重要贡献的哲学家，现代所有关于因果推理的讨论都可以在休谟那里找到原型（休谟，1978a，1978b；温希


普、索贝尔，2004）。休谟（1978a，1978b）强调连续性理论，认为因果关系需要具备暂时优先性、时空一致性以


及持续性。随后，密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定因果关系的 3项标准：（1）原因在结果之前；（2）原因变化，结果


也变化；（3）两者之间变化不是由第三个变量产生的（密尔，1843；库克等，2002）。后来，拉扎斯菲尔德和提伦


斯（1958）提出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1）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有时间顺序，原因必须在结果之前；（2）
这两个变量在经验上应该是相互关联的；（3）最重要的是，两个变量之间所观察到的经验上的相互关联不能被


解释为引起两者变化的第三个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到，因果关系需要满足 3个条件：一是原因在结果之前；二


是原因与结果在经验上相关；三是原因与结果的相互关联没有替代性解释。


而因果推理的方法则经历了从强调“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到利用反事实框架来讨论因果关系的转变。因


果关系的传统路径，源于休谟的连续性理论，强调因果关系的“规律性”，推动了“回归时代”的产生。这一时


期，回归方法成为学术界探讨因果关系的主流方法（摩根、温希普，2015），探寻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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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交互关系的问题、中介变量的问题。这里所寻找的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只


满足了因果关系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而很难满足第三个条件，即：没有替代性解释。


为进一步确定因果关系，因果推理由此迎来了一场可信革命（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09），开启了从反事


实框架探讨因果关系的时代，其核心是回归实验主义传统。与此同时，经济学家通过强调研究设计，来不断倡


导因果推理的方法论革命。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安格里斯特和其合作者提出用“模型驱动路径”和“设


计路径”来区分传统因果推理与可信革命，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该向“设计路径”转向，试图推动因果推理的可


信革命（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14）。进一步的，拉隆德（1986）以随机实验数据为基础，通过分别使用不同的


研究设计来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以观察不同研究设计的效度。目前，因果推理正成为哲学、统计学、经济


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各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和中心问题（詹姆斯、范里津，2017；珀
尔，2000，2010，2016；因本斯、鲁宾，2015；摩根、温希普，2015；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14；范德韦勒，2015；郭、


弗雷泽，2014；德鲁克曼等，2011；马亮，2015；臧雷振，2016；王金水、胡华杰，2016；罗俊等，2015；周业安，


2014）。


中国学者对于因果推理的关注，主要着重将相关的研究设计引进并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


领域，促使实验方法成为研究的新增长点，但较少关注因果推理理论的发展。已有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回答两


个问题：（1）为什么实验方法是一种好的因果推理方法？（2）不同研究设计之间具有何种内在联系性？这使得


现有对因果推理方法论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将“随机实验设计”与“准实验设计”分开讨


论，或者以“随机实验设计”来否定“准实验设计”，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关注多于共性关注，这既不利于理论


发展，也不利于实践应用。


为此，本研究重新回到因果推理的基础理论，尝试基于潜在结果模型提出一个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


框架，以进一步推动因果推理的可信革命。对于随机实验，重点讨论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对于


准实验设计，重点讨论匹配法、双重差分、合成控制、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在对这些研究设计的讨论中，我们


将对其核心观点进行简要阐述，并探讨潜在结果模型在相关研究方法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关注政策评估中的


应用情况，最后提出未来展望。


二、潜在结果模型：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


（一）因果推理的4种基础理论


干预效果是所有因果推理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赫克曼等，2014）。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传统和路径出


发，对于干预效果形成了不同的定义、假设、解决路径和方法，这些也构成了多样性的因果理论。现有 4种因


果推理的基础理论，它们分别以实验设计、模型、图像化的 3种不同方式，探究干预的因果效应（如表 1）。


坎贝尔的效度理论（坎贝尔，1957；库克等，2002）从实验角度来思考改革（坎贝尔、斯坦利，1966；坎贝尔，


1969）和讨论因果关系，并提出了一些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思路。鲁宾的潜在结果模型遵循统计学路径，


构建了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试图通过研究设计将观察研究转变为趋近于随机实验的研究，将


控制组样本的结果作为实验组样本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潜在结果”，通过对比两组样本结果的差异得到干预效


表 1 因果推理的 4种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


效度理论


潜在结果模型


赫克曼的科学模型


因果图


研究视角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科学模型


图像化


主要内容


推断研究设计进行因果推理的“近似”真实性，包括效度分类
和效度威胁清单。


因果推理是一个寻找“缺损数据”的过程。


找出形成选择性偏差的原因，从而建立选择模型，并将其带
入结果模型之中。


创建 d分离的概念，使用“后门标准”和“前门标准”来呈现变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设计


4种准实验设计，如间断时间序列设计、断点回归设计等；以
及 9种随机实验设计，如析因设计、纵向设计等。


利用研究设计将观察研究转变为趋近于随机实验的研究
（如倾向值匹配）。


选择模型和结果模型


通过阻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所有非因果通路，同
时保障所有因果通路均为开启状态，来回答关于干预和反
事实的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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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无偏估计（鲁宾，1974，1980，2005）。赫克曼（2005）代表了模型论者的“堂吉诃德”，倡导通过科学模型进


行因果推理，并对实验主义的传统进行了批判（赫克曼、史密斯，1995），认为即便随机实验也不可能真正消除


偏差。珀尔的“因果图”则以图像化的方式直观呈现不同变量间的关联，以回答关于干预和反事实的问题（珀


尔，2000，2010，2016；格利穆尔等，2016）。社会科学研究中，政府项目、政策、改革等本质上是对社会的一种干


预，更适合从实验角度来探究其干预效果的估计，因此，潜在结果模型作为随机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


架，为有效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潜在结果模型：统计学路径的因果推理


在因果关系的讨论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通常都会涉及：一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潜在结果，二是在这一系


列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要被操纵。为此，可以用反事实框架来界定因果关系，其核心是比较同一个研究对象


在接受干预和不接受干预时结果的差异，认为这一结果差异就是接受干预相对于不接受干预的效果。但在现


实中，我们通常无法观察到同一研究对象在接受干预和不接受干预时的两种结果，这也是因果推理的最根本


问题（霍兰，1986）。因此，解决因果推理的核心问题——干预效果，需要考虑“如何估计反事实？”。为此，鲁宾


的潜在结果模型开创了统计学研究因果推理的新境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文钊，2018）。


1.潜在结果模型的推理


潜在结果模型的核心假设是“没有操纵就没有因果”（鲁宾，1974），它由行动、单位、分配机制、潜在结果等


概念组成。其中，行动是指关注的干预，即对研究对象所实施的操纵，反映于现实生活也就是所关注的政策、


项目等的实施。单位是指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即接受干预的个体或组织等。分配机制直接决定单位是否接受


干预，它决定什么样的结果能够被观察到，分配机制变化，结果也会发生变化（鲁宾，2005）。潜在结果是这一


模型的核心，它的含义是“给定一个单位和一系列行动，将每一对‘行动—单位组’界定为一个潜在结果”（因本


斯、鲁宾，2015），而现实只能呈现一种结果。


为探讨如何推断干预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将样本是否接受干预表示为Di={0，1}，Di=0表示第 i个单


位不接受干预，Di=1表示第 i个单位接受干预。结果变量为 Yi。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单位 i而言，都有两种潜在


结果，表示为公式（1）：


（1）
其中，Yi（1）表示单位 i接受干预的结果，Yi（0）表示单位 i没有接受干预的结果。那么，干预的因果效应可


以表示为，Yi（1）和Yi（0）间的差距，就是个体 i接受干预对其结果产生的影响αi，表示为公式（2）：


（2）
由于现实中不可能同时观察到同一个体的两种潜在结果，只能观察到一种结果，因此，无法直接计算出干


预的因果效应 αi。为此，可以从单一单位因果关系测量向多单位因果关系测量转变，关注多个单位接受干预


的平均因果效应。现假设有M个个体，则 i的取值范围为{i=1，2，…，M}，M个单位的平均因果效应为：


（3）
即使面对多个单位，也同样面临一次只能够观察一个潜在结果的困境，那么如何对多个单位的潜在结果


进行无偏估计？考虑将公式（3）中的M个个体分为两组，一组为接受干预的实验组，另一组为没有接受干预的


控制组，则实验组与控制组结果的差异包括干预的因果效应与选择性偏误两部分：


（4）
其中，E[Yi（1）|Di=1]为实验组的平均结果，E[Yi（0）|Di=0]为控制组的平均结果，E[Yi（0）|Di=1]表示实验组在


没有接受干预时的平均结果。


为得到干预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可以假设对M个体干预的分配是随机的，此时，将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


潜在结果 =
ì
í
î


Yi( )1 , if Di = 1
Yi( )0 , if Di = 0


αi = Yi( )1 - Yi( )0


ATT = 1
M∑i = 1


M


[ ]Yi( )1 - Yi( )0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0 =
                 
(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1


干预的因果效应


+
                 
( )E[ ]Yi( )0 |Di = 1 -E[ ]Yi( )0 |Di = 0


选择性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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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用公式表示为：


（5）
进一步假设随机干预的作用，实验组和控制组接受干预前后的结果一致，用公式表示为：


（6）
（7）


此时，公式（4）中的选择性偏误为零，实验组与控制组结果均值的差异即为干预的因果效应：


（8）
因此，当干预为随机分配时，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结果的差值即为干预的因果效应。而一旦干预是非随


机分配，即公式（5）、（6）、（7）的假设不成立，则通过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值来计算因果关系则面临两


个问题（摩根、温希普，2015）：一是，基准偏差，指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原始状态方面存在差异，即选择性偏差，这


表明等式（7）不成立；二是，差别化干预效应偏差，指干预对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影响存在差异，这表明等式（6）
不成立。潜在结果模型作为一种因果推理理论，存在很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预设。


2.潜在结果模型的假设


潜在结果进行因果推理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两个假设来消除选择性偏误：稳定单位干预价值假设和可忽视


的干预分配假设。


其中，稳定单位干预价值假设强调无论分配干预Di到单位 i的机制是什么，以及无论其他单位接受什么样


的干预，单位 i受到干预Di的影响而形成的价值 Y总是相同的（鲁宾，1986）。这包括没有干扰假设和没有隐藏


的多样性干预假设（因本斯、鲁宾，2015）。前者表示，任何一个单位的潜在结果不会被其他单位的干预状态影


响。以接受医院治疗的例子来说，一个人接受医院治疗而改善的健康水平，不受其他人是否接受医院治疗的


影响。后者表明，对于每一个单位而言，只有接受干预和不接受干预之分，没有不同形式或版本的干预层次，


这些不同层次的干预会导致不同的潜在结果。这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接受医院治疗和没有接受医院治疗之


分，没有接受门诊治疗还是接受住院治疗之分。


可忽视的干预分配假设是指，在考虑其他变量 X的情况下，对单位进行干预或控制的分配不会影响潜在


结果，即{Yi（0），Yi（1）}⊥Di|X。这意味着，如果重新改变分配机制，将原有接受干预的单位转化为控制组，将原


有接受控制的单位转化为实验组，并不会影响接受干预或控制的潜在结果（李文钊，2018）。此时，用公式可以


表示为：


（9）
（10）


因此，等式（6）和（7）成立，则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均值的差异即为干预的因果效应。很显然，当干预为随


机分配时，可忽视的干预分配假设得到满足，而干预为非随机分配时，则意味着样本的分配从“分配机制”向


“选择机制”转变（李文钊，2018），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


3.分配机制划分研究类别：随机实验与准实验设计


鲁宾认为分配机制是一个行列转换的函数，它通过对所有研究单位赋予干预（1）和控制（0）值，每一种不


同排列组合方式的总和概率是 1。而单位分配概率是一个单位接受干预的概率，一旦一个单位接受干预的概


率计算出来，那么它接受控制的概率也随之清晰（因本斯、鲁宾，2015）。在此基础上，鲁宾将不同研究分为随


机实验（又称随机控制实验、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又称非随机实验、观察研究）。如果实验中的干预是随


机分配的，即样本等可能地接受干预，则为随机实验，否则为准实验研究（鲁宾，1974）。因此，随机实验和准实


验研究之间可以因为潜在结果模型这一桥梁而建立紧密联系，从而使得潜在结果模型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


的统一模型（李文钊，2018）。


（三）潜在结果模型：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


尽管坎贝尔和厄尔巴赫（1970）广泛批评了使用准实验来评估干预的因果效应，他们认为只有适当的随机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0 =E[ ]Yi( )1 |Di = 0 -E[ ]Yi( )0 |Di = 1


E[ ]Yi( )1 |Di = 1 =E[ ]Yi( )1 |Di = 0
E[ ]Yi( )0 |Di = 1 =E[ ]Yi( )0 |Di = 0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0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1


E[ ]Yi( )0 |Di = 1,X = E[ ]Yi( )0 |Di = 0,X = E[ ]Yi( )0 ,X


E[ ]Yi( )1 |Di = 1,X = E[ ]Yi( )1 |Di = 0,X = E[ ]Yi(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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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才能对因果效应作出有用的估计。然


而，鲁宾（1974）考虑到现实中随机实验的成


本、道德因素以及时间因素，他认为准实验


和随机实验同样重要，两者在估计因果效应


方面都很有用。为此，他提出潜在结果模


型，从实验研究的视角出发来理解随机实验


和准实验研究，思考准实验研究如何通过设


计和数据分析向随机实验靠拢，从而提升准


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由此将两


者纳入统一分析的框架，重新推动了社会科


学对于实验研究的关注（李文钊，2018）。综


上，本文基于潜在结果模型，提出一个实验


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如图 1），利用潜


在结果模型来分别解释随机实验设计和准


实验设计进行因果推理的原理，并借鉴拉隆


德（1986）的研究内部比较，将随机实验与准


实验研究结合起来，试图观察不同研究设计


的效度。对于随机实验，重点讨论实验室实


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对于准实验设


计，重点讨论匹配法、双重差分、合成控制、


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


在潜在结果模型的框架下，虽然随机实


验和准实验在进行因果推理的过程中有不


同的强调（如表 2），但本质都是为了形成实


验组和控制组之间“苹果与苹果”的比较（安


格里斯特、皮施克，2014），从而得到干预的


因果效应。其中，随机实验设计在很大程度


上通过保证干预的随机分配使得实验组与


控制组之间形成有效对比，而准实验设计则通过不同的方式，如匹配、平行趋势假设、加权平均模拟、寻找外生


的干预分配变量、决定分配的临界值等，在观测数据中寻找可以对比的实验组与控制组，或者寻找局部的随机


实验，以获得接近于随机实验的因果效应估计。


而研究内部比较是指将随机实验所估计的因果效应作为基准，将其与同一干预中采用准实验设计所估计


的因果效应进行对比，观察哪一种准实验设计研究方法所估计的因果效应更接近随机实验的结果。其中，以


随机实验为基准的主要原因是，当随机实验完美实施时，能够创造最初在预期上没有差异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从而估计出无偏的因果效应。最早的研究内部比较是拉隆德（1986）、弗雷克和梅纳德（1987）对于就业培训项


目效果的评估，他们通过将随机实验研究的估计结果与准实验研究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检验准实验设计中


不同研究方法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三、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


政策作为一种“干预”是天然的因果推理的“实验场”（因本斯、伍尔德里奇，2009），而每一种“干预”都需要


讨论其“效果”，这使得“干预效果”成为政策、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共同关注点。就公共政策领域而言，自


图 1 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2 不同方法评估干预因果效应的策略比较
方法


随机
实验


准实
验设
计


实验室实验
调查实验
实地实验


匹配法


双重差分法


合成控制法


工具变量法


断点回归法


干预因果效应的评估策略
通过将干预随机化，使得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形成有效对比。
借助问卷进行干预的随机分配，以形成随机实验。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使用真实的干预手段。
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在可观测特征Xi上的分布相同，使得控制组为
实验组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潜在结果”。


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以形成实验组与控制组
样本之间的有效对比。


通过加权平均或线性组合构造出一个拟合的控制组，将其作为实验
组在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潜在结果”。


利用外生的政策干预分配变量，使得政策干预的分配是随机的，以
形成一个局部的随机实验，得到局部的干预因果效应。


样本的干预状态 Di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变量 Xi是否大于给定的临界
值 c。在临界值 c左侧和右侧足够小的邻域内，样本是否接受干预由
分配变量Xi决定，从而形成一个趋近于随机的实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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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斯韦尔倡导政策取向的研究以来，通过科学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一直是政策科学的重要追求（李文钊，


2017），而政策评估成为这一追求的有效措施。因此，政策评估需要实现因果推理转向，加入因果推理可信革


命的研究行列，将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设计引入政策评估中，构建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体


系，实现知识和影响的双重跨越（李文钊，2019）。现分别介绍潜在结果模型框架下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进行因


果推理的原理及政策评估领域的相关应用。


（一）潜在结果模型与随机实验设计


在随机实验中，任何一个单位接受干预或者不接受干预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这表明随机实验既满足


稳定单位价值假设，又满足可忽视的干预分配机制假设，即个体的潜在结果和接受干预是独立的，公式表


示为：


（11）
其中，“⊥”代表两者之间相互“独立”，也称之为潜在结果独立假设（邱嘉平，2020），包含以下两个内容：


一是控制组的潜在结果独立于干预的分配Di，即{Yi（0）}⊥Di，用公式表示为：


（12）
二是实验组的潜在结果独立于干预的分配Di，即{Yi（1）}⊥Di，用公式表示为：


（13）
此时，等式（4）E[Yi（0）｜Di=1]-E[Yi（0）｜Di=0]=0，实验组和控制组的选择性偏差为零。特别是当样本足够


大时，基于大数定律，随机组成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样本是可比的（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14）。这意味着，随


机实验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消除个体差异，而是确保被比较的个体所形成的组是类似的，即在满足“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唯一差别在于是否接受干预，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即为干预的因果效


应。另外，对放入随机实验进行分析的数据，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以检查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否在干预实施之


前看起来真的相似。


1.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随机实验


随机实验在政策评估中的主要应用类别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其中，实验室实验是在


实验室内借助各种实验仪器设备，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所进行的控制程度较高的实验。实验室实验力求最大


限度地排除干扰因素，通过实现干预的随机分配，以尽可能消除选择性偏误，从而形成可对比的实验组和控制


组，实现对干预因果效应的准确测量（施拉姆，2005；马特尔·加西亚、旺切孔，2010；王思琦，2018）。调查实验


是借助调查问卷开展的一类实验研究，综合了问卷调查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设计（孟天广等，2015），通过向被试


发放不同版本的问卷调查来实施干预，能够保证干预的随机化，形成可对比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以得到干预因


果效应的无偏估计（布洛姆·汉森等，2015）。实地实验来源于实验经济学家对实验室实验方法的反思（罗俊


等，2015），是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从现实的总体中随机选取和随机分配被试（包括个人、家庭、机构、村


庄、社区、地区等不同单位），得到可对比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并使用真实的干预手段，进行的有控制的实验，具


有更高的外在效度和解释力（王思琦，2018）。


2.随机实验的特点


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在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及实验结论上都有不同的特点，相关对比见表 3。
第一，就实验设计而言，实验室实验需要缜密的研究设计，以尽可能避免因非现实实验环境产生的实验效


应①，为此需要通过掩盖实验目的、使用现实例子


作为干预信息、给予被试物质奖励等来模拟现实


情况（莫顿、威廉斯，2010）。如陈叶烽等（2020）
为探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医生薪酬激励制


度改革，设计了一个真实努力实验，通过让被试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纸质版血常规检查报告对相


⊥{ }Yi( )1 ,Yi( )0 ⊥Di


E[ ]Yi( )0 |Di = 1 =E[ ]Yi( )0 |Di = 0 =E[ ]Yi( )0


E[ ]Yi( )1 |Di = 1 =E[ ]Yi( )1 |Di = 0 =E[ ]Yi( )1


表 3 3类随机实验特征比较


随机实验
类别


实验室实验
调查实验


实地实验


实验设计
繁简程度


复杂
简易


简易


实验实施


控制程度


较高
一般


较低


实施成本


一般
较低


较高


存在问题


干预程度一般
干预程度较低


干预程度较
高，容易产生
伦理问题


实验结论的效度


内部效度


较高
较低


较低


外部效度


较低
较高


较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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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子版报告进行纠正，来模拟现实中医生治疗病人的情景，以考察不同基本薪酬支付方式对医疗服务供给


行为的影响。而调查实验通常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可操作性强。实地实验通常在现实环境下进行，要求研


究设计相对简单（阿尔姆等，2015），但难以研究复杂性较高、层次性较深的问题。


第二，就实验实施而言：（1）在控制程度方面，实验室实验能够较高程度地控制实验环境、时间、过程、干


预的随机分配（陈晓萍、沈伟，2018）以及其他影响结果变量的特征（如性别、年龄、专业等）（王思琦，2018），


对研究设施要求较高，如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实验的软硬件设备、实验人员的训练等（李晓倩，2019）。调


查实验对实验设施、环境和时间的控制程度较低（李晓倩等，2017），能够控制干预的随机分配，通过设计含


有不同干预内容的多种版本的问卷作为干预材料，按照某种随机分配方法（如问卷编号的单双号交替）分配


给调查的被试。实地实验控制程度较低，要求现实的实验环境、现实的被试群体和真实的干预，避免了实验


效应（卡彭特等，2005；王思琦，2018），研究更贴近现实。如安廷扬等（2021）通过一项实地实验评估了提醒


频率如何影响公民逾期缴纳房产税概率，选取了上海宝山区 1742名逾期财产纳税人作为实验的研究对象，


通过设置总共发送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两次逾期提醒信息作为干预措施，观察每位纳税人是否在 2019年 9
月 17日至 11月 18日之间支付了逾期税款。而班纳吉等（2021）则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和万隆两个城市中非


贫困、非正式工人最集中的地区选择了大约 6000个家庭作为实验被试，设定了 3种干预措施：设置大量限时


补贴、提供线上注册系统、发布 3种不同类型的基本保险信息，研究了促进国民健康保险投保的政策设计。


（2）在实施成本方面，调查实验的准备和实施所耗时间和经济成本相对最少，实验室实验相对次之。实地实


验实施成本相较最高，相关的实验设计、实施、寻找被试群体、进入特定真实的实验情景所耗费的时间和财


务成本较高。（3）在实验产生的问题方面，调查实验干预程度较低，以文字、图片、声音或图像信息等干预形


式为主（詹姆斯、范里津，2017），难以对被试进行实际激励（布洛姆·汉森等，2015），也难以产生伦理问题。


如贝克加阿尔德等（2021）的调查实验使用的干预材料包括一系列相关的简短文字和总结性文件。实验室


实验可以通过给予被试一些物质激励增强干预程度。而实地实验中真实的政策干预能为被试带来实际利


益（如资金、物资、医疗、教育等），因此，政策干预的随机分配可能会引起相关的伦理问题（莱维特、利斯特，


2009；阿尔姆等，2015）。另外，实地实验容易出现被试不遵从、缩减和相互干扰等问题（格伯、格林，2012），


可复制性较弱（莱维特、利斯特，2009）。


第三，就实验结论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实验室实验“内部效度高，而外部效度低”（施拉姆，2005；马特


尔·加西亚、旺切孔，2010；王思琦，2018）。较高的内部效度得益于其较高的控制程度及技术保障，而较低的


外部效度则归因于实验效应及被试样本的代表性较弱。实验室实验的样本以学生群体为主，其代表性较


弱，但也有研究表明，学生与网民（埃加斯、里德尔，2008）、社区公民（凯姆等，2007）的行为表现差异并不


大。对此，由于实验室实验较高的控制程度，使其可复制性较高（沃克等，2017），可以通过更换研究群体、实


验地点以及实验设计等，设置不同类型的复制研究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曾、关，1999；麦克德莫特，


2002）。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的被试选择广泛，研究结论更具代表性，外部效度较高。其中，实地实验更贴


近真实，能够得出更具理想的研究结论。但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的控制程度较低，难以排除非实验因素的


干扰，因此内部效度相对较低。


3.政策评估中的随机实验


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问题分为理论性和现实性两类，前者主要关注理论检验，后者应用于政策评估（古班，


1998；萨格登，2005，2008）。在政策评估领域，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适用于事前评估，考察相关政策或制度设计


对公民行为的影响。国外情景下聚焦于政府补助政策、品牌政策等，中国情景下聚焦于产业规制、医疗政策、


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不同领域。调查实验和实地实验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主要聚焦于政策对公民行为或感


知体验的影响。其中，调查实验在国外情景下主要聚焦于：政府培训项目、政府信息公开、政府补助等，在中国


情景下聚焦于：政府信息公开、房地产税改革等。实地实验在国外情景下主要聚焦于：移民政策、税收政策、信


息法律、教育政策等，在中国情景下聚焦于：生育政策、教育政策、房产税政策等。这 3类随机实验研究现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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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见表 4。


（二）潜在结果模型与准实验设计


现实情况下，大多数政策干预是非随机的，如政策试点的选择、政府补贴的发放、高新示范区的设立等，因


而会形成一种非随机实验，使得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选择性偏误。为解决这一偏误，准实验设计通过不


同的方式，如匹配、平行趋势假设、加权平均模拟、寻找外生的干预分配变量、决定分配的临界值等，在观测数


据中寻找可以对比的实验组与控制组，或者寻找局部的随机实验，以获得接近于随机实验的因果效应估计。


目前主要的准实验设计方法有 5种：匹配法、双重差分、合成控制、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接下来，通过潜在结


果模型来理解这 5种准实验设计方法的原理、特点并讨论其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1.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准实验设计


（1）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匹配法。匹配法是最直观且应用范围最广的准实验方法（奥蒂奥、兰尼古，2016；
霍尔特，2019）。匹配法通过找到与实验组在可观测特征变量上分布相同的控制组，形成可对比的实验组和控


制组，从而消除选择性偏误。匹配法认为，在给定的可观测特征Xi=x下，干预的因果效应为：


（14）
通过等式（14）可知，匹配法要求使用控制组后测的值来估计实验组在没有接受政策干预时的结果，这与


潜在结果模型对因果关系的定义存在偏差。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展示匹配法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形


成如下等式：


（15）
此时，匹配法满足潜在结果的条件就是：


（16）
（17）


等式（16）意味着，在给定可观测特征 Xi=x下，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没有政策干预时的结果是一致的，等式


（17）意味着，在给定可观测特征Xi=x下，实验组和控制组都接受政策干预后的结果是一致的。此时，匹配法必


须满足条件独立假设，即在给定可观测特征Xi=x下，更换实验中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所得到的政策干预的因果


表 4 3类随机实验国内外应用对比
随机实
验类别


实验室
实验


调查
实验


实地
实验


研究现状
国外情景


政府补助政策（沃尔伯格等，2018）、政府的品牌政策（凯伦斯等，2016）。


政府培训项目（阿西诺、巴特勒，2016）、政府信息公开（马盖特等，1986）、贫困家庭临时
援助（the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TANF）项目（凯泽、米勒，2020）等。


兰德医疗保险实验和俄勒冈州的公共医疗补助实验（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14；布鲁
克等，1983；芬克尔斯坦等，2012；拜克尔等，2013；陶布曼等，2014）、田纳西川的师生比
例改进计划（Tennessee 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s experitment, STAR）（芬恩、阿
基利斯，1990；克鲁格，1997）、美国MTO（Moving to Opportunity）计划（卡茨等，2001）、政
府补贴的培训计划（拉隆德，1986；奥尔等，1996）、美国的 401（k）退休储蓄计划（卡罗尔
等，2009）、墨西哥农村扶贫项目（安杰卢奇、贾科奥，2009）等；向移民儿童提供语言支
持（雅各布森，2013；雅各布森、安德森，2013）、向移民父母提供学习的手册（汤姆森、雅
各布森，2015）、税收遵从（巴迪斯顿、甘巴尔，2016；奥尔特加、斯卡塔斯奇尼，2016）、信
息法律的颁布（派萨克金、平托，2010；莱昂，2011）、丹麦的提供社会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项目（安德森、海维德曼，2021）。


中国情景


行业惩罚机制（连洪泉等，2013）、医疗改革中医生薪
酬制度设计（陈叶烽等，2020）、征地制度对征地交易
成本的影响（姜海等，2018）和税收制度的税率设计
（余莎等，2015；杨晓兰、周业安，2017）等。


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郑思尧、孟天广，2022），房地产
税改革的评估（陈力朋等，2018；刘华等，2020）等。


计划生育政策（卡梅伦等，2013），提供社会情绪学习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SEL）项目（王等，2016），房
产税政策提醒（安廷扬等，202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ωi(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ωi(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0 |Di = 1,Xi = x


+{ }E[ ]Yi( )0 |Di = 1,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或


=E[ ]Yi( )1 |Di = 0,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1 |Di = 0,Xi = x


E[ ]Yi( )0 |Di = 1,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1 |Di = 0,Xi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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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不变：


（18）
这意味着，等式（16）与等式（19）等价，等式（17）与等式（20）等价：


（19）
（20）


为此，可以利用潜在结果模型对匹配法的原理重新表述为等式（21）：


（21）
而匹配法需要满足的条件独立假设则表示为等式（16）和等式（17）。


具体的匹配方法有多种，如协变量匹配、粗糙完全匹配、马氏距离匹配、倾向得分匹配、熵平衡匹配等，其


中，倾向得分匹配是应用最广泛的匹配方法。倾向得分匹配通过函数关系将多维变量X变换为一维的倾向得


分 ps（Xi）之后，再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从而保证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多维可观测特征变量上的分布是相同


的，解决了“维数诅咒”问题（罗森鲍姆、鲁宾，1983），相关推导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 1。如汪德华等


（2019）在评估我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以下简称“义教工程”）的影响时，基于 1990年农民人均净


收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口密度、是否民族县等县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项目县


与非项目县进行匹配，缓解了项目县和非项目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的系统性差异。


（2）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双重差分。双重差分通过将实验组在政策干预前后的差异与控制组在政策干预


前后的差异进行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准实验设计中有对照组的前后测量设计（李，2016；库克等，


2002）。使用 t表示具体的时间，假设政策干预在 t=3时发生，则当 t=2时，政策尚未实施。根据双重差分的定


义，政策干预的效果可以表示为：


（22）
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展现双重差分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因本斯、鲁宾，2015；李文钊，2018，2019；


李，2016），形成如下等式：


（23）
此时，双重差分满足潜在结果的条件就是：


（24）
等式（24）也意味着，双重差分必须满足的“平行趋势”假设，即实验组没有接受干预时，它的结果变量变化


趋势与控制组的趋势一致。


为此，可以利用潜在结果模型对双重差分的原理重新表述为等式（25）：


（25）
而双重差分需要满足的“平行趋势”假设则表示为等式（26），这表明时间不会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影


响，即“时间固定效应”。


（26）
因此，在政策评估中，双重差分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如汪德华等（2019）在评估我国“义教工


程”影响的研究中，考虑“义教工程”对目标群体产生影响的年龄区间，对比了项目县和非项目县 16~20岁和


21~25岁群体之间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以此验证项目县和非项目县在“义教工程”实施之前结果变量变化趋势


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 ]Yi( )1 ,Yi( )0 ⊥Di|Xi⊥


E[ ]Yi( )1 |Xi = x ⊥Di⊥


ωi( )x = E[ ]Yi( )1 - Yi( )0 |Xi = x ⊥Di⊥


ωi = E[ ]Yi( )1 |Di = 1, t = 3 -E[ ]Yi( )0 |Di = 1, t = 2
-{ }E[ ]Yi( )0 |Di = 0, t = 3 -E[ ]Yi( )0 |Di = 0, t = 2


ωi = E[ ]Yi( )1 |Di = 1, t = 3 -E[ ]Yi( )0 |Di = 1, t = 3
+{ }E[ ]Yi( )0 |Di = 1, t = 3 -E[ ]Yi( )0 |Di = 1, t = 2
-{ }E[ ]Yi( )0 |Di = 0, t = 3 -E[ ]Yi( )0 |Di = 0,t = 2


E[ ]Yi( )0 |Xi = x ⊥Di⊥


E[ ]Yi( )0 |Di = 1, t = 3 -E[ ]Yi( )0 |Di = 1, t = 2
=E[ ]Yi( )0 |Di = 0, t = 3 -E[ ]Yi( )0 |Di = 0, t = 2


ωi = E[ ]Yi( )1 - Yi( )0 |Di = 1, t = 3


E[ ]Yi( )0 |Di = 1, t = 3 -E[ ]Yi( )0 |Di = 0, t = 3
=E[ ]Yi( )0 |Di = 1, t = 2 -E[ ]Yi( )0 |Di = 0, 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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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合成控制法。现实情况下，有很多试点政策一开始只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实


施（如杭州城市大脑、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等），从而产生样本量差异较大的实验组与控制组，且难以找到与实验


组完全类似的控制组的情况，此时可以使用合成控制法。合成控制法根据若干控制组（未受政策冲击的地区、


城市）进行加权平均或适当地线性组合，构造出一个合成的对比组，模拟没有接受干预时实验组的情况，形成


现有实验组的“潜在结果”，以尽可能消除选择性偏误，获得干预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阿贝蒂等，2010；阿贝


蒂、加德亚萨瓦尔，2003）。假设总共有 J+1个样本的结果变量变化，其中第 1个样本接受干预，其他 J个样本


不接受干预。可以观测到这些样本 T期的结果变量变化情况，用 T0表示干预实施之前的时期，因此，1≤T0<T。
对于样本 i=1，…，J+1和时刻 t=1，…，T，用 YT


it表示样本 i在时刻 t接受干预时的结果，用 YN
it表示样本 i在时刻 t


没有接受干预时的结果，这一变量难以直接观测到。考虑相关影响结果变量的特征变量 Zi，将若干控制组进


行加权平均或适当地线性组合（详细推导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 2），W表示相关的权重向量，来构造一


个合成的对比组，记为YN'
it。当 t>T0，干预的因果效应α1t为：


（27）
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展现合成控制法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形成如下等式：


（28）
此时，合成控制法满足潜在结果的条件就是：


（29）
等式（29）意味着，模拟合成的控制组的结果即为实验组在没有接受干预时的一种“潜在结果”。


为此，可以利用潜在结果模型对合成控制法的原理重新表述为等式（30）：


（30）
而合成控制法需要满足等式（29）。这一合成的控制组更好地克服了实验组和原本的控制组之间存在的


差异，拥有更高的可信度。如彭等（2020）在评估我国“大气十条”政策效果时，根据该政策的实施情况，将我国


21个省份定义为实验组，9个省份定义为控制组，采用合成控制法，合成了 21个与实验组相似的控制组省份，


以模拟实验组在不实施大气十条政策下的情况。


（4）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工具变量法。面对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工具变量法的解决


思路是，找到一个外生的影响干预的分配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创造一个随机实验。这一外生的分配变量只


会通过影响干预变量来改变结果变量，从而形成一个“干预分配变量——干预变量——结果变量”的因果链


条。假设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体现为干预的分配变量Zi，当样本被分配为实验组时，Zi=1，当样本被分配为控制


组时，Zi=0。将Di记为干预变量（与前文相同），Yi为结果变量。则工具变量 Zi构筑了一个因果反应链条，即：


“Zi-Di-Yi”。此时，政策的干预效果为：


（31）
从分配机制和行动两个维度可以将研究样本划分为 4种类型：遵从者（Zi=Di）、始终接受者（{Di=1}⊥Zi）、从


不接受者（{Di=0}⊥Zi）和排斥者（Zi≠Di）②。等式（31）中，所估计的干预的因果效应是混合 4种样本群体的结


果。但由于工具变量法需要满足排他性约束，即干预的分配变量只会通过干预变量影响结果变量，因此，将遵


从者作为目标群体，其他 3种群体排除在外。为此，等式（31）最后两项为零，干预的因果效应表示为等式


（32）：


（32）
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展现工具变量法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形成如下等式（33）：


α1t = Y
T
1t - Y


N'
1t


α1t = Y
T
1t - Y


N’
1t = Y


T
1t - Y


N
1t -{ }Y N’


1t - Y
N
1t


Y N’
1t = Y


N
1t


α1t = Y
T
1t - Y


N
1t


λ = E[ ]Yi( )1 |Di = 1 -E[ ]Yi( )0 |Di = 0
=E[ ]Yi( )1 |Di = 1,Zi = 1 +E[ ]Yi( )1 |Di = 1,Zi = 0
-{ }E[ ]Yi( )0 |Di = 0,Zi = 0 +E[ ]Yi( )0 |Di = 0,Zi = 1
=E[ ]Yi( )1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E[ ]Yi( )1 |Di = 1,Zi = 0 -E[ ]Yi( )0 |Di = 0,Zi = 1


λ=E[ ]Yi( )1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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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则工具变量法满足潜在结果的条件就是：


（34）
（35）


这也意味着，工具变量Zi作为外生变量，对遵从者群体的干预分配构成了一个局部的随机实验，满足独立


性假设，得到等式（36）：


（36）
因此，可以利用潜在结果模型对工具变量法的原理重新表述为等式（37）：


（37）
而工具变量法需要满足的独立性假设则表示为等式（36）。值得一提的是，工具变量的选取不仅要对相关


政策的背景有深刻理解，还要理解结果变量产生的过程（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09）。所选择的工具变量需要


满足 3个假设：一是，工具变量会影响干预变量；二是，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三是，工具变量只会通过干预变量


影响结果变量。如沈坤荣等（2017）在评估临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使用空气流


通系数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空气流通系数等于风速乘以边界层高度，这一指标仅取决于区域性的气候条


件等自然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当空气污染物排放相同时，空气流通系数低的城市倾向于采用严格的环境规


制工具。因此，可以相信空气流通系数只通过影响环境规制程度来影响污染排放，从而构建了一个“空气流通


系数—环境规制程度—污染排放”的因果链。


（5）基于潜在结果模型的断点回归。现实情况下，当样本的干预状态Di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变量Xi（通常称为


分配变量）是否大于（或小于）给定的临界值 c时，需要使用断点回归方法来评估干预的因果效应（因本斯、勒米


厄，2008；李、勒米厄，2010；邱嘉平，2020）。断点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临界值 c附近足够小的邻域内，实验组和


控制组的样本在分配变量Xi上的取值类似，因而具有可比性，可以形成一个趋近于随机的实验，通过比较实验组


和控制组结果变量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就可估计出干预的因果效应（特罗希姆，1984；因本斯、勒米厄，2008）。


断点回归分为精确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两者的区别在于分配机制存在差异：精确断点回归中，分配


变量Xi与临界值 c的对比可以明确样本干预状态Di的取值为{0，1}，而模糊断点回归中，分配变量Xi与临界值 c


的对比只能增加样本接受或者不接受干预的概率。两者估计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的内在逻辑存在差异，精确


断点回归估计的因果效应为该邻域内所有样本接受干预的因果效应，而模糊断点回归估计的因果效应为该邻


域内“遵从者”群体接受干预时的因果效应。


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分别展示精确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


对于精确断点回归而言，假设当分配变量Xi大于临界值 c时，样本接受干预，则分配变量Xi在临界值 c左侧


的样本进入控制组，分配变量Xi在临界值 c右侧的样本进入实验组。则假设Δ是某个趋近于 0的正数，在临界


值 c处，干预的因果效应ω为：


（38）
现用潜在结果模型展示精确断点回归的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识别：


（39）


λ=E[ ]Yi( )1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E[ ]Yi( )1 |Di = 1,Zi = 1 -E[ ]Yi( )0 |Di = 1,Zi = 1
+E[ ]Yi( )0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或


=E[ ]Yi( )1 |Di = 0,Zi = 0 -E[ ]Yi( )0 |Di = 0,Zi = 0
+E[ ]Yi( )1 |Di = 1,Zi = 1 -E[ ]Yi( )1 |Di = 0,Zi = 0


{ }[ ]Yi( )1 ,Yi( )0 |Di = Zi ⊥Zi⊥


E[ ]Yi( )0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E[ ]Yi( )1 |Di = 1,Zi = 1 =E[ ]Yi( )1 |Di = 0,Zi = 0


λ=E[ ]Yi( )1 |Di = 1,Zi = 1 -E[ ]Yi( )0 |Di = 0,Zi = 0 =E[ ]Yi( )1 - Yi( )0 |Di = Zi


ω = E[ ]Yi( )1 |Xi = c - E[ ]Yi( )0 |Xi = c = limΔ→0E[ ]Yi( )1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 -Δ≤Xi＜c


ω = limΔ→0E[ ]Yi( )1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 -Δ≤Xi < c
或


= limΔ→0E[ ]Yi( )1 | c -Δ≤Xi < c - limΔ→0E[ ]Yi( )0 | c -Δ≤Xi < c + limΔ→0E[ ]Yi( )1 | c≤Xi ≤ c +Δ - limΔ→0E[ ]Yi( )1 | c -Δ≤Xi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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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精确断点回归满足潜在结果的条件就是：


（40）


（41）
等式（40）和（41）也意味着，在临界值 c的邻域中，即区间[c-Δ，c+Δ]中，形成了一个随机实验，此时，Xi在临


界值 c处必须要连续。


为此，可以利用潜在结果模型对精确断点回归的原理重新表述为等式（42）：


（42）
而精确断点回归满足的条件是在临界值 c的邻域中，实验组和控制组形成了一个随机实验，满足等式（40）


和等式（41）。


对于模糊断点回归而言，记样本 i的干预分配变量为 Ti，则 c≤Xi≤c+Δ时，Ti=1，当 c-Δ≤Xi<c时，Ti=0，此时，


干预分配变量Ti和干预变量Di不总是相同。则在临界值 c处，干预的因果效应ω为：


（43）
模糊断点回归对干预因果效应的估计，遵循工具变量法的思路，将干预分配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形成一个


“Ti-Di-Yi”的因果链条，在遵从者群体（Ti=Di）中构成了一个局部的随机实验，得到的干预的因果效应为：


（44）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断点回归方法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有 3点要求：一是，政策造成了样本接受干预


概率的变化，以形成断点，如政策措施、自然灾害、历史事件等；二是，为保证政策干预效果的独特性，在临界值


附近，没有其他政策或者影响事件发生；三是，结果变量在临界值附近具有非连续性特点。如封进等（2020）在


评估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时，采用了模糊断点回归。将父代“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将


父代“距离退休年龄的年份数”作为分配变量，临界值则为零，将“是否办理退休手续”作为结果变量，在保证了


家庭收入、已有孩子数、配偶年龄、配偶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变量在临界值附近连续的情况下，考察我国法定退


休年龄制度下，父代超过退休年龄对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


2.准实验设计的特点


匹配法、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工具变量法、断


点回归法在模型设计、结果效度和适用范围上都有不


同的特点，相关对比见表 5。
第一，就模型设计而言：（1）在模型简易程度方面，


相比于合成控制法、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匹配法


和双重差分法的模型相对简易直观，且适用于大部分


limΔ→0E[ ]Yi( )0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 -Δ≤Xi < c
limΔ→0E[ ]Yi( )1 | c≤Xi ≤ c +Δ
= limΔ→0E[ ]Yi( )1 | c -Δ≤Xi < c


ω = limΔ→0E[ ]Yi( )1 - Yi( )0 | c -Δ≤Xi ≤ c +Δ


ω=E[ ]Yi( )1 |Xi = c - E[ ]Yi( )0 |Xi = c


= limΔ→0E[ ]Yi( )1 | c≤Xi ≤ c +Δ - limΔ→0E[ ]Yi( )0 | c -Δ≤Xi < c
= limΔ→0E[ ]Yi( )1 |Di = 1,c≤Xi ≤ c +Δ + limΔ→0E[ ]Yi( )1 |Di = 0,c≤Xi ≤ c +Δ
-{limΔ→0E[ ]Yi( )0 |Di = 1,c -Δ≤Xi < c + limΔ→0E[ ]Yi( )0 |Di = 0,c -Δ≤Xi < c }
= limΔ→0E[ ]Yi( )1 |Di = 1,c≤Xi ≤ c +Δ - limΔ→0E[ ]Yi( )0 |Di = 0,c -Δ≤Xi < c
+ limΔ→0E[ ]Yi( )1 |Di = 0,c≤Xi ≤ c +Δ - limΔ→0E[ ]Yi( )0 |Di = 1,c -Δ≤Xi < c


= limΔ→0E[ ]Yi( )1 |Di = 1,Ti = 1 - limΔ→0E[ ]Yi( )0 |Di = 0,Ti = 0
+ limΔ→0E[ ]Yi( )1 |Di = 0,Ti = 1 - limΔ→0E[ ]Yi( )0 |Di = 1,Ti = 0


ω= limΔ→0E[ ]Yi( )1 |Di = 1,c≤Xi ≤ c +Δ - limΔ→0E[ ]Yi( )0 |Di = 0,c -Δ≤Xi < c
= limΔ→0E[ ]Yi( )1 |Di = 1,Ti = 1 - limΔ→0E[ ]Yi( )0 |Di = 0,Ti = 0


= limΔ→0E[ ]Yi( )1 - Yi( )0 |Di = Ti ,c -Δ≤Xi ≤ c +Δ


表 5 5类准实验设计特征比较


准实验设
计类别


匹配法


双重差分法


合成控制法


工具变量法


断点回归法


计量模型
简易程度


简易


简易


复杂


复杂


复杂


控制其他因素


可观测特征


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


可观测特征


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


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


假设条件


较低


较高


一般


较高


较低


样本要求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低


结果
效度


较低


较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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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政策。（2）在控制其他因素方面，匹配法能够控制多个可观测特征变量，实现多维特征变量的匹配（胡安


宁，2012；古、罗森鲍姆，1993），合成控制法也是基于多个可观测特征变量进行控制组的拟合。但两者无法控


制不可观测特征变量的影响，可能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胡安宁，2012）。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能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不可观测特征变量的影响。工具变量法和断点回归法同时考虑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变


量对个体接受干预的影响。（3）在模型假设条件方面，匹配法相关假设要求不高，数据获取相对容易（王筱纶


等，2020），但现实政策难以满足可忽视的干预分配假设和稳定单位干预价值假设（布兰德、谢，2010；胡安宁，


2012）。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控制时间产生的影响（陈林、伍海军，2015），但现实情况下难以


找到满足这一假设的实验组与控制组。这是因为两组样本在没有政策干预时结果变量存在差异，就表明其他


因素对两组样本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王思琦，2018）。工具变量法则较难找到满足条件的理想的工具变量（王


思琦，2018）。断点回归法实施的假设条件需要满足：分配变量在临界值附近不能够被随意操纵，且相关特征


变量在临界值附近是平滑的。这两个假设容易满足，并能通过图示或者分布估计得到检验。（4）在样本要求方


面，相比于工具变量法和断点回归法，匹配法、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对样本的要求较高。其中，匹配法更


适用于大样本研究，这是因为匹配会使样本量急剧减少（王思琦，2018；王筱纶等，2020）。双重差分适用于实


验组与控制组都存在多个样本，且满足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设定的情况（沈艳等，2022）。合成控制法要求实验


组与控制组其他特征变量差异不大的情况，否则，可能难以合成与实验组相似度较高的控制组（沈艳等，


2022）。


第二，就结果效度而言，相对于匹配法、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工具变量法和断点回归法的研究结果效


度更高。其中，合成控制法的研究结果更透明、更客观，这是因为合成控制法是基于现实数据来确定并呈现控


制组中各样本的权重以构造合成的控制组，是一种非参数方法。同时，还可以明确地展示实验组与合成的控


制组在政策干预实施之前的相似程度，尽量减少将差异很大的地区进行对比所引起的误差（坦普尔，1999）。


工具变量法形成了一个局部随机实验，能够得到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断点回归法比其他方法更


接近于随机实验，能够得到临界值邻域内局部的平均因果效应（西斯尔思韦特、坎贝尓，1960；王思琦，2018），


估计的因果关系更真实。同时，其稳健性检验方法多样，如不同的估计方法（参数和非参数估计）、不同的带宽


设定等。


3.政策评估中准实验设计的应用


在政策评估领域，匹配法在国外情景中主要聚焦于：医院改革、儿童抚养补助、地方政府破产法规等，在中


国情景中则聚焦于：养老政策、户籍制度、教育政策、环保政策、农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双重差分法在国外情


景中主要聚焦于：就业政策、医疗补助、教育政策、卫生政策、控烟政策等，在中国情景中则聚焦于：扶贫教育政


策、环保政策、政府治理与改革、民生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合成控制法在国外情景中主要聚焦


于：控烟政策、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问责、劳工政策等，在中国情景中则聚焦于：行政区划调整、经济政策、


创新政策、环保政策、消费政策等。工具变量法在国外情景中主要聚焦于：财政政策、教育政策、民生政策等，


在中国情景中则聚焦于：医疗政策、环保政策、产业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生政策、交通运输、城市规划


等。断点回归法在国外情景中主要聚焦于：教育政策、退休政策、移民政策、免费许可证规则、法定饮酒年龄、


医疗政策等，在中国情景中则聚焦于：教育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退休政策等。目前，我国处于高质量发


展时期，政策和规则的创新、改变和实施往往提供了进行准实验设计研究的绝佳背景。这 5类准实验设计研


究现状对比见表 6。
四、结论与展望


为走向政策科学，政策评估需要实现因果推理转向。为此，本研究试图发展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科


学，重点讨论因果推理的理论基础，并基于潜在结果模型，提出一个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为政策评


估的科学性奠定基础。


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


公共管理


--116







《管理世界》


2022年第 12期


潜在结果模型遵循统计学路径，构建了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试图通过研究设计将观察研


究转变为趋近于随机实验的研究，将控制组样本的结果作为实验组样本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潜在结果”，通过


对比两组样本结果的差异得到干预效应的无偏估计。其中，随机实验设计中的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以及实


地实验都是通过对干预分配的随机化以及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来建立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有效对比。而准


实验设计则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找可对比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具体的，匹配法将实验组与控制组在相关特


征变量上进行配对来实现有效对比；双重差分法则将控制组结果在干预实施前后的变化作为实验组在没有接


受干预时结果变化的一种“潜在结果”；合成控制法通过加权平均或线性组合构造出一个合成的控制组，形成


实验组在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潜在结果”；工具变量法则是强调寻找干预过程中的遵从者群体所组成的随机实


验，来估计局部的平均因果效应；断点回归法则将临界值附近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看成是一组随机实验，来寻找


干预的因果效应。


当前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各领域政府改革、政策措施不断出台，科学评估政策


效果，对于提升政策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试


图基于其他因果推理的基础理论，来理解随机实验和准实验设计，进一步发展因果推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


关注中国近年来的重大政府改革与实践，将研究内部比较应用到不同领域的政策评估中，以推动政策科学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被试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实验中并知晓实验实施的时间，使得做出的决策可能与现实不符。


②具体地，遵从者是否接受干预取决于干预分配变量，即Zi=Di；从不接受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干预，即{Di=0}⊥Zi，排斥者是否


接受干预与其干预分配变量相反，即Zi≠Di，始终接受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干预，即{Di=1}⊥Zi。


③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金（King）；卡格莱姆（Khagram）；托马斯（Thomas）；休谟（Hume）；温希普（Winship）；索贝尔（Sobel）；


密尔（Mill）；库克（Cook）；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提伦斯（Thielens）；摩根（Morgan）；安格里斯特（Angrist）；皮施克（Pischke）；拉隆


德（Lalonde）；詹姆斯（James）；范里津（Van Ryzin）；珀尔（Pearl）；因本斯（Imbens）；鲁宾（Rubin）；范德韦勒（Vander Weele）；郭（Guo）；


弗雷泽（Fraser）；德鲁克曼（Druckma）；赫克曼（Heckman）；坎贝尔（Campbell）；斯坦利（Stanley）；史密斯（Smith）；格利穆尔（Glymour）；


霍兰（Holland）；厄尔巴赫（Erlebacher）；弗雷克（Fraker）；梅纳德（Maynard）；伍尔德里奇（Wooldridge）；施拉姆（Schram）；马特尔·加西


表 6 5类准实验设计国内外应用对比
准实验设
计类别


匹配法


双重差分法


合成控制法


工具变量法


断点回归法


研究现状
国外情景


医院改革（史密斯，1997）、儿童抚养补助（海因里希，2016）、
地方政府破产法规（艾伯特、辛格拉，2021）等。


新泽西州最低工资（卡德、克鲁格，1994）、全美医疗补助政策
（叶洛维茨，1995）、德国学校学期长度的变化（皮施克，
2007）、2011 年研究生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ACGME）工作时间改革
（迪米克、瑞安，2014）、烟草广告禁令的实施（范诺尼，2018）
等。


控烟政策（阿贝蒂等，2010）、行政区划调整政策（阿贝蒂等，
2015）、公共服务问责机制（洪，2017）、劳工政策（艾伦、奥兹
贝克莱克，2016）等。


1995 年的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卡诺努瓦等，2005；安格里斯特等，2010；2012）、明尼
阿波利斯家庭暴力实验（Minneapolis Domestic Violence Experi⁃
ment，MDVE）（舍 曼 、伯 克 ，1984）、财 政 政 策（魏 ，2020a；
2020b）、教育政策（詹金斯、亨利，2016）、独立发电立法（inde⁃
pendent power production，IPP）（乌尔佩莱宁、杨，2016）等。


教育政策（安格里斯特、拉维，1999；范德克劳，2002；霍尔拜
因、哈塞尔，2019）、退休政策（巴蒂斯廷等，2009；穆勒、谢赫，
2018）、移民合法化（克罗斯德等，2014）、免费许可证规则
（孟，2017）、法定饮酒年龄（卡彭特、多布金，2009；2011）、医
疗保险政策（卡德等，2004）等。


中国情景
基本养老保险（田玲、刘章艳，2017）、户籍制度（魏万青，2012）、“国家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汪德华等，2019）、区域生态补偿项目（徐大伟、李斌，
2015）、重点生态功能区（朱艳、陈红华，2020）、农业保险政策（郭军等，
2021）、政府科技资助政策（董静等，2016）等。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汪德华等，2019）；环保约谈（吴建祖、王蓉
娟，2019）、垃圾分类政策（何汶峰等，2022）、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孙等，
2019）、河长制（沈坤荣、金刚，2018）；腐败治理中 2013年提倡“全面从严治
党”（柳建坤，2019）、“大部制”改革（马亮，2016）、省管县政策（丁肇启、萧
鸣政，2017）；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王智波、韩希，2018）、《劳动合同法》的实
施（杜鹏程等，2018）；个人所得税减免（叶菁菁等，2017）、“营改增”政策
（范子英、彭飞，2017）、农村税费改革（周黎安、陈烨，2005）等；高新区设立
（刘瑞明、赵仁杰，2015）等。


重庆直辖市设立（王贤彬、聂海峰，2010），通货膨胀目标制（苏治、胡迪，
2015），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曹玉平，2022），“大气十条”政策（彭等，
2020），河长制（刘、谭，2022）, 绿色信贷政策（孙等，2019）等，消费券政策
（林毅夫等，2020）等。


非携带式医保（贾男、马俊龙，2015）、环境规制（沈坤荣等，2017）、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孙圣民、陈强，2017）、我国农村地区大规模改水项目（宋月萍、
张婧文，2021）、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王晓红等，2022）等。


义务教育法（刘生龙等，2016）、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林爱华、沈利生，
2020）、“营改增”政策（师博、张瀚禹，2018）、退休政策（刘利，2018；封进
等，2020；邹红、喻开志，2015；雷晓燕等，2010）、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何
文剑等，2016）、所得税分享改革（李明等，2018）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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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Martel Garcia）；旺切孔（Wantchekon）；布洛姆-汉森（Blom-Hansen）；莫顿（Morton）；威廉斯（Williams）；阿尔姆（Alm）；卡彭特（Car⁃
penter）；安廷扬（Antinyan）；班纳吉（Banerjee）；贝克加阿尔德（Baekgaard）；莱维特（Levitt）；利斯特（List）；格伯（Gerber）；格林（Green）；


埃加斯（Egas）；里德尔（Riedl）；凯姆（Kam）；沃克（Walker）；曾（Tsang）；关（Kwan）；麦克德莫特（McDermott）；古班（Guala）；萨格登


（Sugden）；奥蒂奥（Autio）；兰尼古（Rannikko）；霍尔特（Holt）；沃尔伯格（Voorberg）；凯伦斯（Karens）；阿西诺（Arceneaux）；巴特勒（But⁃
ler）；马盖特（Magat）；凯泽（Keiser）；米勒（Miller）；布鲁克（Brook）；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拜克尔（Baicker）；陶布曼（Taubman）；芬


恩（Finn）；阿基利斯（Achilles）；克鲁格（Krueger）；卡茨（Katz）；奥尔（Orr）；卡罗尔（Carroll）；安杰卢奇（Angelucci）；贾科奥（Giacomo）；


雅各布森（Jakobsen）；安德森（Andersen）；汤姆森（Thomsen）；巴迪斯顿（Battiston）；甘巴尔（Gamba）；奥尔特加（Ortega）；斯卡塔斯奇尼


（Scartascini）；派萨克金（Peisakhin）；平托（Pinto）；莱昂（León）；海维德曼（Hvidman）；卡梅伦（Cameron）；王（Wang）；罗森鲍姆（Rosen⁃
baum）；李（Lee）；阿贝蒂（Abadie）；加德亚萨瓦尔（Gardeazabal）；彭（Peng）；勒米厄（Lemieux）；特罗希姆（Trochim）；古（Gu）；布兰德


（Brand）；谢（Xie）；坦普尔（Temple）；西斯尔思韦特（Thistlethwaite）；海因里希（Heinrich）；艾伯特（Abott）；辛格拉（Singla）；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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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Based on Causal Inference: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Li Wenzhao and Xu 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bstract: The credible revolution of causal inference is having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econometrics, statistics, b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t is a different way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of experimentalism. Policy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scenario for testing causal
inference and can improve its validity by introducing causal inferenc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evelop the science of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causal inference,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consistency of different
causal inference theories, such as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internal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theory, selection bias model and causal
diagram.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unified framework of randomized experiments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and elaborates them with the case of policy evaluation, which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cientific policy eval⁃
uation. For randomized experiments, we focus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 survey experiment and field experiment. For the quasi-experimen⁃
tal designs, Matching Methods/DID/SCM/IV/RDD are mainly discussed.


Keywords: causal inference;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policy evaluation; randomized experiment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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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Based on Causal Inference: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Li Wenzhao and Xu 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Summary: Econometrics, statistics, biology and other fields are being profoundly impacted by the credible


revolution of causal inference.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several causal theories by using a variety of study methodol⁃
ogies and traditions. Through various routes, the pursuit of the same objective—a return to experimentalism—has
been achieved. Policy evaluation is a crucial scenario for testing causal inference and can enhance its validity by
applying causal inference. Traditional policy evaluation has two flaws: First, 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in the policy process. Second, it uses method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ason about a causal relation⁃
ship. To this purpose, connecting policy evaluation with causal inference is cruci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valid⁃
ity of policy evaluation.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causal inference study designs, the follow⁃
ing questions remain unresolved: (1) Why is 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 a useful tool for causal inference? (2) What
linkages exist within various study approache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s of causal inference in randomized experiments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this study returns to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causal inference. It then attempts to propose a unified frame⁃
work of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based on the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In addition, this pa⁃
per combines randomized trials with quasi-experiments by using for reference within-study comparisons,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various research designs. For randomized experiments, focus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 survey experi⁃
ment and field experiment. Emphasize Matching Method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Synthetic Control Meth⁃
ods (SCM),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and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for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The key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In the context of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randomized ex⁃
periments produce comparabl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by ensuring random assignment of interventions.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employ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matching, the 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 weighted
average simulation, searching for exogenous allocation variables for the intervention, figuring out the crucial value of
allocation, etc. Then these designs can discover comparable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or identify local
randomized experiments to get estimates of causal effects that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from randomized experiments.


This article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ly,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field of causal inference theory
research. While most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andomized and quasi- experimental de⁃
sig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designs in causal inference using the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Secondly,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field of 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Traditional policy evaluation
makes 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challenging, but this work seeks to combine causal rea⁃
son with policy evaluation and establish a policy evaluation system of causal inference to advance the study of poli⁃
cy evaluation theory.


As far a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 can first attempt to comprehend randomized experiments and quasi-ex⁃
perimental designs based on other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further the study of causal inference
theory. Second, we can concentrate on significant government reforms and practic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use within-study comparisons to evaluate policies in various domains to enhance policy science.


Keywords: causal inference; potential outcomes model; policy evaluation; randomized experiments; quasi-ex⁃
perimental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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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附录


附录1


倾向得分匹配的原理：
倾向得分是可观测特征为Xi=x的个体接受干预的概率：


ps( )Xi = x = P( )Di = 1|Xi = x


倾向得分 ps（Xi=x）之所以能够起到降维匹配的效果，是因为罗森鲍姆和鲁宾（1983）证明了一条重要结论：


条件独立假设 [ ]Yi( )1 ,Yi( )0 ⊥Di|Xi 与 [ ]Yi( )1 ,Yi( )0 ⊥Di| ps( )Xi 是等价的。


这意味着，给定Xi=x，潜在结果独立于样本的干预状态，等同于给定 ps( )Xi = x ，潜在结果独立于样本的干预状态，公式表示为：


ωi(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0 |Di = 1,Xi = x


= E[ ]Yi( )1 |Di = 1,Xi = x - E[ ]Yi( )0 |Di = 0,Xi = x


= E[ ]Yi( )1 |Di = 1,ps( )Xi = x - E[ ]Yi( )0 |Di = 1,ps( )Xi = x


= E[ ]Yi( )1 |Di = 1,ps( )Xi = x - E[ ]Yi( )0 |Di = 0,ps( )Xi = x


对所有的ωi（x）加权平均得到总体的干预效应ωi：


ωi = Eps(x)|Di = 1[ ]ωi( )x =∑
x


ωi( )x P( )ps(Xi = x)|Di = 1
其中，P( )ps(Xi = x)|Di = 1 是倾向得分为 ps（Xi=x）的单位在实验组中的比率，ωi是ωi（x）以 P( )ps(Xi = x)|Di = 1 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


综上可知，倾向得分匹配通过将多维可观测特征降为一维的倾向得分，来匹配实验组与控制组，以求得准确的政策干预因果
效应。


附录2


Y N
it 通过以下模型构建：


Y N
it = δi + θiZi + λi μi + εit


其中，δi是对所有样本相同的影响结果变量的时间固定效应，Zi是一个（r×1）向量，包含了样本 i不受干预影响的可观测变量，θi是
一个（1×r）维的未知参数向量，λi是一个（1×F）维观测不到的共同因子，μi则是（F×1）维观测不到的其他固定效应（如地区或行业等），
误差项 εit是每个样本的观测不到的暂时冲击，均值为 0。上述方程中允许观测不到的变量的效应随时间变化，且不需要限制Zi，μi和
εit之间是独立的。


为了估计 Y N
it ，可以通过控制组的样本来近似没有接受干预的实验组的样本，得到Y N'


it 。为此，考虑一个（J×1）维权重向量


W= ( )w2 ,…,wJ+ 1
'
，满足对任意的 j，wj≥0，并且w2+…+wJ+1=1，这可以使得第 1个样本的特征向量位于其他控制组样本的特征向量组的凸


组合之内，以减少因为控制组和实验组差异过大而外推带来的估计偏差。向量W的每一个特殊取值表示对第 1个样本的一个可行的
合成控制，这是控制组内所有样本的一个加权平均。用W作为权重的合成控制的结果变量就是：


∑
j = 2


J + 1
wjYjt = δt + θt∑


j = 2


J + 1
wjZj + λt∑


j = 2


J + 1
wj μj +∑


j = 2


J + 1
wjεjt


通过近似解来确定合成控制向量W，使得估计合成的控制组样本的结果变量变化情况尽可能地近似实验组样本没有接受干预前
的结果变量变化情况①。


注释


①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罗森鲍姆（Rosenbaum）；鲁宾（Rubin）。
参考文献


（1）Rosenbaum，P. B. and Rubin，D. B.，1983，“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70（1），pp.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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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big data technologies can create


an “information commons” shared by all policy stakeholders


to alleviate the corrup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long endemic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We argu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transform discrete data


first into information with clear policy purposes and then


into actionable knowledge. This process increases bureau-


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policy accura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augments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 by facilita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e substantiate our proposi-


tions through extensive field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and


citizens in a Chinese province that is using China's first


monitoring platform powered by big data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anti-poverty policies. Our stud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chains in


improving governance.


Abstract


本文研究大数据技术如何能够为所有政策利益相关者创建一


个 “信息共享域”, 从而减少贫困治理项目中普遍存在的腐败


和信息不对称的困扰。信息共享域首先将分散的数据转化为


具有明确政策目标的信息, 然后转变为可操作性强的知识。


这种转化提高了政府政策的精准性和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性,


从而增强了政府治理能力; 同时, 这种转化也有助于推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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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防腐败, 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Z省是中国最早通过建


立大数据监督平台推进贫困治理的省份。透过对Z省政府官


员和居民的大量深度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 本文证实了上述


研究观点。研究也阐明了数据—信息—知识的转化链在改善


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性。.


1 | INTRODUCTION


The growing aspiration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accentuate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welfare policies (Ding & Riccucci, 2022; McCandless et al., 2022; Riccucci, 2021). Dahlström et al.


(2013) suggest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policie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bureaucratic


capacity, defined as civil servants' competence (i.e.,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process policies, and manage allega-


tions) and reliability (i.e., the absence of corruption). Policies that require greater discretion from bureaucrats rely


more heavily on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and reli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clud-


ing income subsidies and services providing support for basic needs,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Boardman, 2014; Cortese et al., 2020; Rotberg, 2014), so bureaucratic incompetence and corruption often obstruct


the delivery of anti-poverty programs. This problem is especially seriou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invested annually to assist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 but where corruption may divert up to 85% of relief


funds away from the targeted beneficiaries (Muralidharan et al., 2016; Peisakhin, 2012; Verma et al., 2017).


Administrative in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are caused and exacerbated by knowledge disparities between aid


distributors regarding relief programs an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Banerjee et al., 2018; Elbahnasawy, 2014; Li & Walker, 2018; Wu & Ramesh, 2014).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


try is therefore critical in increasing bureaucratic capacity to implement anti-poverty programs. However, success-


fully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formation network in which information can


flow rapidly and efficiently between stakeholders. While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 can process


massive quantities of data at high speeds (e.g., Desouza & Jacob, 2017), questions remain as to whether and how this


new technology ca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s needed for poverty relief programs.


We propose that big data technologies may create an “information commons,” a virtual territory in which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ose in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citizens, can distribute and


produce information, thus overcoming the information segregation pervasive in traditional bureaucracies (Ansell &


Gash, 2018; Hess & Ostrom, 2007; Weber, 1978). This multi-party information-sharing process converts discrete


data into influential and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information and ultimately into actionable knowledge for use by


bureaucrats in processing aid (e.g., Agranoff, 2006; Davenport & Prusak, 1998). Unlike traditional common-pool


resources, the information generated in an information commons is characterized by nonrivalry (Hess &


Ostrom, 2007) because its value increases with the number of actors who contribute and extract information. An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increase not only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 by facilita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e substantiate our propositions by conducting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the pioneering big data-powered


internet plus monitoring platform (IPMP) in China, a country with a larg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and active govern-


mental anti-poverty interventions (Ang, 2016; Zuo et al., 2021). The platform integrates multifaceted data from vari-


ou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is accessible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cross bureaucratic


agencies as well as to citizens in various localities. This system serves as an information commons that allows partici-


pants to both input and retrieve information. Based on 57 field interviews with high- and local-level bureaucrats and


citizens, we find that the IPMP augments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facilitates


2 ZH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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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decreases corruption in poverty relief programs. Stakeholders who were previously


disadvantaged by information segregation are now more informed,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parties in infor-


m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cross the features of the platform has decreased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several streams of research. First, we draw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data–


information–knowledge chai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expanding upon emerging research on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by linking this research to the research on bureaucratic capacity. Recent scholars argue that “state
capacity depends o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state's knowledge about its citizens and their activities” (Lee &


Zhang, 2017, p. 118), or what Scott (2009) refers to as “legibility.” Bramborl et al. (2020) define states' information


capacity as their ability to “collect, store, retriev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on “themselves, their territories, and


their population” (pp. 175–176). This capacity is vital for c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ies, processes that


are often hampered by a lack of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actors (Agranoff, 2006). This stream


of research focuses on nation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ir citizens, however, and does not


consider the complications created by intervening bureaucracies. The emphasis of Weberian bureaucracies on orga-


nizational boundaries can result in red tape and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egregation (George et al., 2021;


Weber, 1978). Alternatively, our approach of conceptualizing the big data platform as an information commons illus-


trates that data sharing between functional bureaucracies is crucial in strengthening a state's information capacity, as


large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an be co-produced through the intra-governmental data sharing pro-


cess. This information capacity can complement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and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argued


for in recent studies as a means of enhancing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and reliability to solve large-scale problems


(Ansell & Gash, 2018).


Second, the petty corruption endemic to many welfare programs, particularly in the provision of poverty relief,


remains difficult to combat despite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is topic (e.g., Banerjee et al., 2018; Chawla &


Bhatnagar, 2004; Gans-Morse et al., 2018; Muralidharan et al., 2016; Wu et al., 2020). Unlike these prior studies,


most of which concentrate on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our research examine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utilizing


new technology. Third, the literature on big data in public affairs remains largely theoretical and primarily draws on


exampl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e.g., Desouza & Jacob, 2017; Giest, 2017; Pirog, 2014; Rogge et al., 2017). Few


studies explore how multifaceted dataset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daily governance to solve challenging problems,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ur study is also among the first to offer insights into big data usage by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insights that may be releva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2 | THE BOTTLENECKED INFORMATION NETWORK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is a “wicked problem” that transcends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ministerial areas


and eludes obvious or easily defined solutions (Lægreid et al., 2015). Therefore, the c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ti-poverty policies and the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of relief programs demand public sector coordination to gen-


erate interconnected responses acros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earch distinguishe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when studying coordination structures (e.g., Bouckaert et al., 2010; Christensen & Ma, 2020). The former


occurs between departments or agencies at the same hierarchical tier. In contrast, vertical coordination occurs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level organizations or between parent departments and specialized internal agencies.


The public can be considered the bottom tier of vertical coordination, particularly in nondemocracies without sub-


stantial voting power to influence governments. In contrast to vertical coordination, where higher authorities can


proactively harmonize the activ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features a “predominantly volun-


tary nature” because no actors can impose decisions on another (Bouckaert et al., 2010, p. 24). Adopting this con-


ceptual distinction, we arg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formation network embedded 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ZHU ET 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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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ly, the upper-level government (i.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quires information from lower levels to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policies. For instance, to properly allocate resources, the state must first identify and mea-


sure poverty across its territory and determine eligibility for receiving aid, which traditionally involves tremendous


technocratic effort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Li et al., 2019) and tests bureaucratic compe-


tence. The state then establishes funding, such as the minimum income protection fund most commonly used in


modern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nd organizes the allocation of aid to households and individuals (Bahle


et al., 2011; Clegg, 2016).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are delegated the power to release funds and assets to targeted


beneficiarie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Given tha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chemes and implementation instructions


percolates down the bureaucratic chain, vast differences across local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s can intensify ten-


sions between national policy rigidity and local flexibility, a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entails massive vertical infor-


mation exchange between layers of government (Agranoff & McGuire, 2003; Zhou, 2010).


At lower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 the vertical flow of anti-poverty resources typically depends on the action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or village officials. Poor citizens might also seek help from local officials to prepare paper-


work or open bank accounts to apply for relief. Information at this stage is crucial because applying for benefits


requires awareness of the available assistance options (Cortese et al., 2020). Only with easi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can citizens inform one another about available assistance projects and monitor others' eligibility (Gans-Morse


et al., 2018). Smooth two-way information flow also enables citizens to report corruption to higher level govern-


ments to help ensure policy execution.


Moreover, as poverty increasingly has a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relief targets include those who require


basic needs, such as sanitation, drink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Brata, 2015; Clegg, 2016; Li et al., 2019). Horizontal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uch as finance, healthcare, construction,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is indispensable for addressing these various aspects of poverty (Xu & Yu, 2019). Auditors


and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must also collec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supervise resource flows and avoid fund


leakage (Gans-Morse et al., 2018; Li, 2019). Thus,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data sharing, and integrating depart-


mental policies are essential for managing often convoluted cases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Overal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actions within government require the timely and abundant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every dyad


for the proper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and high levels of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and reliability.


In reality, ser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dyads in the network hampers multi-actor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government, the Weberian division of bureaucratic responsibilities inevitably results in the fragmente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which becomes segregated between individual bureaucrats and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the subsequent prevalence of red tape greatly undermines the speed and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George et al., 2021). Some civil servants may also exploit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o use their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for personal gain, safeguard departmental power, or embezzle public funds. Furthermore,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s incentivize civil servants to sustain or expand their dominance over information (Banerjee


et al., 2018; Li, 2019).


Outside of government, impoverished people can lose the capability to access and process relevant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as they often inhabit disadvantaged areas of society, which can complicate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assis-


tance (Cortese et al., 2020). These challenges als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 behavior by local officials,


including lying about conditions in bursary schemes and concealing or stealing from available assistance funds


(Banerjee et al., 2018). Funding leakage resulting from such behavior is one of the most pernicious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anti-poverty programs (Muralidharan et al., 2016). Citizens who slightly exceed the thresholds for assis-


tance may also attempt to bribe officials to obtain allowances to which they are not entitled. The large size of the


targeted population and the sheer magnitude of the resources involved in anti-poverty programs only intensify


these difficulties and create greater demands on bureaucratic capacity. Therefore, the success of these programs


depends upon improving information flow regarding government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takeholders.


4 ZH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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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INFORMATION COMMONS, ACTIONABLE KNOWLEDGE, AND
INCREASED BUREAUCRATIC CAPACITY


Recent studies examine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to assist with welfare delivery. Innovations such as smart cards


can help to depersonalize and standardize the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 by providing services directly to the intended


beneficiaries (Chawla & Bhatnagar, 2004; Muralidharan et al., 2016), thereby increasing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cor-


ruption opportunities in welfare delivery. Government website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may also empower the poor


with cruc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central policies, thus providing them with leverage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gainst local officials concerning their legitimate demands (Peisakhin, 2012). However, these techniques tend to


focus on enhancing the final delivery of specific relief programs and cannot provide a complete and unimpeded infor-


mation network for the generic mana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We argue that an information commons that embraces multidimensional data and simultaneously shares infor-


mation across multipl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itizens would better fulfill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eman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ata, which are raw bits of facts, can be converted to information, defined as “orga-
nized data in context”; and subsequently into knowledge, which i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under-


standing of how to use it” (Machlup, 1983, p. 641).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act as conduits that systematically


transform data stored in separat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o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rough connection, con-


textualization, comparison, and consequences (Davenport & Prusak, 1998). By linking data under different administra-


tive categories (i.e., connection), governm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complex situations (i.e., contextualization) such


as the urgent needs of individuals or the plans of other departments, conduct cross-checks (i.e., comparison) such as


individual wealth or corruption reports, and finally make judgments (i.e., consequence) such as aid eligibility or corrup-


tion investigations. Information produced in this way has policy relevance and can eventually generate knowledge


for decisions and actions (Agranoff, 2006; Davenport & Prusak, 1998).


We propose that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increase bureaucratic capacit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wo


mechanisms. First, it can increase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ion. Accur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tails bringing the right policies to the right people


(Endres, 2016). As discussed above, the information and actionable knowledge co-produced by multiple departments


allow governments to more accurately identify, assess, and verify impoverished people. The tedious coordination


based on departmental power-bargaining or uninsured horizontal participations can be standardized into im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data connection and comparison. This can greatly hasten the information flow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Pertinent units can then more efficiently act by following the information chain on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We summarize this first mechanism as follows:


Proposition 1. Information commons increase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l-


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ion.


Second, information commons increase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 by facilita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hich primarily relies on the reporting of corrupt behavior.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onnecting gov-


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allow agencies to swiftly refer corruption cases to anti-corruption


authorities. Supervisory organizations can also more easily uncover evidence of suspicious behavior and oversee the


flow of funds to prevent leakage by connecting and comparing datasets across departments. In addition, as the infor-


mation commons increase the convenience and safety of reporting corruption relative to traditional means such as


personally visiting authorities, citizens more willingly report corruption without fear of reprisals from local officials.


We summarize this mechanism as follows:


Proposition 2. Information commons decrease corruption by facilitating its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ZHU ET 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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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MPIRICAL STRATEGIES


4.1 | Contextualizing mechanisms in the case of China


We substantiate our propositions using the case of China, which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 with 99 million people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ine at the end of 2021 (Xi, 2020). “Targeted anti-


poverty” is a top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has implemented the two strat-


egies of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in poor regions and increasing the allocation of anti-poverty


funds (Freije et al., 2019; Wu & Ramesh, 2014). Both strategies require the central, provincial, and lower-level gov-


ernments (e.g., prefecture, county, etc.) to allocate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regions with large numbers of


impoverished people. For example, in 201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armarked ¥126 bill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compared to ¥384 billion from 2016 to 2019, which represents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28.6% (Ministry


of Finance, 2019). However, the scale of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and widespread corruption among officials


obstruct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candidates for relief funds and the combatting of petty corruption and fiscal


leakage by governments, particularly at the lowest level. The numbers of street-level officials involved in petty cor-


ruption and corruption proceedings have increased since 2012, indicating that corruption opportunities have arisen


from the government's generou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Zhong, 2016).


In this context, Z province, an economically less-developed inland rural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has led experi-


mentation with big data governa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rovinci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DIC),


the major anti-corruption agency under Party leadership, initi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PMP, which focuses on


managing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to safeguard basic welfare at various levels. DICs at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accordingly lead the construction and daily operation of the IPMP at their corresponding levels. Finance


departments and information offices at various administrative levels provide policy guidelines for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to participating agencies through the platform, while governments and othe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t the pro-


vincial level and below must regularly upload the requisite data using a consistent data management format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all bureaucratic data. Each government unit is also authorized to access datasets shared


by other departments to conduct data analyses or supervise misconduct. The platform thus provides a massive data-


base of information about millions of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by incorporating and linking datasets from a wide array


of sources, such as livelihood and anti-poverty programs (e.g., urban and rural recipients of the Minimum Livelihood


Allowanc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e.g., property ownership from the housing department, vehicle ownership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and impoverished citizens from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and village fiscal affairs.


For example, a prefectural DIC official stated that the platform in his prefecture included the basic datasets of


37 functional departments, which would soon be joined by 77 additional datasets from 20 departments, thus greatly


enhancing the volume of information accessible by 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Furthermore, data are linked based on


localities and citizens' identities where possible. Although still in its infancy, this provincial-level platform now meets


the big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massiveness, velocity, variety, and complexity (Desouza & Jacob, 2017).


The IPMP also serves citizens who can retrieve extensive tailored information on livelihood and anti-poverty pro-


grams as well a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who report corruption cases. All information can be conveniently access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cluding WeChat public accounts, websites, and in-house terminal equipment. Figure 1 illus-


trates the channels available for users to access the platform, and Figure 2 depicts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In conclusion, the IPMP constitutes an information commons for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depart-


ments and citizens, who contribute information to the platform while also receiving and producing information in


such a way that expands ge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e platform primarily involves transforming


raw data into information with a standardized format and contextualized with policy objectives established prior to


data collection and storage. As datasets interconnect across categories and levels, they compose a database


equipped to generate actionable knowledge. We emphasize this transformation from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i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ection.


6 ZH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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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URE 1 External and internal use of the Internet Plus Minitoring Platform. Notes: Pictures 1 and 3 are
screenshots of the platform homepages taken from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and the website for citizens' use of
the platform. The functional buttons on the pages direct users to various sections, such as concerning livelihood
policies, funds, anti-poverty information, reports, and inquiries. Picture 2 shows a terminal for people to access the
platform at a township government office. Picture 4 is a snapshot of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page as an
example of the internal use of the platform by governments that shows recipients' urban and rural Minimum
Livelihood Allowance, names, identification numbers, amounts of subsidies, and addresses. Sensitive information is
obscured. Sources: Pictures 1, 2, and 3 were taken by one of the authors. Picture 4 was provided by an interviewee
[Color figure can be viewed at wileyonline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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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Data and methods


Few prior studies have conducted fieldwork in Z province to examine how this new initiative has shaped anti-poverty poli-


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akeholders at various administrative levels. We conducted on-site interviews and observa-


tions in X county, which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low the national poverty line, from June to July 2018, and completed


supplementary interviews from March to April 2019. We conducted 48 group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more than


74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a variety of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s well as various other stakeholders. In August 2019, we


conducted another nine in-depth group interviews with primarily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residents (consisting of over


70% of interviewees in this round) to understand citizens' views of the platform (summarized in Table 1). Following


Saldaña (2015), we first read all of the transcripts and identified 305 paragraphs relevant to the big data platform. We then


numbered these paragraphs and coded each with basic interview information (e.g., date and interviewee profiles). Based


on a second round of close reading, we categorized the numbered paragraphs into 11 themes,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platform, big data management, corrup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e then reread and further coded the para-


graphs, focusing on interviewees' discussions of the obstacl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platform's role in overcoming


these obstacle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chain. Multiple independent coders com-


pared their results to reach agreement and ensure inter-coder reliability. Combining the rounds of coding, we finally exam-


ined the platform's role as an information commons that increases bureaucratic capac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5 | EMPIRICAL FINDINGS: BIG DATA-POWERED INFORMATION
COMM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5.1 | Enhancing bureaucratic competency


As argued in Proposition 1, information commons can increase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b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ion. This mechanism most strongly occurred in population


F IGURE 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 [Color figure can be viewed at wileyonlinelibrary.com]


8 ZH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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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fund management, two major step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eije et al., 2019). Before the introduc-


tion of the IPMP,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could not be accurately identified and verified in Z province, and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was inefficient,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scattered data and uncommon data sharing across


TABLE 1 Interview information summary


Category Frequency


Interview time 2018 39


2019 18


Interview location Capital city of Z province 25


X county 15


H prefecture 9


L prefecture 4


Other location 4


Interview type Group interviews 17


Individual interviews 40


Length of interview 2–3 h 12


1–2 h 10


Up to an hour 35


Government level National bureau 2


Provincial government 12


Capital and prefectural government 15


County government 25


Grassroots level 79


Others (such as IT company) 10


Administrative post Bureau (tingji) chief/deputy chief 4


Department (chuji) chief/deputy chief 16


Section (keji) chief/deputy chief 44


Others (including residents) 20


Village cadre or community cadre 52


Technician, manager, or professor 10


Organization type Government agencies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38


Finance department 11


Center of e-government 9


Anti-poverty office 4


Audit office 2


Bureau of Statistics, public affairs, and others 5


Low-level government (such as township, district, or village committee) 61


State-owned enterprises 2


Private enterprises 3


Universities 5


Note: Included in the 57 interviews are second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five important interviewees. The first four


categories (interview time, location, type, and length) a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terview, and the others a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es who provided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ZHU ET A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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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cies. Many public servant interviewees emphasized data boundaries between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s a


major hurd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iews #3, 88, 299). For example,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prefectural DIC


explained that several years ago,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intended to establish data centers to


identify impoverished people, but they could not complete this task as originally planned because of the high costs


associated with manually collecting data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despite knowing the locations of the data


(Interviews #5, 9). An associate director of a county-level Anti-Poverty Office further confirmed the difficulty of pop-


ulation identification:


To identify populations, we asked many departments to share their population data and help us verify


people's income levels… However, this apparently gave a heavy workload to these departments. One


department said they had to manually compare more than 80,000 people registered in a dataset with


their identity information and said that they couldn't help us. (Interview #98)


Thus, population identification was time-consuming (Interview #90), and some allowances were paid to unquali-


fied recipients (Interviews #121, 203). Fraudulent claim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ivelihood funds occurred fre-


quently.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received both the rural and urban basic living allowances after moving to urban


areas. The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particularly suffered from this problem of flawed claims because


it dealt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ten lacked effective ways to verify applicants'


information (Interviews #73, 84). Some people who own houses and vehicles also received anti-poverty subsidies


(Interview #63).


In addition, data shared by traditional means were segmented and outdated, which obstructed their transforma-


tion into usable information and actionable knowledge. This was particularly salient in fund management. As budget-


ary execution descended to the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departments increasingly lost control of tracking


fiscal information, such as spending detail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recipients (Interviews #39, 106, 281),


often failing to even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monitoring 10% of all programs (Interviews #54, 103). The lack


of data sharing across bureaucracies also resulted in complicated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low efficiency


because lower-level governments and departments often poorly understood policies and had to request assistance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Interview #118).


By contrast, the IPMP addressed several of these problems through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transforma-


tion. As stated in Section 4, dispersed data was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into contextualized informa-


tion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example, in a poor count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ine, basic information on more than 87,000 impoverished people, including their


urban and rural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nd pension funds, had been stored in the database (Interview #183). In addi-


tion, actionable knowledge generated by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through connection, comparison, and consequence


facilitate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impoverished citizens and more efficient fund management.


Various datasets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are connected in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by using individual informa-


tion such as IDs and names (Interviews #47, 104, 115, 118, 144, 166). Functional departments can then check appli-


cants' and recipients' income statuses against the large-scale and interconnected datasets on the platform and


compare applicants' income indicators with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derived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terviews #77, 98, 198, 241). For example, departments can compare applicants' statuses with datasets on prop-


erty, private vehicles, owning retail stores, and others to more accurately judge their eligibility (Interview #74).


Departments can also compare recipients of different allowances, such as rural and urban basic living allowances, to


prevent double claims (Interview #73). One county instituted mandatory checks of applicants' information across


datasets on the platform to verify their eligibility (Interview #90).


Connecting and comparing data on the platform produc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with clear consequences


for relevant parties. Many recipients were found ineligible and disqualified (Interviews #86, 125, 144), with one


county disqualifying 5500 recipients who claimed to b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Interview #84). An official from a


10 ZH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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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ctural auditing office said that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the platform constituted actionable evidence for his


work (Interview #142). Similarly, a street-level bureaucrat stated that tailore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


greatly assisted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o the public, as the information was rec-


ognized as clear and authoritative (Interview #149).


Information regarding funding and execution processes is also linked to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bureaucrats who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fund management. For example, electronically integrated


accounts (with smart cards issued to recipients) streamline the otherwise cumbersome coordination between


bureaus by aggregating all government anti-poverty and livelihood subsidy data. Through the integrated account and


card, county-level finance departments allocate all allowances and funds directly to beneficiaries, thus simplifying


the fiscal flow of various welfare programs from application to funds allocation. Moreover, linking departments and


their respective bureaucrats to implementation statuses and funds flows for all programs facilitates the rapid identifi-


cation of problems such as delayed deliveries or misplacement of funds, and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s can swiftly


initiate the necessary responses (Interviews #106, 118), thus enhancing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nterviewed public


servants remarked that the platform reduced their workload and pressure, allowed them to detect more unqualified


cases (Interviews #63, 73, 84), eliminated duplicate and time-consuming procedures, and solved personnel shortages


(Interviews #53, 55, 114, 124, 142, 206).


5.2 | Strengthening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Z province have suffered from rife corruption.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 discretion


and corruption and common policy ambiguities previously complicated the detection of corruption cases (Interviews


#79, 118). The high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lso produced pervasive petty corruption among


bureaucra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re family networks have great influence (Li & Walker, 2018). Some local offi-


cials forged applications for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relatives to receive subsidies (Interview #109). For example, a


community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complained that “the so called ‘low-income households’ were those who had


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Interview #154), and village cadres commonly retained subsidy


quotas for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using fraudulent documents (Interviews #79, 92, 110, 140).


However, two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 hindered effective control of corruption: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DICs and othe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personnel shortfalls in local DICs. First, while local DICs specialized in


fighting corruption, othe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d minimal power or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functional separation necessitates interdepartment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ordina-


tion, which were lacking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failure to moni-


tor fiscal programs (Interview #92). This ineffective monitoring intensified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because less


tracible spending information increased the misappropriation, embezzlement, and misuse of subsidies designated to


poor recipients (Interviews #19, 39, 80, 106, 265, 269, 281). For instance, in the Dilapidated Housing Transformation


project, some local officials stole money by splitting a single case into several cases (Interviews #18, 29).


Second, local DICs have limited personnel. One interviewee said that the typical supervision ratio for a county-


level DIC is “one supervisor for several hundred officials at the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Interview #40).


Similarly, financial departments lacked the manpower to monitor spending 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at the


township and grassroots levels (Interview #49), such that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in poverty alle-


viation were typically conducted in an ad hoc manner, with many cases unnoticed (Interview #197). Investigation


measures were also outdated. A director of a county DIC reported that “in the past, …our information analysis capac-


ity couldn't meet the needs of our anti-corruption tasks. Sometimes it took us one to two months just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237). The low efficiency also arose from


fragmented data management and subsequent difficulties connecting data. For example, the provinci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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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planned to launch a supervision platform but failed because it could not access data from other depart-


ments (Interview #105).


As argued in Proposition 2, the IPMP strengthens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misuse of bureaucratic dis-


cretion, misconduct, corruption, and fraud related to anti-poverty and other welfare programs. Several officials


described the platform as a “gripper” (zhuashou) that they can rely on to conduct their work. Local DICs, as the agen-


cies that l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now have improved access to useful datasets managed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through the platform, thus overcoming the previous frag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across


bureaucracies. Some local DICs proactively designed and built additional datasets for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one county constructed a dataset containing basic information on public serva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the main supervision targets.


Connection and comparison of data through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can als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use in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For example, local DICs may connect data on public servants with those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check if officials receive subsidies through their relatives (Interview #78), which allows the differentia-


tion of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from corruption. Although information generated through connection and comparis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corruption, it is useful for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150).


This information can provide actionable knowledge capable of yielding visible consequences for corruption inves-


tigation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latform, one county DIC uncovered more than 20,000 instances of suspi-


cious behaviors indicative of petty corruption (Interview #76) by cross-checking datasets on the platform. Another


county found 24,000 instances of potential corruption, and prefectural-level DICs yielded many additional instances


(Interviews #41, 238). Once informed of suspicious behaviors, local DIC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into different types,


focusing on investigating major cases themselves and requesting rel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o handle minor


cases given the high case volume (Interviews #76, 126, 236). In addition, some local DICs re-designed organizational


procedures to effectively handle suspicious cases found from the platform (Interviews #99, 228).


Thus, the convenient and rapi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greatly alleviated


manpower issues for local DICs. The platform allows corruption cases to be more easily, promptly, and comprehen-


sively uncovered, verified, and addressed by local DICs an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identi-


fication and penalization of more corrupt officials (Interview #185). As stated by a prefectural DIC officer,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we penalized 139 government officials after uncovering suspicious problems through data compar-


ison by using the platform” (Interview #50). One county reported that the platform had saved more than RMB 50 mil-


lion by uncovering misuse of funds and misconduc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iew #180). Over 2200 households


were disqualified from the rural and urban Minimum Livelihood Allowance, where petty corruption was most likely


to occur (Interview #86), and many corruption cases that origina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were solved.


The big data platform also enhanced the capacity of local DICs to prevent corruption by standardizing the sub-


sidy application procedure, which left fewer opportunities to misuse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ing an application on the platform begins with an assessment of the applicants' qualifications, but previous


neglect of such evaluations created many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One official reported reduced rates of steal-


ing subsidies with forged document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latform (Interview #110). Local DICs also used


the platform to analyze critical procedures where corruption and loopholes frequently occur to design preventive


measures (Interview #82).


Sensing that the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uncover corruption, many recipients of fraudulent subsidies indepen-


dently returned them (Interviews #182, 244), and instances of fake recipients exploit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were


greatly reduced (Interviews #110, 132). Townships and counties now have more difficulty embezzling funds from


upper-level governments because of more transparent fiscal information (Interview #116). As a result, complaints of


corruption to local DICs and major cases have greatly decrease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latform (Interviews


#80, 170, 228, 232). Grassroots officials have also increasing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fairness in delivering


services (Interview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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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Summary


Table 2 summarizes the causal mechanism of how the big data information commons brought higher bureaucratic


capacit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Z province. Anti-poverty policies suffered from low efficiency and prevalent petty


corruptio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latform, which was caused by poor data management and bureaucrats'


limited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ertin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latform elimi-


nated information segmentation between bureaucracies and allowed various departments to contribute their data to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in a consistent and connectable format. This contextualized data into information and facil-


itated further transformation into actionable knowledge through connection, comparison, and consequences. This pro-


cess increased the accuracy of popu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strengthened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The platform also extended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to citizens who can now better access policy information,


inte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e in and benefit from relief programs. As evidence of its popularity among


citizens, interviews consistently showed that the platform attracted many users at various localities (Interviews #50,


295, 304), with the official provincial WeChat account attracting more than 3.4 million followers and registering more


than 1.1 billion clicks from various channels (Interview #248). The disclosure of anti-povert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latform greatly increased the volume of citizens' inquiries, such as asking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to explain the


TABLE 2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efore platform introduction:
Bottlenecked information network
between bureaucracies


After platform introduction: Information
commons shared by all policy
stakeholders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Low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e.g.,


in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pulation,


misallocation of aids, inefficient fund


management)


*Unavailable, incomplete, and


unstandardized data on population and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departments with often failed manual


collection of data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Little transformation from data to


information/knowledge


High bureaucratic competence (e.g.,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pulation,


efficient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of


fund management)


*Connection: connected recipient data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fund flow


information shared across


bureaucracies; integrated account


aggregated all policies and subsidies


*Comparison: verified recipient eligibility


by cross checking datasets


*Consequence: strong evidence of


fraudulent claims; disqualified ineligible


recipients; uncovered and addressed


problems in fund management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 Highly prevalent petty corruption,


misconduct, and misuse of funds


*Division of labor caused minimal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DICs and


othe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DIC personnel shortages imped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rruption


supervision


*Difficulty identifying suspicious behaviors


and collecting evidence of corruption


*Costly data collection and greatly


constrained transformation to


information/knowledge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DICs


strengthened capacity to investigate


and prevent corruption


*Connection: connected public servants'


data with that of family members to


detect fraud subsidies; DICs had access


to data of other departments


*Comparison: cross checking datasets


uncovered potential instances of


corruption; fund flows were closely


supervised


*Consequence: better designed actions/


measures to investigate and prevent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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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subsidies and programs. In addition, more prompt responses to inquiries and complaint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monitoring platform reduced the likelihood that impoverished citizens fail to receive subsidies (Interviews #118,


135, 176, 292). Citizens could also compare their information, such as with neighbors or village cadres in their localities,


and evaluate if they were treated fairly (Interviews #288, 290, 303), and could report suspicious cases to local DICs


through the platform's reporting function. As several village interviewees commented, this reporting channel better


protected the reporters' privacy and decreased the risk of retaliation (Interviews #124, 131, 150, 242).


Mor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ngagement with citizens reduc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bore the costs


of learning about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ir administrative burden, which is the degree to which individuals find pol-


icy implementation onerous (Herd et al., 2013; Moynihan et al., 2015). Citizens could more rapidly and conveniently


obtain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whereas they previously had only limited knowledge of policies, and acquiring


information could be very time-consuming (Interviews #17, 135, 284). Many people mentioned that the platform


increase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policies and their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y also perceived


greater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fair treatment (Interviews #45, 87, 156, 204, 288).


6 |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rough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the big data-powered IPMP in Z province of China, we demonstrate that an infor-


mation commons shared by all stakeholders can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crease bureaucratic capacity


to deliver anti-poverty programs in developing reg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adoption of new tech-


nology infrastructure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public management from traditional paper-filing to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via integrated data flows across departments, particularly for “wicked problems” that


increasingly dem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address (Agranoff, 2006; Ansell & Gash, 2018; Rogge et al., 2017).


This integration, largely realized through connection, comparis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of formerly scattered data,


ease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within bureaucracies, which are often confounded by complex jurisdic-


tional matrices. By sharing information across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the government can build broader and


deeper knowledge regarding policy issues to facilitate decision-making more effectively than by retrieving data only


from individual departments (Davenport & Prusak, 1998; Lee & Zhang, 2017). Developing more detailed and accu-


rate profiles of citizens allows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closer partnerships with them and better tailor public ser-


vices to citizens' needs (Bertot et al., 2010; Heikkila & Isett, 2007). Our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a prominent


discussion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regarding whether and how big data can be translated into knowl-


edge (Hesse et al., 2015). The examination of this relatively success story also responds to growing calls for posi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at can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big data platforms increase the economy, effi-


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bjectives and can be useful for other governments to assess their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to use big data (Douglas et al., 2021; Klievink et al., 2017; McDonald III et al., 2022).


Nevertheless,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actionable knowledge on big data platforms depends on the


bureaucracy operating these platform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PMP of Z province is driven by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solution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eliminate poverty. This top-down


political will creates a forceful policy “wind” (Zweig, 1985)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aligns the goals of various gov-


ernment agencies (van der Voort et al., 2019). Witho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 and anti-poverty


campaigns,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may not prioritize the same goals, and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i.e., DICs) may have insufficient authority to coordinate interdepartmental work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o share


data across geographic and bureaucratic boundaries. Concerns therefore remain about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this policy experiment.


At the local level, the platform is designed to counter petty corruption in lower-level governments, but whether


and how to punish corrupt officials remains the dec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platform can exert little leverage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higher-level authorities (e.g., Zhu, 2022). As van der Voort et al. (2019) argue, the 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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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alytics to improve decision making depends on both the information logic, which is the viewpoints gener-


ated from data, and the decision logic, the viewpoints of decision makers.


At the managerial level of the platfor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PMP also depends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data management. High bureaucratic capacity requires timely updating and maintenance of data, but updating


data on the platform can take up to several weeks, and subsequent data verification is not guaranteed. In addition,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till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IPMP, and some data from participating departments


remain missing. These factors may decrease the accura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roduce contradictory results


during data comparison.


At the societal level,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on big data platforms create privacy concerns


(Mergel et al., 2016). Many states have adopted transparency initiatives, often governed by a host of privacy regula-


tions, to buil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round their use of public data (Desouza & Jacob, 2017). We observed


some privacy concerns during our fieldwork that deserve further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To conclud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e-governance and big data in public affairs. Using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we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d focus


on how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rough data sharing by relevant stakeholders may improve


bureaucratic capacity. Our in-depth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an inter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logic


and decision/organizational logic. Information commons not only enable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reflect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purposes (Agranoff, 2006). The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g., through the “4C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depends o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that are beyond the virtual


scope of the platform (Margetts, 2005), suggesting the need to reconcil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big data applications.


As our findings are based on a single case study, they may only represent localities with similar bureaucrat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When systematic data are available, the effects of an information commons on poverty allevia-


tion, anti-corruption, and other policy areas could be more rigorously quantified and tested in the future. We also


propose two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irst, our case shows that a big data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enhanc-


ing bureaucratic capacity, may enhance citizen-centric values, such a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study social reactions to the platforms by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roles played by the public, such as


welfare recipients, e-government participants, and data subjects (Dawes, 2008; MacLean & Titah, 2022;


Wenzelburger et al., 2022). As digital governance expands,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comes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ensuring th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Chen & Hsieh, 2009). More research on measures to increase digital


inclusion and equity (as a component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equity) is therefore needed (McCandless et al., 2022;


McDonald III et al., 2022; Stokan et al., 2022).


Second,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logic and decision


logic. It remains unclear why and when richer and broad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re used (or not used) by deci-


sion makers. Studies also debate whether virtual organizations on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s can significantly change


bureaucratic processes (Agranoff, 2006; Hood, 2008). Some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bureaucratic knowledge man-


agement is mo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values than to objective data derived from big data analy-


sis (e.g., Rowley, 2007; van der Voort et al., 2019); others show that significant bureaucratic changes may be created


by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ye, 2017). Future studies should shed light on this debate by examining big data


platform practices through the len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 data from multiple countries,


scholars could also prob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two types of logic may be mutually bene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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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引言

官僚能力被定义为公务员的能力（即做出决定、处理政策和管理指控的能力）和可靠性（即没有腐败）。扶贫计划的实施，包括收入补贴和为基本需求提供支持的服务，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所以官僚机构的无能和腐败常常阻碍反贫困计划的实施，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援助分配者之间对援助计划的知识差异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并加剧了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因此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于提高官僚能力、实施反贫困计划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发展信息网络来让信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快速且有效地流动。虽然大数据已经证明它可以高速处理大量数据，但仍然存在这项新技术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建立扶贫计划所需信息网络的问题。

本文提出大数据可以创造一个“信息共享域”（information commons），包括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公民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这样一个“虚拟的领土”中分发和产出信息，从而克服传统官僚机构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信息隔离问题。这种多方信息共享过程将分散的数据转化为有影响力和系统组织的信息，并最终转化为援助运作过程中官僚使用的可操作知识。这种信息共享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效率来提高官僚机构的能力，还可以通过促进调查和预防腐败来提高官僚机构的可靠性。

通过对中国领先的大数据驱动互联网+监督平台 (IPMP) 这一案例进行深度研究发现，该平台整合了政府各部门的多方面数据，可供各级政府官员、跨官僚机构和各地公民使用并允许参与者输入和检索信息，并能够提高贫困识别和验证的精准性、促进官僚协调并减少扶贫项目中的腐败。这样能让以前由于信息隔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更加了解，并使各方参与跨平台功能的信息和知识生产，从而减少了腐败滋生。


02扶贫信息网络的瓶颈

为在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相互关联的反应，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救济计划的实施和管理需要公共部门的协调。研究表明协调结构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前者发生在同一层级的部门或机构之间，而后者则发生在上级和下级组织之间或者上级部门和专门的内部机构之间。公众可以被视为纵向结构的最底层，特别是在没有实质投票权来影响政府的非民主国家。纵向协调中上级权威可以“主动”协调地方政府的活动，而横向协调则大多数更具“自愿”属性，因为任何行为者都不能将决策强加于他人。本文采用这种概念，区分在扶贫的纵向和横向协调中嵌入信息网络的发展。

纵向来看，上级政府（即中央政府）需要下级政府的信息来制定和实施政策。鉴于有关计划和实施指示的信息沿着官僚链向下渗透，地方和行政级别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加剧国家政策刚性与地方灵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大量垂直信息交换。在较低级别的行政部门，扶贫资源的垂直流动通常取决于街头官僚或村干部的行动，他们能够帮助公民进行援助申请和举报腐败。而在横向上，随着贫困的定义越来越多，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对于解决这些救济对象的多维贫困是必不可少的，审计工作者和反腐败机构还必须收集必要的信息以监督资源流动并避免资金泄漏，因此，相互沟通、数据共享和整合部门政策对于管理经常错综复杂的横向协调事务至关重要。总而言之，政府内部的纵向和横向互动需要每个政府部门之间及时和丰富的信息流动，以实现适当的官僚自由裁量权和高水平的官僚能力和可靠性。

实际上，在政府内部，网络结构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多元参与者的交互，为官僚滋生腐败创造了空间；而在政府外部，贫困人口通常因其位居社会弱势地位而失去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致使其身份识别和援助变得复杂，由此引致的资金贪污流失成为反贫困计划失败最致命的原因之一，因此亟待在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改善有关政府流程和绩效的信息流。


03信息共享域、可操作的知识和官僚能力提升

本文认为，包含多维数据并同时在多个政府部门和公民之间共享信息的“信息共享域”将更好地满足扶贫中的信息和知识需求。作为原始事实的“数据”可以转换为信息，即“组织数据情景化”；随后转化为“知识”，即“信息的吸收和对如何使用它的理解”。“信息共享域”可以充当管道，通过连接（connection）、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比较（comparison）和结果（consequences），将存储在不同政府部门的数据系统地转化为信息和知识。

本文提出“信息共享域”可以通过两种机制提高官僚机构在扶贫方面的能力。首先，它可以通过提高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和协调效率来提高官僚能力。准确的政策实施需要将正确的政策应用于正确的对象。如上所述，多个部门共同生产的信息和可操作的知识使政府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评估和验证贫困人口。基于部门权力交易或无保险横向参与的繁琐协调可以通过数据连接和比较标准化为非个人沟通，从而极大地加速纵向和横向协同的信息流动，使相关部门可以通过遵循信息共享上的信息链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故将该机制总结如下：

命题1:“信息共享域”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准确性和协调效率来提升官僚能力。

其次，“信息共享域”通过促进腐败的调查和预防来提高官僚机构的可靠性，这主要依赖于腐败行为的报告。信息共享中连接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使各机构能够迅速将腐败案件提交给反腐败机构。监管机构还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可疑行为的证据，并通过连接和比较跨部门的数据集来监督资金流向以防止贪污泄漏。此外，与亲自访问当局等传统方式相比，信息共享增加了举报腐败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因此公民更愿意举报腐败，而不必担心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故将该机制总结如下：

命题2：“信息共享域”通过促进调查和预防来减少腐败。


04实证策略

4.1 中国的情景化机制

“精准扶贫”（Targeted anti-poverty）包括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加大扶贫资金投入两大战略，但都需要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如地市、县等）向贫困人口进行资源倾斜。然而，贫困人口的规模和官员腐败的普遍存在成为了阻碍基层政府精准识别受助者以及打击“微腐败”和财政贪污的突出问题。

在此背景下，Z省作为中国中部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农村省份，率先开展了大数据扶贫治理试点。作为党领导下的主要反腐机构，省纪检委启动了IPMP建设，重点管理扶贫资金，保障各级基本福利，市、县城管部门相应牵头本级IPMP的建设和日常运行，各级财政部门和信息办公室通过平台向参与者提供信息公开政策指引，而省级及以下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必须使用统一的数据管理格式定期上传必要的数据以促进所有官僚数据的整合，每个政府单位也有权访问其他部门共享的数据集，以进行数据分析或不当行为监督。因此，该平台通过整合多方来源的数据集，首次提供了一个包含数百万人信息规模的庞大数据库。IPMP 还为公民提供服务，他们可以检索到关于民生保障和扶贫计划以及政府政策的广泛定制化信息并举报腐败案件，所有信息均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内部终端设备等多种渠道便捷获取。下方图1说明了用户可以访问该平台的渠道，图2描述了它的结构和功能。

总之，IPMP为包括政府部门和公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他们向平台贡献信息，同时也以扩大地理和行政边界的方式接收和生产信息。该平台主要涉及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具有标准化格式的信息，并与数据收集和存储之前制定的政策目标相结合。由于数据集连通了跨类别和级别的数据，它们构成了一个数据库，可以生成可操作的知识。作者在实证研究结果部分强调了这种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变。

[image: IMG_259]

图1 IPMP平台的外部和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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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台结构及功能

4.2 数据和方法

当前鲜有研究在 Z 省进行实地调查以检验这项新举措如何从不同行政级别的利益相关者角度来塑造扶贫政策。课题组先后于2018年和2019年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X县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最终完成了共计57次访谈（下图表1）。作者在访谈文本的第一轮阅读中识别出了305 个与大数据平台相关的段落并采用基础采访信息对每个段落进行编码；在第二轮细读的基础上，将编号段落分为 11 个主题并进一步对其编码，重点关注受访者对扶贫障碍的讨论以及平台在克服这些障碍上的作用，特别是在“数据-信息-知识”转化链方面，并由多个独立的编码员相互比较结果以达成一致来确保信效度，最终结合多轮编码考察了该信息共享平台的作用，并证明其的确提高了扶贫的官僚能力。

表1 访谈信息总结

[image: IMG_261]


05实证研究结果：大数据驱动的信息共享在扶贫中的作用

5.1 提升官僚能力

如命题1所述，信息共享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准确性和协调效率来提高官僚能力。这种机制最强烈地出现在人口识别和资金管理这两个主要的扶贫步骤中。人口识别非常耗时并且资金容易被用于不符合资格者；而资金管理中，数据在传统共享方式下的分隔与陈旧问题阻碍了它们向可用信息和可操作知识的转化。相比之下，IPMP 通过“数据-信息-知识”转换解决了其中的几个问题。在监督平台的建立过程中，分散的数据被系统地收集并被组织情景化。此外，信息共享域通过连接、比较和结果输出的可操作知识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提高了资金管理效率。

5.2 加强反腐倡廉

自由裁量权和腐败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常见的政策模糊性使得腐败案件的侦查变得复杂。然而，两个组织制约因素阻碍了腐败的有效控制：纪检委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和地方纪检委的人员短缺。首先，虽然地方纪检委专门负责反腐败，但其他涉及扶贫的职能部门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力或责任微乎其微。其次，地方纪检委的人力资源有限。

如命题2所述，IPMP 加强了对与反贫困和其他福利计划相关的滥用官僚自由裁量权、不当行为、腐败和欺诈的调查和预防。监督平台通过数据的连接和比对可以为腐败调查提供更多信息，还可以提供能够产生可视化结果的可操作知识用于腐败调查。因此，信息共享平台方便快捷的信息处理能力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反腐败机构的人手不足问题。大数据平台还通过规范补贴申请程序，增强了当地纪检委预防腐败的能力，减少了在扶贫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因此，自该平台推出以来，当地纪检委和重大案件的腐败投诉大大减少，基层官员也越来越意识到公平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5.3 总结

下图表2总结了大数据信息共享如何为 Z 省扶贫带来更高官僚能力的因果机制。在引入平台之前，反贫困政策效率低下、“微腐败”盛行，这是由于数据管理不善以及官僚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利用有限造成的。该平台的建立消除了官僚机构之间的信息隔离，并允许各部门以一致和可连接的格式向信息共享提供数据，将数据情境化为信息，并通过连接进一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知识进行比较输出结果，这一过程提高了对象识别的准确性和官僚协调的效率，加强了对腐败的调查和预防。该平台还将信息共享扩展到公民，使其更好地获取政策信息、与政府互动、参与救济计划并从中受益。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接触度降低了公民了解相关政策的成本和行政负担，并提高了他们的政策满意度。

表2 扶贫中的“数据-信息-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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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 Z 省大数据驱动的 IPMP 的深入案例研究，证明了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的“信息共享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提高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官僚能力。结果表明，政府采用新技术基础设施有可能通过集成数据的跨部门流动将公共管理从传统的纸质归档转变为信息和知识生产，特别是对于越来越需要协作治理来解决的“棘手问题”，这种整合主要通过将以前分散的数据进行连接、比较和情景化来实现，简化了官僚机构内部的纵向和横向协调。研究揭示了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关于大数据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知识的重要讨论，有助于了解大数据平台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目标的经济性、效率和有效性，为其他政府应用大数据提供借鉴参考。

然而，大数据平台上的信息和可操作知识的生产取决于操作这些平台的官僚机构。在国家层面，Z省IPMP的建设是由中央反腐倡廉、脱贫攻坚这只“看不见的手”带动的。而若没有中央政府的“政策东风”，地方政府很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共同目标，纪检委亦可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协调各部门，故这项政策实验的长期可持续性仍然存疑；在地方层面，该平台旨在打击地方政府的“微腐败”，但是否以及如何惩罚腐败官员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决定，且对高层腐败几乎没有影响力；在平台的管理层面，IPMP未来的发展也取决于数据管理的整体质量，数据的更新维护制约着数据比较结果和政策实施精准度；在社会层面，大数据平台上信息生产和使用引发的隐私问题值得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关注。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通过将国家信息能力与官僚能力联系起来对既有研究进行拓展，并强调“数据-信息-知识”转化链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其次，不同于诸多既有研究聚焦于从基础制度设计上来打击扶贫中极易滋生的腐败，本研究侧重考察如何利用新技术予以解决。第三，关于公共事务大数据的理论性研究较多，且案例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将其应用于日常治理尤为缺乏，本研究也是最早提供对中国政府大数据使用情况考察的研究之一。

本研究仅基于个案，故可能仅代表官僚和经济结构相似的地方，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本研究的案例表明大数据平台除了可以增强官僚能力外，还可以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未来的研究应通过考虑公众扮演的不同角色进一步研究社会对平台的反应；其次，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信息逻辑和决策逻辑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从信息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审视大数据平台实践进而阐明针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争论，还可以借助来自多个国家的数据探讨两种逻辑互利共生的条件。

声明


本期海外版块以增进学术交流为目的，编译内容代表志愿者编辑对文章的理解，本期推文已取得原文作者授权，如果您对于此文的编译词汇或内容有更好的理解，欢迎各位读者留言。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点击阅读原文输入“e6cr”即可获取原文的PDF版。

文章来源：

Zhu, J., Xiao, H., & Wu, B. (2022). From big data to higher bureaucratic capacity: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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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cross checking datasets
uncovered potential instances of
corruption; fund flows were closely
supervised

*Consequence: better designed actions/
measures to investigate and prevent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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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及构建路径： 
一项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 *


金	红	磊


［摘  要］  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建


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


障。运用社会质量理论分析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发现社会发展是推进和提升社会保障质量


的基础和保障，社会保障质量高低影响和制约着公民个体质量和社会整体质量。从社会经济保障、


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四个维度分析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体系内容基础上，从政策制定、公


民权利、价值理念等角度提出建立防冲击机制，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缩小


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推进全民参与与增能，践行社会权利均等化；增进社会信任，树立共享价值观，


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等路径，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社会质量理论；包容性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22）11-0074-07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困境儿童福利可及性及制度建设研究”（编号：18BZZ031）；国家社科基金专项
委托项目“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讨”（编号：22VMZ016）；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
队引领计划项目“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2022QNYL21）


　	作者：金红磊，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北京	 100081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支柱。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发挥推动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


功能，建立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概念，指


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完善互惠共济


功能，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完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1］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兜底线、织密


网、建机制，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2021 年 8 月，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22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


康托底”。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人


民、时代、国家、民族和世界的视野，围绕社会主要矛盾


转变，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和人民至上理念，通过实施乡


村振兴、精准脱贫、共同富裕等顶层设计战略，推动高


质量发展。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共同富裕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有力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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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对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国


民收入再分配优势，保证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通


过第三次分配为缩小收入差距，有力推动共同富裕建


设进程。


对于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学者们从经济学、管理


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作出阐述。有学者认为


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评价指标包括：“一是社会保障是


否全覆盖；二是社会保障能否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三是社会保障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四是社会保障体系


是否完善；五是社会保障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六是社


会保障各主体是否权责清晰”；［3］社会保障制度优劣可


从三个维度“能否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能否促进社会


公平；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来衡量；［4］高质量社会保


障体系“要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


持续的发展”，从追求社保规模的“量”向结构的“质”


转变，“不仅要重视量的增长，还要重视社会治理的完


善，从粗放式管理转向集约式管理；从简单的扩充型向


法制的内涵型管理转变”；［5］高质量社会保障要求高质


量的社会保障供给，包括高质量供给方式（与市场的混


合程度）、高质量供给比例（社保支出占 GDP 和工资的


比例）、高质量供给方案（包括非缴费型制度在内的激


励性与可及性等）；［6］还有学者从社会保障活动经济


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来分析社会保障质量，


认为社会保障资源配置效率需要“优化社会保障行政


管理体制和经办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服务价格形


成机制及合作机制、建立社会保障运行评估机制”等


来实现。［7］


综上，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从微观上表现为人人


均享有社会保障、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问题；从中


观上表现为强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有效


整合；从宏观上则表现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和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即是指有效


应对人类各种风险的覆盖人群广泛、制度体系完备、权


责结构清晰、基金保障充分，有效兼顾公平与效率、权


利和义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实现社会


保障制度充分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制度质量、


体系质量、服务质量和立法质量、发展质量兼具的制度


安排体系的总称。［8］


社会质量①理论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的社会理论之


一，为我国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展开相应理论


框架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帮助。通过在社会质量


理论视域下尝试从四个维度阐释高质量社会保障体


系的内容并提出构建路径，拓展社会质量理论对中国


实际问题的解释力，希冀对于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公民个体质量和社会整体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二、社会质量理论与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的


契合性分析


（一）社会质量理论与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契合


性分析


学者们把“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作为社会


政策分析的立脚点之一。［9］1997 年，沃尔夫冈·贝克提


出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


入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来衡量社会质量高低”，［10］这


与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目标和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具有契合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对生活的质量的研


究大都集中在个人层面；之后，研究者开始尝试从社会


层面进行研究。生活质量研究侧重于生活质量研究把


社会视角引入，将个体置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


系中加以分析，是生活质量研究向人的社会性本质的


回归，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了解社会变革的分


析工具和评估公共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在贝克看来，社会质量是“公民在能够提升其福利


状况和个人潜能的前提下，参与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和


文化生活的程度”。［11］总体而言，该理论倡导福利社会


基础上的可持续性发展，其逻辑起点在于“消除正式的


系统世界（系统、制度、组织）和由非正式的生活世界（家


庭、社区、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


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期提高社会整体的质量并实现个


人福利和潜能的平衡”。［12］其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发展观，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谋求


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通过完善经济保障，提升个体


能力，提高社会包容程度，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社会”。


社会质量由条件性因素、构建性因素和规范性因


素三部分构成（如图 1 所示），在条件性因素的四个维度


中，社会经济保障反映社会为公民生存和发展提供资


源的可及性、公平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社会包容强


调社会成员获得制度和社会关系支持的可能性及程度，


聚焦公民在社会保障、就业机会、教育医疗资源和社会


参与的可得性与融入状况；社会赋权强调成员参与社会


生活的范围、权利与能力，以及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秩


序、社会结构提高个体能动性的程度；社会凝聚②强调以


①	在中国对社会质量的研究中，王沪宁教授早在 1989 年提出
可从物质性的指标和价值性的指标来测量社会质量，其中物质性指
标包括：（一）历史发展的道路；（二）经济发展的水平；（三）人口；（四）
沟通；（五）教育；（六）文化；价值性指标包括：（一）整合；（二）自主；（三）
自律；（四）稳定；（五）适应；（六）开放。引自《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
治秩序》，载于《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


②	有关社会凝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迪尔凯姆。迪尔凯姆通
过研究发现了社会失范的根源，并在其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提
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在分工论中提到考察个人人格社
会团结的问题，“为什么个人越自主，他就会越来越社会？为什么个
人在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发紧密？”迪尔凯姆认为
随着社会发展和分工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陌生人之间的
互动也随之增加，有机团结社会形成，信任感和认同感逐渐成了社会
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向心力。［法］埃米尔·涂尔干 . 社会分工论 . 渠
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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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社会整合为基础形成的集体价值观和认同，［13］


主要通过代际团结、 社会网络和信任、社会资本等用于


衡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信任关系、程度与类型。


图 1 社会质量理论中条件性因素、公民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


社会质量理论与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具有高


度契合性。社会保障质量、公民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


三者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一方面，社会发展是高质


量社会保障建立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经济保障和


社会赋权是社会系统的支持要素，为高质量社会保障


体系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


更聚焦社会系统向社会保障体系的增能，为高质量社


会保障体系提供政策环境支持和机制保障。另一方面，


社会保障质量影响和制约公民的个体质量和社会整体


质量。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包容推动公民个人价值的


自我实现；社会赋权和社会凝聚则通过合法性赋予和


体系保障来推动高质量社会社会保障建立，促进社会


质量整体提升。


（二）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


在推动共同富裕伟大进程的宏观背景下，立足于


中国国情和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时代需求，结


合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的实际，充分体现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个人


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视域的社


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四个维度


来分析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见表 1）。


1. 社会经济保障维度


社会经济保障维度是对公民个人基本生存和生活


的保障，是促进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


包括社会保障规模、社会保障水平、基本经济保障、基


本生活维持等。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是在社会经济发


展稳步增长基础上，再保证社会保障规模适度、社会保


障水平稳步提升，从而实现对公民基本生存和生活保


障，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的适度性、公平性和可持


续性。除外界帮助，社会保障的目标还要求公民个人


能够依靠自身维持正常生活和抵御突发风险，这就需


要审视对个人的基本经济保障水平和基本生活维持状


况，即包含对于最低工资标准、个人可支配收入、住房


状况、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威胁的感知度。


2. 社会包容维度


社会包容考察多样化结构和制度完善、社会关系


的可及性以及公众获得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度，主


要涵盖高质量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融入、健康服务覆


盖范围、教育系统和服务融入、社区服务融入等内容。


社会包容维度遵循制度性取向，关注人际关系、社区和


邻里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和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和国家


等层面。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不同行业间人口流动


活跃，由于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和管理体制差异，


统筹层次的不一致，劳动者在跨地区、跨制度转移就业


时出现转移接续困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参保者的社


会融入，加大了社会排斥风险。因此，从就业和劳动力


市场融入、健康服务覆盖范围、教育系统和服务融入、


社区服务融入、政治包容和社会对话等着手，构筑社会


融入的高质量社会保障图景，以辨识和保障充斥异质


性的劳动者个体权益及其权利，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社


会福祉。


3. 社会赋权维度


社会质量更深层次的提升体现在社会个体能动性


和积极性发挥的程度，而个体能动性和积极性主要反


映于社会赋权与增能行动中，主要包括社会流动、社会


心理、社会文化、政治增能、社会组织增能等。社会参


与是社会增能的核心要求，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不仅仅


取决于自上而下信息畅通、政策统筹、制度运作的有效


性，同时也离不开自下而上即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对社


会的主动贡献，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权，从


而实现社会增能，即围绕“赋权”和“增能”两个层面。


因此，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


自主并赋予一定权能是衡量是否构建起高质量社会保


障体系的关键要素。


4. 社会凝聚维度


社会凝聚是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信任、社会价值


观、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等。共同价值和文化


作为社会凝聚的基础，体现了公民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政


策的认同和支持。衡量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凝


聚维度要求在社会场域空间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


互动过程中型塑出一致价值认同。［14］实现社会保障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保障具备意识形态的内在性和


价值观的一致性，不断增强社会保障意识形态的整合能


力，化解社会矛盾，缩小社会差距，提升社会团结和社会


凝聚力，是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也与


社会质量理论的社会凝聚维度具有内在性的共性。［15］


社会质量内容体系的研究主要由欧洲社会质量


指标网络（ENIQ）开展，该网络的研究者围绕社会经


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入、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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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涉及 18 个主领域和 45 个亚领域，共 95 个具体指标


（2009）。①这一体系推动了欧洲国家的社会质量状况


评估和社会质量研究深化。在借鉴欧洲社会质量体系


建构框架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建设高质量社会保


障体系的时代需求，结合推进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并


融入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元


素，遵循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层次性原则，在内容体


系的研究中体现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包含


包括目标层、结构层和要素层。目标层，即构建高质量


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层，即对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评价


的结构性指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赋权、社会包容、社


会凝聚；要素层，即反映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要


素，包括基本经济保障、社区服务融入、政治增能、社会


网络等，充分展现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的高质量社会保


障体系构建中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向度。


表 1 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内容一览


维度 指标 主要内容


社会质量
理论视域
下的高质
量社会保
障体系
内容


社会经济
保障维度


社会保障
规模


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总额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总额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
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
业、生育）参保人数及覆盖率


社会保障
水平


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
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
低保覆盖率、养老金替代率
社会保险待遇水平
社会救助待遇水平
社会福利待遇水平


基本经济
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
个人可支配收入


基本生活
维持


生活状况满意度（基础设施、水质、
治安状况、清洁状况等满意度）
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威胁的
感知度


社会包容
维度


就业和劳
动力市场


融入


劳动者就业率、失业率
新增就业人数和岗位
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率 / 替
代率
参加职业培训状况（次 / 年）


健康服务
覆盖范围


医保覆盖率、医保报销额度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负担系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数量 / 等
级
每万人次配备的医务人员数量
医院病床使用率
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教育系统
和服务	
融入


义务教育普及率、高等教育普
及率
受教育水平


社区服务
融入


15 分钟生活圈建设情况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


政治包容
和社会	
对话


公民为完善和改革社会保障制
度建言献策的意愿程度
公民参与社会保障领域决策的
频率


续表
维度 指标 主要内容


社会质量
理论视域
下的高质
量社会保
障体系
内容


社会赋权
维度


社会流动
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社会保险转移接续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年龄


社会心理


公众自愿参保率、退保率
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接受和认
同度
社会保障内容的多样性


社会文化
社会保障项目的丰富程度
公众对社会保障项目的认同度


政治增能


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利益
表达机制的畅通程度
公众对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知
晓度 / 赞同度


社会组织
增能


社会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参与社
会保障投资建设的程度


社会凝聚
维度


社会信任


能被熟人信任的程度
弱连带关系信任程度
对政府机构 / 非政府机构信任
程度


社会价
值观


社会优先意识接受程度
规则优先意识接受程度
利他主义精神接受程度


社会规范
对道德的遵守程度
对法律的遵守程度


社会网络


与他人联系交往的频率
参与各类社会组织的数量
参与网络社交群 / 圈（个）
参与社会团体活动（次）
得到他人的帮助次数


社会认同


人际关系认同感
社区认同
城市认同
国家认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路径


“社会保障制度搭建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把


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尤其是人力资源和生产力的发展


有机结合，促进了生产和消费能力提升，调节社会总需


求”。［16］作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制度安排的社会


保障制度，需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防冲击机


制；缩小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践


行社会权利均等化，推进全民参与和增能；增进社会保


障体系可及性，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


（一）社会经济保障：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


防冲击机制


首先，确定适度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


①	欧洲社会质量指标网络关于社会质量测量指标包括社会经
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入、社会赋权四个一级指标。其中，社会经
济保障又包含：经济资源、居住环境、健康医疗、工作、教育；社会凝
聚包括信任、整合的规范和价值观、社会网络、认同；社会融入包括
公民权、劳动力市场、服务、社会网络；社会赋权包括知识基础、劳动
力市场、制度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公共空间、人际关系等二级指标。
引 自 Van der Maesen，L.2009，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orking Papers：Reflections on the flrst set of  Social Quality Indicators 
from the‘European Network Social Quality Indicators’.The Hague，
Netherlands. 转引自：徐延辉，陈磊 . 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
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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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存在一个“适度”区域，具有动态性、福利刚性和


适度性特征的社会保障水平是衡量社会成员享受社会


保障待遇高低的重要指标。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助


于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生产力发


展，实现社会权利均等化，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竞争


力。宏观层面，应加大公共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提高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加快划转国有资产、提


高财政投入和土地出让金划转社保基金比例，建立社


会保障战略储备金；完善社保基金征缴机制，统一缴费


基数和费率，规范缴费行为，并进行财政工具和保险工


具的有效配比和动态调整；推进社会保障基金市场化


投资运营，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和投资回报率，实现可


持续循环。微观层面，合理确定基本社会保险险种的


筹资结构和比例，确定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缴费


比例；精准定位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根据工资增


长和物价指数等建立社会保障待遇正常调整机制；


其次，统筹收入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以及社会保障


政策的衔接与一体化，兼顾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提升


统筹层次。养老保险方面，依据物价变动率和实际工


资增长率，建立养老金水平动态调整机制；医疗保险方


面，“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费用增长情况，动


态调整医疗保险报销待遇，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最高


支付限额、扩大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等”。［17］对于生育、


失业和工伤保险等险种待遇，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物价


指数、个人家庭赡养情况等因素，科学调整保险待遇。


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加强兜底保障能力，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居民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变


化同比例调整机制，落实社会救助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提升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等供


养保障水平，完善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机构建设和管理


服务。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急难救助工作。修订完


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政


策，适度提高补贴标准。


最后，合理界定市场与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社


会保障责任，明确各主体责任权限和边界。现代社会保


障体系需要各责任主体共建和共治，建立各责任主体


平等沟通、对话、协商机制，以平等协商的契约精神达


到社会保障责任均衡，构建包括基础社会保障、企业年


金、商业性社会保障项目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者，应从社会保障供给


的微观事务转向宏观层面，为其他责任主体提供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提升社会保障供给能力。各责任主


体要积极探索社会保障责任践行的实现机制，共担社


会保障责任。培育和提高各责任主体践行社会保障责


任的意愿和能力，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支持社会组


织发展壮大，为公民充分发展提供机会。维持多元责任


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切实践行责任、保证利益


共享，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包容：缩小社会保障城乡差距，构建包容


性社会政策


社会包容在社会维度上体现为利益共享、权利平


等、多元身份的尊重和适当的亲密关系，在政治维度上


则主要体现为权力分享、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参与和


共享。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本质在于倡导机会平等


的增长，倡导不同个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和经济发


展成果，核心是兼顾公平和效率，打破政治、经济、文化


等壁垒，促进全体社会民众对于各类社会群体的包容，


增进社会融合、发展社会服务、减少社会排斥，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从公民权利公平性出发，加强制度顶层设


计，加大社会保障调节力度和精准性，逐渐缩小社会保


障待遇差距，增强社会保障待遇和服务的公平性、可及


性，［18］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


低生活保障等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养老


保险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增强居家养老服务保障、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圈，增强机


构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养老


服务普惠式发展。持续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


异地就医管理平台和医疗费用结算平台；实现失业、生


育、工伤等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增强制度之间的协同


性、包容性和适应性。


其次，统筹救助资源，强化部门联动，建立智慧救助


体系，构建综合性社会救助服务平台；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参保基础数据库，实现数据全


国联网和动态跟进，增加制度供给，补齐特定群体（ 如


流动人口、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 的社会保障制


度；［19］完善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健全特殊群体友好


尊重网络，促进各项救助政策制度的整合与衔接。


最后，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推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增强公民的


社会保障获得感。整合基础社会保障，建立城乡统一


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保障制度公平运作。强化社


区公益服务，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源，围绕公众需求精


准开展社区志愿服务。优化制度设计，提升社会保障


制度效率和弹性。根据社会保障项目、形式和层次差


异，明确各主体责任和权能，激励各主体共同构建高质


量社会保障体系。


（三）社会赋权：践行社会权利均等化，推进全民参


与和增能


自 1976 年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提出赋权理


论以来，赋权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不断被扩展，赋权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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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渐合二为一。社会权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


源，社会权利均等化是保障每一位公民平等享有社会


权利与福利分享的根本保障。联合国在《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中通过了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了


169 个子项分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促进


共同繁荣和福祉的承诺，《议程》的关键原则强调：“不


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是为所


有人创建包容、多元、公平、开放、全民参与的社会。


首先，赋权公众。充分践行社会权利均等化，保障


公众不仅享有社会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能够真实、具体


地行使这些权利，参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执行、评


估等环节，能在自身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护其权益。


同时，赋权公众还意味着社会公众不因其贫或富、强大


或弱小而影响其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提


升公众对提升社会保障政策的知晓度和赞同度，畅通


利益表达通道，培养和形成公众的自我表达和维护能


力，尤其是弱势群体成员的自我表达和自我维护力量。


同时还应注意赋权的具体化、个案化、法治化。


其次，赋权社会组织。政府为社会组织赋权①分为


合法型赋权、职能型赋权、资源型赋权。在实际运作中，


职能型与资源型赋权大多结合在一起，以政府购买社


会保障服务、委托管理公共管理事项、设立社会组织孵


化中心、举办社会组织培训学习交流、培养和引入社会


组织人才等方式实现。除了国家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外，高质量


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应充分整合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的


凝聚力和推动力，激活民间慈善事业和社会募捐的效


率与质量。


最后，基于大数据的关系赋权。大数据时代数据


的聚集与流动带来权力的重新架构与转移，赋权方式


与权力格局的转变，其全面性、包容性、共享性整合起


普通民众关系网络，使拥有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


兴趣的主体以圈层方式关联起来，实现“增权赋能”。


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的关系赋权充分激活个体能量，在


互联互通的数据运用中积极、主动保护个体利益，以较


少代价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借助现代信息数字


技术可以打破部门藩篱，整合优化社会保障数据信息，


实现部门快速联动响应和资源优化配置。及时获取公


众需求，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水平。


此外，依托大数据可以对社会保障服务进行全流程检


测、监管、评估和优化，促进整体质量不断提升。


（四）社会凝聚：增进社会保障体系可及性，构建社


会保障共同体


社会凝聚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享有共


同认同感和信任感的综合反映，涉及个体、集体、组织、


制度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协调，强调社会融合、团


①政府为社会组织赋权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合法型赋权，是
政府为社会组织塑造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政
策，明确准入门槛或行政审批的标准和流程，构建对社会组织管理的
行政体制；第二类是职能型赋权，主要是政府将某些职能或者权力转
移给社会组织：第三类是资源型赋权，是对社会组织提供各种财税物
资等资源的支持，包括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办公场所、人员、税费减
免、各种补贴等。


结和稳定的价值。［20］


首先，构建社会信任体系和共享价值观。社会经


济的不均衡发展致使社会整合功能日益衰弱，中国传


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是以血缘和亲缘为中心，以实用理


性为内核的差序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领域改革


的推进，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


逐步向组织参与和道德文化为主的现代的社会信任模


式转换。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的核心，需通过社会关


系网络构建提升社会信任和认同感，共同促进社会团


结和凝聚。


其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增强高


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凝聚力，最根本的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


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集中


力量办大事。引导人民群众的理念信仰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仰相一致并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就能形成稳


定的凝聚力。


最后，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共享理念，


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社会保障共同体是“由多元主


体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


的命运共同体。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须坚持党的领导，


筑牢社会保障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合理划分社会保障


责任边界，引导多元主体自觉将社会保障契约责任内


化于心”。［21］通过制度整合和协同，优化制度体系设计；


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主导者，形成常态化的改革


机制，增强制度调整的主动性、回应性和效能性；重铸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意识，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培育多


元主体契约精神和责任精神。通过经济发展提升共享


份额和服务均等，推进全民共享；树立整体观、协同观、


全局观、大局观，建设中国特色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把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一般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道


路的经验相结合，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激发社会保障制


度潜能和优势，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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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Establishing a high-qualit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o promot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move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high-quality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ocial quality 
theory and high-qualit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and points out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basis and guarantee to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individual quality of citizen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inclus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path.On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it is to moderat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and establish an impact prevention mechanism.On social empowerment, it is to 
implement the equaliza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who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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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social policies;.On social cohesion, it is to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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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税学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税学科建设


马海涛 


学科建设与时代密切相关，学科演进推动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深化学科内涵。党的二十大全面


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明确了下一阶段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和远期目标，其中关于“健


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论述细化了财税制度发展路径。新的


使命呼唤新的理论，新的征途需要新的学科体系提供方向指引。财税学科是新文科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财政理论研究应当建立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充分理解时代需求、准确


把握财税学科特征，着重关注财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对于财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学科建设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顺应时代；既要打破学科壁垒，又要


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特征。下一步，应准确把握财税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革新财税学科建设的发展


理念，厘清财税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构建“大文科”格局，最终实现财税学科的融合式创新发展，


为我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学科发展的时代需求


党的二十大全面回顾了过往十年的改革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凝练总结。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发生转变，财税学科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完善，研


究视域亟待进一步革新，以便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路径指引，有效回应时代发展


需求。


一是财税学科应构建立足中国国情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一，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政智慧。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给予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文化自信。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


富的财政思想，诸子百家的理财观念如儒家的“天下为公”、法家的“利出一孔”、墨家的“反厚敛”


和道家“裕民富国”等，深刻影响着千百年来我国的财政实践。传承并发展古代财税思想，积极探


寻各类学说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设计的契合点，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下的财税学科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第二，包容性借鉴优秀的财政理论成果。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和根本立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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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合理借鉴西方财政学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


论述，汲取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推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发展。第三，


系统性总结我国财税实践的宝贵经验。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诸多制度创新和政策工


具创新为财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为进一步完善财税学科知识体系，应从学术层面


总结我国财税发展历程中的问题，有机融合各省市财税改革经验，构建财政学研究新范式，将中国


实践提炼为一般理论，最终服务于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建设目标。


二是财税学科要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重大问题为根本遵循。财税学科发展为财税体


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引，要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根本遵循，做好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


础性工作。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财税学科理论研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致力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始终关切十四多亿人民群众的“社会共同需要”。第二，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财税学科着力回应财税改革中的实际问题，通过财税制度的优化设计进一


步改善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财税学科建设以“四


个自信”为引领，积极服务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凸显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时代财政学科特色。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财政政


策的研究设计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支持产业结构转型，积极探索绿色税制改革路径。第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财税学科聚焦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拓宽学科研究视野，加强财税学科建设的对外交流。


二、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政学的学科特征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财税学科建设应当以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为重要基础，财政


学理论研究应以满足国家治理活动中的社会共同需要为逻辑起点，为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深刻认识财政学的政治属性。正本清源，财政学是融合了“财”和“政”两方面的综合性学


科，“财”是手段和方法，“政”是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财政史的角度来看，《管子 • 治国》早就


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财政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交汇的产物。从财政的自身运行逻辑


来看，依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家获得物质资料只能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利参与价值的再分配，


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构成了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从财政的中国实践来看，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和成


功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与时代属性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创新。面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时代新要求，财政学理论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


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把握现实需要，开展理论创新，从而构建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响


应时代需要的财政学理论，指导财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深刻认识财政学的科学特征。财政学是一门有极强实践性特征的社会科学学科，其理论研究


要注重应用性和基础理论之间关系的处理。具体而言，在学科研究内容方面，要建设全时间范畴的


科学解释能力，向后望，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的一般规律有充分的解释能力；向前走，对于财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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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其发展趋势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在学科分析方法方面，要兼顾证据与推理，要以公理化的逻辑


体系以及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建构科学的方法体系。党的二十大对科教兴国和文化强国战略的进一


步强调落实到财政学理论领域，就是要加强财政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研究过程中要坚持“实


事求是”，坚持使用“循证”和“可重复”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建构应当立足


我国财政运行过程，抽象出本质的财政活动和经济关系，挖掘财政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从而为财


政决策的发起和执行提供可靠的理论工具。


三是深刻认识财政学的跨学科特征。财税学科建设与新时代的财政特征息息相关，面向综合性特


征日益突出的财政实践，应当建设与之相适应的跨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从财政的综合性来看，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和战


略发展的重要一环，其统筹范畴含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


从学科理论的交叉性来看，财政学与其他学科具有密切联系，其理论体系呈现普遍的“跨界”特征。


立足于实践和发展的视角，必须重视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以全局性思维汲取并整合经济


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财政理论体系建


设的要求。


三、全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学科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学科建设应积极响应时代需求，构建具有政治性、科学性、跨学


科性的学科框架体系，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当前我国财税学科在基


础理论与实践改革层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未来财税学科建设应予以充分关注，积极探索


学科创新的实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贡献财政力量。


一是聚焦基础理论问题。财税学科可从财政学研究目标与研究主体、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财


政与货币关系三方面出发，着力解决财税学科建设过程中尚待完善的基础理论难题。第一，财政学


研究目标与研究主体方面。首先，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既有理论对现实问


题缺乏解释力，且较多吸收国际主流财政学理论成果而缺乏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在研究目标上，


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从新时代中国财政制度建设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入手，


以重新审视财政职能作用、重构财政学理论基础、创新财政理论作为财税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


增强财政理论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科学预测力、客观总结和描述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


支柱作用作为财税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其次，在研究主体上，应明确区分“国家”和“政府”在


财政行为中的定位与功能，清楚认识到“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主权和其他国家权力，“政府”


不等同于“国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政府”与“国家”同时或者交替作为财政行为主体的错


误习惯应当逐步改正，还“政府”与“国家”以本来面目。第二，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现有对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难以指导财政实践，因此，未来的财税学科研究应进一步聚焦政府与市场的边


界问题。在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上，应在正确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界定政府


行为与财政职能的边界，深入研究如何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在建构框架


体系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上，应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而探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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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如何既能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转，又能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第三，财政与货币关系方面。一方面，


主流财政理论和货币理论均将中央银行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单一主体，忽视了政府财政部门的调控


作用。在我国财政 - 央行“双主体”的货币调控框架下，应深入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货币


调控中的作用及其理论机制，以及如何强化财政与金融系统的协同合作等。另一方面，政府债务问


题作为当前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中的关键，也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应充分关注政府债务规模对于金


融市场影响的效果和作用机制，同时详细探究如何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跨周期与逆周


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从而为财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是聚焦重大实践问题。财税学科可从预算管理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税收制度、财政监管


四方面出发，着力解决财税学科建设过程中尚待完善的重大实践难题。第一，预算管理制度方面。


预算体现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未来财税学科建设应重点围绕预算管理制度的局限性，从多个维度


加强理论创新；在财政资源统筹上，应深入研究加强四本预算衔接的具体实现模式及路径，深入探


讨推动跨部门协同机制构建的具体方法；在财政支出标准化上，应加强对财政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标准化的研究，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财政状况对标准化建设进行实时动态调整；在预算约


束和绩效管理上，应聚焦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为构建指标体系与完善评价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在中


期财政规划上，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约束机制，完善中期财政规划框架。第二，政


府间财政关系方面。在明确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上，应稳步细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


分标准，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划分，确保地方财力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匹配；在理顺省以下


政府收入关系上，应按税种属性划分收入，规范收入分享方式，增强省以下统筹调控能力，推动区


域均衡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上，应加强转移支付系统性研究，关注转


移支付资金及类型的具体分析，推动转移支付“从分配迈向治理”，提升转移支付机制与经济社会


问题的适配性，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建设。第三，税收制度方面。在完善地方税税制上，应借鉴国外


直接税改革经验，立足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优化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并逐步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收


入中的占比，优化税制结构；在税种改革研究中，应提升现有税种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


重点关注碳税、数字税征收设计并推动税种改革的国际经验落地；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上，应加强


税收征管理论体系建设，修订税收征管办法与探究数字技术与税收征管结合并行，推进税收征管信


息化建设以及数字经济环境下的税收征管体系建设。第四，财政监管方面。在财政监管法律上，应


加强财政法制研究，重点关注财政监管立法规定，确保为财政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提升财政监管效果；


在财政监管范围覆盖上，应注重机制协调，协调各部门力量，发挥财政监管合力，统筹各级政府监管，


推进全过程、整体性监管；在财政信息化建设上，应注重提升财政监管效率，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


息优势加强财政监管信息共享，在财政监管各领域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财政监管效率。


（责任编辑 ：郭晓辉）






